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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突破组织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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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至右：《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何刚、执行总经理张瑾、副主编程明霞、财讯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

	

	互联网正在重塑整个商业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如何在这个易变的互联时代保持企业的竞争力，是商业领袖们目前面临的一大挑战。过去几年，一些互联网企业迅速崛起，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颠覆力量，其快速迭代以及灵活多变特质，让许多传统企业无所适从。

	如果从企业日常运营的角度看，传统层级结构和管理流程仍然管用，即使是最新锐的互联网企业，也需要从管理经典中汲取营养。但是，“互联网改变一切”的商业环境无疑放大了它们的弱点：传统的组织结构并不擅长及时发现最重要的风险和机遇，更很难敏锐制定创新性的战略并且快速实施，因此许多规模巨大的企业会在短短数年间被无名小辈反超。

	除了让信息变得对称，互联网还让个体能力变得更强，选择更多，令企业间动态竞争与跨界融合变得更为普遍。不过，这些变化似乎与组织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组织代表稳定，互联网带来变化，这二者的冲突正是互联网经济挑战传统组织的本质。技术冲击在倒逼组织变革，惟有变革才能保证企业持续领先（详见聚光灯《一切为了领先》）。

	互联网时代，用户和企业之间的距离无限接近，他们能无缝隙实时连接，商业机会则蕴藏在同用户零距离的接触当中。越来越多的商业领袖们已经意识到，未来的企业竞争将是用户选择权的竞争，企业组织将会是资源和用户之间的双向交互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海尔进行的组织变革实践，以及小米的互联网模式，它们探索的都是如何尽可能做到同用户零距离接触，如何架构快速配置资源的平台，并动态释放平台的同边和跨边网络价值（详见聚光灯《动态组合之道》）。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企业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变局中更清醒地自我审视，在变与不变中找到管理新平衡。传统的层级组织架构，更多强调资产的“专有性”和“一体化”竞争优势。而在平台型组织架构下，企业更加重视资产的“互补性”和“生态圈”竞争优势。因为，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已经不给企业“单打独斗”来完成一件事的时间。如何突破组织边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已然成为互联网时代组织变革的新要求。

	即便如此，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John P. Kotter）还是告诫我们，从结果来看只有少数公司的变革会非常成功，少数公司会一败涂地，大部分公司会介于两者之间。而失败的案例中有着不少耐人寻味的经验教训，在未来的竞争中，这些经验教训大多能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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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说 |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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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创新的目的，是增强工人的技能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而美国所关注的则是那些能减少甚至能摆脱掉工人的技术。德国的创新在工人的教育程度范围内持续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而美国的创新最多也只不过是在亚马逊的配送中心或是苹果专卖店增加几个就业岗位。

	

	
		

		——丹·布莱兹尼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博客，《德国缘何能在技术创新上压倒美国》一文

	

	

	

	“德国制造”完成华丽的蜕变，与德意志民族的文化传承息息相关。严谨理性的民族性格形成了“德国制造”的核心文化：标准主义、完美主义、精准主义、守序主义、专注主义、实用主义和信用主义。这些文化特征深深地根植于斯，就像是德意志民族的语言，复杂而精确，语法和词汇不能出现丝毫的模糊一样，泾渭分明，从而成就了“德国制造”的传奇。

	
		——秦俊峰

		原外交部欧洲司德语国家处处长

	

	

	德国大型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保持合作，并与其他公司、大学以及政府机构共同注资，为中小企业搭建研发平台，扩展其研发资金的申请渠道，包括电子护照项目、合成音效智能项目等。这种合作不但能够促进整个市场的研发业态，还能帮助大企业在供应链上获得更好的创新技术。

	
		——马克·雷恩费尔德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德国市场信息经理

	

	

	从德国的创新体系来看，企业无疑处于中心地位。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技术进步作为市场创新的基础具有无止境的活力，具有发现精神的企业家正是这种活力的体现者。他们敢为人先，不断地推出新产品和新方法来取代旧产品和旧方法，从而获取创新利润。德国在制造业领域创新优势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德国有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和调和劳资关系的较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它成为产、官、学、研四大因素有效连接的基础。

	
		——史世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德国通过控制研究所的经费来源，有效避免不同的科研机构工作穿帮，从而影响整个德国科研管理体系的协调运作，达到对未来5年、10年、甚至30年的技术研究全覆盖，保证了德国社会创新的持续生命力。

	
		——董奎

		青铜器软件联合创始人

	

	

	美式创新：异想天开；德式创新：精益求精；日式创新：细致入微；中式创新呢？我不想调侃，但我想请大家思考，中式创新的精髓究竟是什么。

	
		——魏庆芃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副教授

	

	

	本文实际上还是在对比美德制造业以及与此相关的就业情况。德国制造业实现了所谓“包容性增长”。美国的创新则脱离了制造业基础，显得虚浮。facebook算创新，有何实质贡献？中国是走美国道路还是德国道路，值得深思。

	
		——尹一舟

		香港城市大学研究助理

	

	

	德国的创新有很多特点，其中：创新注重细节，不仅注重新产品创新，而且还有新工艺。

	
		——陶光远

		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主任

	

	

	德国的这种创新模式非常值得国内的工业企业学习，深度整合技术和机械生产成为未来世界的必要生产力！

	
		——梁国生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关总监

	

	

	德国的发展有目共睹，德国80%的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我们需要有以德国为榜样的中国式的工匠精神。

	
		——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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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说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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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科研”助力德国创新

	徐明 | 文

	

	

	

	

	

	《德国缘何能在技术创新上压倒美国》一文提及的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Fraunhofer），是德国应用研究的典型代表。时值德国队夺得巴西世界杯冠军之际，“德国制造”及“德国式创新”引发众多读者热议。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德国应用研究的运作模式，HBR中文版采访了弗劳恩霍夫集成电路研究所（IIS）执行理事阿尔贝特·霍伊贝格尔（Albert 
	Heuberger）、弗劳恩霍夫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韩小丁。

	弗劳恩霍夫创建于1949年，属于公助、公益、非盈利性质研究机构，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研究机构。该机构定位于基础研究和工业研发之间，聚焦支撑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研发，为客户进行“合同科研”、开发及咨询，是弗劳恩霍夫最主要的工作、服务方式。

	具体而言，弗劳恩霍夫模式由研发格局、内外合作、人力资源和经费来源平衡等部分组成。

	研发格局方面，协会总部领导层面主要决定战略发展的主题和方向，协调研究所之间的资源调配，并将专利工作、研究合同审查等共性事务集中起来，为下属研究所提供服务，节省了人力成本。下属研究所则通过分析市场需求，具体制定产品路线图，再从内部的核心能力出发，确定技术路线图。产品路线图与技术路线图二者共同组合构成了研究所的战略。

	内外合作方面，各个研究所会根据客户实际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开发出量身定制的系统解决方案。所与所之间的合作不仅能促进跨学科能力的发展，同时也有效地满足了企业对系统解决方案的需求。通过与其它科研机构开展合作，与企业共同设立研发中心，可以合理利用资源，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通过上述这种技术供求、人才供求、管理共享的战略化合作，弗劳恩霍夫就能够与企业实现共荣双赢，双方的技术转移更为密切。

	人力资源方面，研究所通常会设立在大学内部，大学教师是科研人员的重要来源，核心研究团队会长期就职，另外60%的人员则是拥有具体期限的合同制人员。这种固定岗与流动岗相结合的人员管理方式，既能够保证弗劳恩霍夫优秀技术、研发能力和专业诀窍的传承，又能够培养和吸收相对可流动的新鲜血液。

	经费来源方面，主要分为两大类型：“非竞争性资金”主要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及欧盟投入，用于支持前瞻性研究；“竞争性资金”来自公共部门的招标课题以及与企业签订的研发合同收入等，用于开展面向市场的研究。目前，弗劳恩霍夫每年研究经费约19亿欧元，其中1/3来自联邦和各州政府，2/3来自企业和公助科研委托项目。

	在创新项目支持中，弗劳恩霍夫还有一种独特的方式，那就是支持自己研究团队的年轻人创立衍生公司，对所开发的技术进行市场化。比如，太阳能所研究的聚光太阳能电池就成功设立了公司。建立衍生公司需要遵循两大原则：1、首要前提是研究所对于该技术还没有找到专利伙伴，也就是说，有企业买单的技术研究是不会单独成立公司的；2、成立公司后该项研究即与弗劳恩霍夫脱钩。通常，弗劳恩霍夫会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在公司成立初期给予支持，但这只体现在衍生企业的早期发展中，他们可以免费使用弗劳恩霍夫的某项技术，到了一定期限后，弗劳恩霍夫的研究所就要全部退出，不再允许继续在公司内持股。

	这种创新支持方式，可谓多赢。第一，项目可以灵活成长为成熟的技术公司和市场应用；第二，科研人员可以进一步在研究所与实际市场中得到锻炼和培养；第三，弗劳恩霍夫赢得了更多的技术转移需求和专利许可需求，这些资金将反哺各项研究。此外，弗劳恩霍夫还会建立主导创新集群，促进研究机构所在地区针对特定、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创新集群参与者包括当地高校、研究机构及知名企业。这种科研和应用推广活动，是德国意义上的产学研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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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说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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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咨询机构长期以来依靠不透明和灵活性来保持其行业领导地位；但目前的商业环境正变得越来越透明和成熟，这两项优势正快速消失。为避免被颠覆的命运，传统咨询机构需要重新思考服务模式，实验新的咨询模式，从而对核心业务进行自我颠覆。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王香韻、德里克·范贝弗，《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0月，《颠覆咨询业》一文

	

	




咨询服务：一站式与模块化可以并行不悖

	李源 | 文　徐明 | 编辑

	

	在《颠覆咨询业》一文中，作者列举了传统咨询业所面临的挑战，并指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将在咨询业务上有所扩展。作者认为，未来咨询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将是跨行业整合。

	事实上，在安然事件爆发之后的近10年内，会计师事务所一直在试图重回咨询业务市场，跨行业并购是四大拓展咨询业务的重要手段。最新的并购案例分别是：2013年德勤完成对摩立特的收购、2014年普华永道完成对博斯的收购。合并之后，博斯公司已正式更名为“Strategy&”，旨在强调它在战略咨询领域为普华永道网络带来的优势。

	看起来会计师事务所正在践行《颠覆咨询业》一文的预言，那么，他们是否认同克里斯坦森关于对咨询业发展与挑战的其他观点呢？为此，我们采访了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咨询合伙人陈兆丰和Strategy&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副总裁徐沪初。

	

	HBR中文版：首先请两位分别谈谈身处咨询业的感受，这个行业真的面临着被颠覆吗？

	陈兆丰：我觉得“颠覆”这个词，有点大。但传统咨询公司的确面临着挑战。从数据方面看，这些年全球咨询市场的规模仍不断增长。在过去几年，我们的全球咨询业务保持着15%以上的增长。中国市场增长速度每年超过30%。2013年我们全球咨询业务收入达到92亿美元，占普华永道全球业务收入的30%。但据我所知，传统咨询行业的业务增长多数保持在个位数，有很多公司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数据统计显示我们的确不断从传统咨询业的竞争对手那里拿到市场份额。

	徐沪初：我更倾向于认为咨询行业在面临自我革新。近些年来，客户的需求的确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比如战略咨询，只做好解决方案已经无法满足客户，缺失对运营能力的整体关照会导致他们在市场竞争中面临很多问题；而另一方面，如果过分聚焦于运营层面，也容易失焦于战略的指导和方向。也就是说，客户越来越要求从战略到执行的全方位服务。

	传统的战略咨询公司已意识到这样变化和挑战，自身也在寻求突破之路。如果仔细回顾过去几年中传统战略咨询行业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正在不断调整，增加运营能力，甚至重新规划咨询师的职业生涯路径，使他们能够满足客户从战略到执行的需求变化。

	

	HBR中文版：《颠覆咨询业》一文在讲到传统咨询业受到的挑战时，强调了它们正在丧失传统优势，你们认同这个判断吗?

	徐沪初：可以说这种趋势在最近两年非常明显，今后几年还会变得更快。从客户的角度来说，他们面临的是从战略到执行到运营的一系列问题，各种各样的挑战在不同环节上都有体现。客户面临着很多现实困惑：首先，不同的咨询公司，优势特点各不相同，到底应该跟谁合作？其次，客户常常面临方案是一家公司，执行又是另外一家公司的局面。两家公司对彼此业务是否熟悉和了解？对企业的理解是否一致？能否顺利对接？这些都是困扰企业的问题，会造成企业巨大的沟通成本和实施成本。

	客户一直对传统战略咨询公司提出的要求就是，方案要更具操作性。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要更“接地气儿”。

	陈兆丰：传统咨询公司见长的是以项目合作的方式服务于客户，但客户的确越来越精明了，他们越来越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不仅仅是一份咨询报告，还要有执行和落实，他们越来越期待看到投入的回报。这些都是短期项目合作难以满足的。

	

	HBR中文版：《颠覆咨询业》一文指出，未来会计师事务所将如何在管理咨询业中竞争的模式尚不清晰。博斯公司已正式更名为“Strategy&”，“&”是否意味着新的商业模式？

	陈兆丰：我们两家的合并，最大的受益者是客户。合并之前，普华永道战略咨询业务偏重于运营，博斯以战略见长，合并之后，从战略到运营，从运营到交易；从财务管理到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能力都会得到提升。简言之，合并之后我们端到端，全方位服务的能力更强了。

	我认为我们商业模式的独特性，体现在与传统咨询公司业务模式的差异化上。如果只是说管理咨询，两者的合并是从咨询到落地的价值主张得到提升。在更大的层面上，普华永道作为全球最大的专业服务机构之一，我们能提供更全面的，端到端的整合服务。比如，有一家公司新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可以帮助它做好规划战略，进行商业计划，做好运营、组织构架；如果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是并购的话，我们可以提供交易咨询、税务架构设计或审计服务等。我们可以与客户建立合作长期，帮助公司更好发展。

	合并之后我们的重要定位叫做“category of one”，就是要在我们覆盖的领域——“从战略到执行”上成为全球领先。

	徐沪初：放到普华业务的价值链上来看，从战略角度来说，跟之前博斯公司传统定位没有很大区别——我们的愿景一直不变，由注重实效的战略家组成的全球团队，致力于协助企业高层领导者掌握核心优势。

	但我们在服务内容和能力上有了很大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Strategy&”，“&”指的就是附加的能力，比如执行能力、运营能力，以及在数字化、全球化等专业领域的能力。

	服务内容和能力有了增长之后，意味着我们要更好地在价值链中进行平衡。普华永道所涵盖业务比较多，包括战略、执行、税务、审计等。在很多大型决策上，我们不仅要侧重考虑单个环节的战略发展价值，还要从整个集团的综合效应来平衡。这当中，很可能会带来业务模式的变化。

	

	HBR中文版：两位一再强调两家公司合并后的优势在于提供端到端的“一站式服务”，但《颠覆咨询业》一文恰恰认为，这正是要被颠覆的，取而代之的是模块化服务。两位怎么看？

	徐沪初：这个并不矛盾。我们一再强调，在打造一站化服务的同时，我们要在不同的领域建立核心竞争优势，使得我们在专业化，模块化领域中形成核心优势。同时我们更强调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是我们最终的优势。普华永道的咨询业务并不是单独在业务的广度或者业务的深度上有所作为。在我看来，这种“T”字形的能力架构，也是咨询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陈兆丰：从目前市场上的总体需求来看，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上，两者并存的现象非常显著。有些企业寻求一站式的服务，而有些企业希望在价值链上的某个业务上深耕细作。一站式服务和模块化服务并不矛盾，两者可以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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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源是HBR中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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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阅读《颠覆咨询业》一文

	[image: ]







	众说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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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蓝海领导力的核心原理是将领导力视为一种“服务”，而组织内的员工可以选择“买”或“不买”。当人们认同你的做法，就会“购买”你的领导力，支付的“货币”是他们的敬业度。

			

			

			
				——W. 钱·金、勒妮·莫博涅，《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5月，《蓝海领导力》一文

			

			
		

	

	




借助既有组织体系实施蓝海领导力

	刘积仁 | 口述　熊静如 | 采访整理　徐明 | 编辑

	

	每个领导，特别是有过成功经验的领导，往往会对自己的价值观、性格特质、行事风格给予充分肯定，导致自己很难改变。过去的领导力理论要求改变自己或改变别人，但这两者其实都非常困难，极少有人真正能做到——有趣的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会是少数的成功者。蓝海领导力理念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帮助领导者找出不足，设置明确的未来期望以便找到差距，最后在实践中落实。这套理论把领导力这种抽象、不可控的东西变得具体、易于执行和衡量。

	如何才能做好“领导力服务”呢？结合当下中国的企业环境，我认为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充分了解员工。我一直非常认同领导力的权变理论，认为领导方式方法要根据具体环境、具体对象而有所不同。比如中国80后、90后这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之间有着巨大的意识鸿沟。企业领导现在不能再跟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谈对企业的感情，教育他们对社会、对企业组织怀有感恩的心。这样做不仅不奏效，还可能适得其反。

	二是动态地发展和磨合。我发现被领导者对管理者的领导行为方式也具有非常强的适应性——在领导者个人性格特色突出的企业尤其如此。我曾经去过一家企业，其领导人在建立企业文化时着重强调儒家思想，但实际工作中却经常公开责骂员工。我作为来访者都感到有些不安，但在与员工交流后却意外发现，大多数员工认为“他骂我其实表达的是对我的期待和关爱”。这就是磨合出来的适应性。

	如果只是按照领导力风格的理论来看，这样的领导方式显然是不合适，或者说不正确的，但是由于经历了动态的发展磨合过程，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微妙但却牢固的适应性，你就不能轻易判断说它是错误的。

	结合以上两点，我深入思考了蓝海领导力在东软实行的可能性。随着规模越来越大，领导者个人的领导力能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有限，必须建立起一套激励机制来激发基层员工的创造力。

	在东软的既有体系中，我们把领导力分为四层，包括引领层、指导层、运用层和执行层，按照促进团队协作、跨文化开放性、关注发展员工、关注客户伙伴、追求持续改善、成为价值典范、推动卓越运营、敏锐战略决策八个维度进行评估。各个层级重点领导力各有不同，因此，各层级的领导力发展也会依据其管理的规模、范围、程度等要素发生动态变化，有侧重地进行培训和调整。

	蓝海领导力理念认为，管理者并不需要改变本性或打破旧习，只需改变自己的行动，这可以让自己在短时间内完成领导力转型。对于东软而言，最佳的实践方式应该是，把原有的评估管理工具与蓝海领导力的“蓝海”思维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保留我们已有的、已被验证为有效的了解员工的方式，又可以结合我们长期以来发展出的“学校文化”、“和合之道”，按照蓝海领导力“现状—理想—选择—执行”的四个步骤，把领导力这一“服务”变成企业内的可测控、可衡量的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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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积仁是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静如是HBR中文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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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回访 Follow-up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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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野蛮竞争

			——回访《扩张的陷阱》作者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

			李钊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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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Felix Oberholzer-Gee）自2003年起在哈佛商学院任教，为Andreas Andresen工商管理教席教授，在“领导力发展项目”中教授“竞争战略”，同时承担“中国研究项目”和“媒体的有效战略”项目。现阶段他的研究包括娱乐公司的数字化转型、中国公司和在华跨国公司的财务表现比较研究。奥伯霍尔泽－吉教授长期关注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也较为了解中国互联网公司运营方式的多样性和美国的文化产业，曾撰写《阿里巴巴的淘宝》（A、B）、《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商业案例，被收入哈佛商学院案例库。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2014年5月刊登了汉娜·哈拉博达（Hanna 
	Halaburda）和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Felix Oberholzer-Gee）合著的文章《扩张的陷阱》。文中的重要观点是，忽略了“网络效应”的多样性，企业就很容易掉入盲目扩张的陷阱。作者在解释网络效应双向吸引和单向吸引时列举了一些经典案例，比如Twitter、eBay和淘宝的用户是双向吸引的关系，而时尚业、银行业则属于单向吸引。

	奥伯霍尔泽－吉教授是哈佛商学院案例《阿里巴巴的淘宝》的作者，长期关注也较为了解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因此我们邀请奥伯霍尔泽－吉能以近几年中国互联网企业彼兴此衰的竞争势态——比如从开心网与校内的竞争、新浪微博与腾讯微博的竞争，到微信与微博的竞争为例，进一步阐释“网络效应”。采访中，奥伯霍尔泽－吉教授应用这一个概念把中国互联网过去十年的案例，进行了通透明晰地纵向分析。同时，他也进一步强调，虽然本次讨论的案例全部为互联网企业，但“网络效应”的规律并不因为企业所处行业、规模或属性等原因而改变，只要公司出售的产品价值和服务价值有赖于购买者的数量，网络效应就适用。

	奥伯霍尔泽－吉还谈及把网络效应这一经济学概念引入管理学领域的重要性。以往的“一般竞争战略”无法理解久被诟病的互联网“免费模式”。但从“网络效应”的观点出发，淘宝当年为应对eBay做出的免费战略，奇虎360的免费增值模式就都不是野蛮竞争时无计可施的饮鸩止渴。

	

	致胜的两个关键

	HBR中文版：用网络效应分析中国社交媒体的竞争，可否从较早的社交媒体校内网和开心网说起？

	奥伯霍尔泽－吉：人人网和开心网的案例与美国的Friendster（2002）、MySpace（2003）与Facebook（2004）的案例极为相似。2004年Facebook上线时并不被看好，尤其是在美国的北部，那里的学校都有自己独立的社交网站；另外一方面，Friendster和MySpace已经建立起强大的网络效应。按照迈克尔·波特的“一般竞争战略”，Friendster和MySpace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但Facebook做了两件事：第一，找到校内社交网站的弱关系——跨学校、跨地域、毕业后校友的网络；第二，提供新产品、制造新的网络效应。中国的校内网的网络效应主要依赖于在校学生，而开心网创造了朋友、同事之间的网络效应。后来校内网更名为人人网，升级了网络效应不仅有校友，也有朋友、同事，更像后来的Facebook。

	

	HBR中文版：很快新浪微博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但已经拥有强大网络效应的腾讯，为什么却没能在微博竞争中取胜？

	奥伯霍尔泽－吉：这正是我要强调的：强大的网络效应没有100%必胜的把握。如果当初我们预测哪家公司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微博社交媒体，答案应该是腾讯。因为经过多年的累积，腾讯围绕着它的核心产品QQ打造了一整套生态系统，比如网页游戏、线上购物等，用户群基数已经无可匹敌，拥有很强的网络效应，但为什么新浪微博最终胜出？我认为新浪做对了两件事：一、新浪微博找到了腾讯网络里的一个薄弱层面——连接并不十分紧密的弱关系群，也就是年龄层较高，对社会政经理解较为成熟的用户群；二、将这类人群的社交需要剥离出来，开发出新的服务——呈现政治、经济、社会的观点，引导见解性的社交需要，并最终制造了新的、互相吸引的网络效应。这是以较为年轻的QQ用户为基础的腾讯微博不能提供的。这也佐证了我提出的网络效应的多样性观点。

	简而言之，要想利用网络效应取胜需要注意两个方面：新的网络效应和新的服务。从网络效应的角度分析，腾讯和新浪在微博上的争夺就是eBay和淘宝故事的重演，淘宝想要战胜市场占有率在80%以上的eBay也只做了这两件事：找到一个在eBay网络效应中的弱关系群——服装零售的买家和卖家；为他们提供新的服务——零手续费的线上交易。这就是我在文中给出的“新进入者的战略选择”：不要与占据绝对市场份额的对手正面冲突，找到它网络效应的弱关系群，提供独特的服务。否则，只会犯下后来腾讯微博正面对抗新浪微博的错误。如果要在同一个网络的同一个层面争取同样的关系人群，那么除非你提供的服务或产品真的远远超出你的竞争对手，才可能有取胜的机会。试想一下苹果的操作系统在质量占优的情况下，都无法对Windows系统构成威胁，所以不要妄图带走占绝对优势竞争对手制造的网络效应中，强关系且互相吸引的用户群。

	

	HBR中文版：如果说由于QQ网络效应的主体用户年龄层偏低，新浪微博剥离了年龄层较高的用户群，并制造了他们之间相互吸引的网络效应，那又如何解释同样基于QQ用户群网络效应的微信的成功？

	奥伯霍尔泽－吉：首先，我认为微信的网络效应并不完全基于QQ的网络效应——友人、亲人网络，还有另外一部分互相吸引的强关系是来自手机通讯录——商务、工作关系，而后者所产生的网络效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我得到的信息和认知没有太大的偏差，微信创造的网络效应恰恰是新浪微博的弱关系。

	其次，微信提供基于商务关系网络关系的新服务，不同于新浪微博，也不同于QQ原来的服务。

	新浪微博的服务仍然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极少数人为信息的提供者，绝大多数人是信息的消费者。新浪微博带着从中心辐射到某层面人群的媒体性质；微信的信息提供者和消费者的比例，没有特别悬殊，微信的用户不会像微博用户一样单纯以被动的信息消费者身份存在。对于微博用户而言，如果他们不在互相吸引的网络效应中，就很难有渠道获得该平台的信息，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放弃微博。

	换言之，微信的媒体性较弱。但微信在提供类似于QQ生态系统的游戏服务，满足朋友、同学等年轻用户需要的同时，也提供公众号服务满足年龄层较高的专业人士的需要。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找到原网络效应中关系较弱的新网络效应，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仍然是这两点结论。不过我要强调，得出这两点结论前提是我认同两个竞争体之间的关系类似于eBay与淘宝、新浪微博与腾讯微博之间的竞争关系。而我认为，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微信和基于互联网的微博毫无可比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代步用的汽车和健身用的自行车，因为用途不同，所以不具替代性的竞争关系。

	

	颠覆传统营销策略

	从网络效应的策略出发：有价值的产品应该低价销售，以吸引足够的用户量制造规模效应。网络效应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营销策略。

	HBR中文版：是因为两者在不同的层面上竞争吗？

	奥伯霍尔泽－吉：是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独特性之一是，永远在线。PC时代人们还有在线与下线的差别，移动端则是24/7在线的状态。另外一个独特性是，LBS。通过地理定位服务系统，服务商可以获知用户实时的位置。试想一下，互联网广告的优势是什么？它们服务那些无法在电视、平媒上获得最优宣传效果的客户，比如销售渔具的公司。一家渔具公司绝不会在电视和报纸上刊登广告，因为根据人口统计数据，收看全国范围内播放电视节目的观众中可能只有0.0001%的人会对渔具感兴趣。但是在谷歌、百度上搜索“渔具”的人100%是潜在购买者。所以只有拥有广大消费群体的大公司才会在电视、平面媒体上投放广告，比如可口可乐、IBM、英国石油公司。

	移动互联网的广告优势又是什么？它在细分市场的长尾里找到了更小的细分市场。比如，在上海这一地理位置搜索渔具的消费者，从上海本地和周边地区的渔具商户购买产品的可能性就非常高。最终，原本无法和跨国、本土大公司竞争的小公司，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都可以浮出水面、占据一席之地甚至颠覆大公司。这就是微信和微博的差别，相较于微博的网络效应，微信的网络效应更加紧密、私人，双向吸引力更强，但二者并不在一个竞争层面上，就像基于互联网的传播模式和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的竞争一样。

	

	HBR中文版：传统的营销战略使用人口统计学的概念——年龄层、性别、收入等分类——来帮助公司分析如何吸引特定的用户群或扩大用户群，比如定位理论。网络效应理论有什么不同，优势是什么？

	奥伯霍尔泽－吉：根据传统的营销理论，如果企业制造出一款很有价值的产品，那么它一定采取高定价的策略，在越过盈亏平衡点并盈利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渐降价销售。但如果考虑到网络效应，策略应该正好相反，有价值的产品应该低价销售，以吸引足够的用户量制造规模效应。网络效应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营销战略。如果不懂得网络效应的价值，就很难看懂很多互联网公司的成功之道，比如免费增值（Freemium）模式，它的优势并非简单的野蛮生长和流氓计策，而是有着跨行业、跨传统和跨互联网时代的共性价值。

	具体到定位理论，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如果两家公司的产品吸引同类或同质的用户群，那么后进入市场的竞争者或者其中产品、服务较差的那家公司，必然会处于劣势或逐渐失去市场份额，所以才会有差异化竞争的定位理论。但事实并非如此，苹果和微软就是典型的反例。苹果的Mac 
	OS X系统要远优于微软的Windows系统，基于Unix的Mac OS X更加稳定、操作简单、运行速度快。但是苹果系统的市场占有率只有7%左右，而Windows系统的市场占有率一直高于90%。为什么品质较差的后进入者（苹果的System1.0发布于1984年1月，微软的Windows1.0发布于1985年11月）却最终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这是因为，与当时装入售价2495美元的Macintosh机的苹果操作系统不同，Windows操作系统单独售卖，而且售价仅为100美元。基于Windows平台的游戏、软件，帮助微软很快建立了强大的网络效应。

	我并不认为网络效应是惟一的决定因素，我给出的相对恰当的表述是：在生产好产品的同时制造网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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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钊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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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9月 聚光灯

	因地制宜的智慧

	［管理实践］

	告别“最佳实践”

	普世公认的目标有很多，比如，多数企业家和高管都认可这一点：创造价值和激励人才是他们职责的重心，然而，一旦深入该话题，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企业家和管理者对什么是价值和如何激励人才的见解大相径庭。

	哈佛商学院战略和国际商学教授塔伦·卡纳（Tarun Khanna）的研究揭示出，不分地域、采取一刀切的管理做法徒劳无功，而且根本没有世界通行的所谓“最佳实践”。因为各地具体情况差异很大，很难设置统一标准。这些情况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还涉及社会机构成熟度、地理条件、教育准则、语言文化背景等。例如，管理实践的学生一度认为，他们所学的最佳生产实践技术知识已非常完备，只需微调就能应用于当地市场。但实际情况往往是，这些知识需大加改动——并非因为技术是错的，而是因为技术作用的环境改变了其发挥作用的方式。

	长期以来，具体环境的重要性并未得到商界的足够认识。我们现在的工具本身没错，但使用方法值得反思。“因地制宜的智慧”变得十分重要，即理解知识的局限，以及在知识原发地以外的环境中应用知识的能力。只有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何开发和应用因地制宜的智慧，才能降低跨边境公司失败的风险，拓展我们从国际环境中吸取教训的能力，以及实现在世界各处的良性增长。

	

	［企业文化］

	你的语言战略是什么？

	尽管在组织的各个层面中，语言无处不在、包罗万象，但全球领导者在管理人才时，对语言的关注远远不够。即便是在最勤奋和能力最强的工作团队中，不加限制地使用多种语言也会降低工作效率。

	因此，制定全面战略管理工作语言，能够化劣势为优势。选择一种通用语言能够极大地改善员工的跨边境交流效率。但无论公司全体是否通用一种语言，管理者都可以将语言文化技巧等因素纳入到人才招聘、培训、评估、晋升及日常管理中，并根据每个部门和地区的具体需要，在统一的管理体系中求同存异，提高组织效率。

	

	［全球］

	中国公司带来什么管理经验

	中国似乎是一个不太可能产生新鲜管理思想的地方。真是这样吗？中国经济广受大型国有企业控制，这些公司都在努力采用西方管理流程和实践，以谋求生存和发展，但却难以产生世界级企业。中国商人们的成功更多借助于强大的社会关系，而非管理技能，所作所为也都是流行的商业概念。尽管如此，与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仍然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管理教训。

	在这篇文章中，波士顿咨询的研究者将为读者分享他们的观察和分析，看看中国企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管理经验和教训，跨国公司又该从这些最聪明的中国公司那里学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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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芙兰如何数字化营销

	丹·麦金 《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资深编辑 ｜ 文

	

	
		丝芙兰CMO、CDO朱莉·伯恩斯坦（Julie Bornstein）认为，一个充满创意和分析能力的企业应同等支持电子商务和实体店。这需要我们在思维上、组织结构上以及人事雇用上进行重大转变。如今，数字化之所以成为发展挑战，正是传统品牌简单附加数字化的结果。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零售商，数字化一定要作为重中之重。

	

	

	
		淘汰过时营销概念

		伊塔马尔·西蒙森 斯坦福大学营销学教授｜文

		移动营销入门指南

		斯科特·布林克尔 ion interactive首席技术官 | 文

		数字化时代打造终极营销机器

		马克·德·斯万阿伦斯 EffectiveBrands 联合创始人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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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内向型人如何领导

		人群、演讲、晚宴、会议、采访……这些就是人们常常梦寐以求的“成功”，但对于内向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内心最挣扎的部分。内向的人要想更为轻松地领导一家大型组织，不妨尝试以下三条准则：做到“阴阳调和”；高处不胜寒，但不要因此变得孤立；做真实的自己。

		
		消费者在乎企业社交媒体信息吗

		当公司只着眼于利用社交媒体推动产品销售而非创造群体，他们便忽视了这些渠道的潜在能力。顾客的购买选择往往基于他们与一个品牌的感情联系，而社交媒体则是构建这种联系的强有力方式——当然，品牌必须将其关注重点从单向传播转向对话交流。

		
		当谈判无法“双赢”时，应该如何继续

		谈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发现对方的需求以及该需求的重要性。但如果对方只是为了控制或惩罚你，谈判对他来说就没有多少价值。而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摆脱他们，并从事自己的事业。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hbrchinese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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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众包关键培育创新能力

	安健 | 文　钮键军 | 编辑

	

	

	

	

	

	450亿元，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去年京东营业收入的一半，国美的全年营收，比当当网营收的7倍还多。7月8日，苏宁宣称其众包渠道的销售额将在3年内，即2017，达到450亿元。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是否符合商业逻辑，众包是不是扭转业绩颓势的灵丹妙药，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众包。

	众包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商业模式，只不过互联网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它的范围和可参与度。早在18世纪，众包就显示出威力。当时正逢大航海时代，科学家们面临最大的难题之一是海上经度的测量，包括惠更斯、哈雷和牛顿等著名科学家都没能解开这道难题。于是英国议会在1714年设立经度奖，向民间“广撒英雄帖”。果然高手在民间，来自英国乡下的木匠兼钟表匠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发明了采用三角测量法的高精度航海经线仪，赢得了1.5万英镑的大奖。

	自此，作为一种创新方法，众包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它曾经有力地推动了航空、计算机等行业的发展。伴随互联网的发展，特别在过去的10年，开发、设计和协作工具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司对分散人员的管理、支持和协调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大众已经成为企业进行创新的可靠来源。根据伦敦商学院凯文·布罗德和哈佛商学院卡里姆·拉哈尼的研究（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4月刊“独创新不如众创新”一文），互联网时代的众包可以分为四种形式：

	大众竞赛：发起竞赛是最直接的吸引大众的方式。发起人（公司）详细解释竞赛题目，悬赏一笔现金或其他奖励。参与者提供解决方案，最优者获得竞赛胜利。上文中经度仪的发明就属于这种模式。

	竞赛适用于那些解决方案所需的技能组合或技术方法并不明晰的情况。举办一场竞赛类似于开展一系列独立的试验，我们能从中看到多种多样的解决方案，因此在四种形式中，竞赛最有助于解决那些需要试验和多种解决方案的问题。目前这一类型中最成熟的平台当属InnoCentive，该平台采用类似于提问——回答的方式，提问者在网站上提出创新问题，问题解决者提供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获得采用的人将会获得5000到100万美元不等的奖励。成立至今，网站召集了200个国家的25万名“问题解决者”，帮助解决了1000多个创新难题。在竞赛的形式下，最终的解决方案常常来自于行业外，甚至意想不到的地方。例如一个向贫困地区供水的方案就是由一位德国的潜艇工程师解决，这充分体现出集思广益的力量。

	大众协作社区：竞赛是单枪匹马作战，实现多样化试验的价值最大化，而社区则类似传统公司，它将多名贡献者的成果进行编排，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实现价值的创造。跟公司一样，社区需首先评估哪些成果应该整合到最终的成果中，然后借助技术和程序完成该任务。这个领域内最经典的案例当属Apache。1998年6月，IBM宣布了一个震惊全球软件业的消息，它打算放弃在网络服务器基础设施领域的内部开发工作，转而与新兴的在线社区Apache合作。Apache聚集了一群网站管理员和技术专家，他们可以集思广益，开发出多元化产品，并且具备将其迅速转化为功能齐全的免费产品的能力，任何商业产品都无法与之相媲美。IBM发现与协作社区合作具有双重优势：Apache社区成员既是软件消费者，也是创造者。他们清楚软件的缺陷，也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当这些合作者一起工作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攻克他们关心的软件问题，而无需担心其他部分。当他们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新的解决方案就被整合到软件中，软件的整体质量稳步提升。除此之外，国内的译言和其主持的古登堡计划（公版书翻译协作计划）也属典型的协作社区。

	大众互补者：大众互补者是众包创新的第三种形式，它将商品或服务市场建立在公司的核心产品或技术之上，并将产品有效地转化为刺激互补创新的平台。

	比如iTunes围绕着苹果的核心移动产品（包括iPod、iPhone和iPad）开展创新。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开发人员借助iTunes的平台，创建出了惊人数量的互补创新，比如软件应用和用户原创播客。互补者与竞赛和社区的差异在于，它不是针对一个问题，而是为很多不同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机会就隐藏在解决方案的绝对数量中。在类似iTunes这样的平台上，互补者将他们的产品销售给核心产品的客户（比如iPhone用户），平台的核心业务从中收取开发许可或交易收入。互补产品多种多样，除了创造收入之外，其日益增强的功用性还能扩大用户对产品本身的需求。反之，需求的增加进而推动互补创新供应的增加，营造出良好的网络效应。

	大众劳动市场：竞赛以悬赏的形式回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的大众，劳动市场则提供传统的服务承包形式，将买家和卖家的服务进行匹配。公司通常不愿自己搭建这样的平台，一般由第三方中介机构操作，如Elance和oDesk等。它们灵活性极高，并不像更传统的劳动市场中介那样，为员工提供公司内的长期工作。相反它是一个现货市场，负责为不同的任务寻找合适的技能。它们通常按需匹配，可以随时提供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支持。比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oDesk公司拥有250万员工和超过49.5万的注册用户；它的绩效不关注人员配置，而关注人员工作的时间。

	重复性工作特别适合大众劳动市场，比如简单的数据输入、照片注释或数据集清理工作，这些工作需要人力智慧，但是雇用全职员工既困难又昂贵。如今大规模的“人计算”是一个更为划算的选择。它本质上就是将人比电脑执行得更好的任务外包，比如识别出照片中的人。推特放弃了计算机算法，选择使用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上的现货市场，解答用户对热点话题的搜索查询。《国家地理》近期发动近2.8万人在蒙古的卫星图像中搜寻成吉思汗之墓。

	现在言归正传，让我们把视线转回苏宁的众包项目，苏宁应该算是哪种形式的众包呢？表面上看，它最接近于第二种类型，创新社区。从其模仿的Quirky来看，我们也能看出其中端倪。苏宁的意图是想摆脱单纯渠道商的尴尬地位，通过众包占领创意、设计、研发甚至到制造的高地。辅以自身完善的实体销售网络和配送渠道，苏宁将完成产业链的向上整合，打造一个贯穿产业链首尾两端的产品业务群。从这个角度看，也许450亿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

	然而，现实总是很骨感。苏宁与其致力模仿的Quirky还有差距。在Quirky上，一款产品从概念起草开始、到功能设置、外观设计，直至最后的产品命名和宣传语征集都由大众直接参与。在每个环节上，一款创新产品都会获得“支持点（Influence 
	Point），”类似于网友投票。同时产品在每个环节得到磨砺，不断迭代优化。当Influence Point累积一定程度，Quirky就会投产这款产品并在自家网站上销售。每个众包参与者既是产品的制造者，也是产品的购买者。

	打开苏宁众包的网站，你就会发现苏宁目前还没有创建一个成熟的创新社区，因此转而借助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对，你们没有看错。苏宁希望这个组织能替代社区的作用，完成产品的设计和甄选工作。这种模式离众包还有一段距离，因为整个过程依旧是企业向大众的单向传播，而公众无法参与其中。从本质上讲，苏宁是利用自己的渠道卖产品，对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价值还不够大。因此我宁愿相信，苏宁现在的举动是国内缺乏成熟创新社区之下的权宜之计。

	看到这里，诸位可能认为我过于消极。然而笔者是众包的绝对支持者，窃以为众包是未来不可阻挡之趋势，就如同自媒体的兴起，众创将成为大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3年450亿目标看上去太大，毕竟成立于2009年Quirky至今还没有实现盈利。但苏宁敢于走出这一步，已经是不小的创举。苏宁的燃眉之急是培育一个有创新能力的众包平台，从而真正走上众包创新之路。这才是苏宁能否通过众包进行向上整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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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健是HBR中文版高级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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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拒绝同事 不损彼此关系

	霍莉·威克斯（Holly Weeks）| 文
Myia | 译　安健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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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不喜欢对同事或者老板说“不”。比如说，如果老板想要将交活期限提前，或者一个团队成员需要延长期限，我们都会担心一个否定的答复会对彼此关系造成损害。这是因为拒绝常常会被人看作对抗的同义词。无论你属于尽力逃避冲突的人，还是属于对冲突有备无患的人，对方对待否定答复的方式都不一定能总是如你所愿。

	有时即使你希望尽量减少摩擦，对方仍然会尝试着把你的拒绝变成同意。因为他们很可能在过去尝过不轻易接受否定答复的甜头，或者觉得接受你的否定答复会使他看上去像一个让人随便欺负的软蛋。或者，他可能会生气，可能会和你争执，也可能会变得沉默而不发一言。这些不过是因为他一向对听到的否定答复都会这样处理。

	另外，有时不同的环境也会增加你的否定答复被接受的难度。举例说，有的人在私下里能够接受一个否定的答复，但是如果是当着大家的面，她却可能会觉得丢了面子而希望你改变决定。

	由于上述这种种问题，一个在拒绝的同时保证彼此关系丝毫无损的诀窍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你可以做的，却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你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不要把你的回答看作是必须在冲突对抗和维系关系中二者取一。其实，还有一个中间选项：中性的拒绝。

	中性的拒绝应该是语调平稳，肯定而清晰。显然，它不应该是粗暴的，对抗性的，也不应该是歉意的，犹豫的，或者充满过分的关怀。

	中性语调不一定是你习惯的说话风格，但是你完全应该能够做到。中性的拒绝能够保护你和对方，避免以下否定答复有可能带来的那些对彼此关系最有破坏力的负面因素：

	误导对方。如果你的拒绝不很坚定，对方很容易会认为你还有改弦更张的余地。有时如果听起来你有可能会改变主意，对方就会更努力与你争执。这种误导对你们彼此关系的破坏要比你的否定答复本身还要更糟。

	削弱否定的力度。很多时候人们喜欢避重就轻地提出拒绝理由。他们会从最不重要的事情谈起，而把最要紧的理由留到最后。可是那些不太重要的理由很容易被推翻，没有什么说服力。所以，如果你想减少对方的挫折感，而且不让对方怀疑你的诚意，最好的方法是把最重要的理由提到前面来讨论。

	坚持中性的拒绝能使你的着重点对事而不对人。你应该效仿球场上裁判那种中立性裁决的榜样。一个好裁判的裁决是不受双方感情影响的。他的任务是作出决定，并且在受到挑战时能坚持原判。

	你也可以直接讨论你与对方的摩擦。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说：“我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我也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难接受。”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说这句话，但说话时一定要注意保持语调平稳，肯定，清晰。如果对方仍然与你争执，请记住以下几点：

	不要跑题。如果你明白对方为何与你争执，你可以直截了当的指出他的顾虑：“我明白你在这件事上下了很多功夫，你怕我会阻止你。”你也可以列出你拒绝的理由：“我的工作是在许多正当的、而我们一时无法兼顾的需要之间找到平衡。这就是我的出发点。”如果这个说法会引发一些讨论，这也没有关系。一个否定的答复并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单方面的谈话。

	不要改变主意。如果你的拒绝确实有充分的理由，那就不要轻易改变。比如，我知道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年轻女孩为一辆她刚买的有故障的二手车提出仲裁。卖给她车的小伙子是个很能说的对手，他提出了很多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他不需要负责修车或允许退货。那个年轻女孩耐心地听完他说的每一个理由，但在每次他说完以后，她都会这样回答：“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本州规定如果一辆车不能通过车检，那么卖方有义务负责修理费用或者退回车款。”最后卖车的小伙子不但给女孩退了钱，而且还请她吃了顿饭。

	不要期望过高。想维护关系的人通常希望能够在拒绝对方的同时仍能使对方感到高兴。然而，实际情况是当人们听到一个否定的答复，自然的反应是愤怒，不快，以及焦虑。如果我们试图改变要说的话以期收到一个不现实的正面反应，对方有可能不得要领，而我们则不得不把否定的答复再说一次。

	以中性的口吻来说“不”并非很容易做到。要想做好，你可以事先找一个你知道会与你争执的人来练习。慢慢地你会发现，你能够轻松给出否定的答复而不损害重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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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莉·威克斯是一位企业沟通顾问。
本译文来自译言网网友My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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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情感需求 物质奖励其次

	苏珊·大卫（Susan David）| 文

	王晨 | 译　安健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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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40年代初，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开始研究人类行为动机问题，并于1943年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提出著名的需求层次（Hierarchy of Needs）理论。

	为求清晰直观，我们通常用金字塔图形表示需求层次，但马斯洛本人并未使用这种图形。需求金字塔底端是生理需求，往上依次是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又称归属需求或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位于顶端的是自我实现需求。其他四种需求的满足，是自我实现的前提。

	这种对人类需求的简洁概括立即流行开来。问题是，需求金字塔无法表达人类行为动机的微妙和复杂之处：在现实中，主体通常只能感受到模糊的意识之流，而无法条分缕析地阐明行动的理由。“实际上，各需求层次间的界限相当模糊。”马斯洛写道。他大概不会预料到自己的理论被后人如此滥用。

	举个亲身经历的例子。最近我为一家大型跨国企业提供心理和组织方面的咨询。该公司某次战略会的议题是如何提高员工敬业度。会上，一位高管提议为员工提供现金激励，并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解释了她的主张：收入和福利位于需求金字塔的底端；只有基本需求满足后，员工才能向上攀登，追求职业成功，并最终寻求造福社会。因此她认为，公司必须先完善薪酬体系。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公司高管会议上听到马斯洛的大名。需求金字塔出现在人力资源手册、商学院教程和领导力培训中，俨然成了不可撼动的真理。人们希望用需求层次理论证明，提供公平的薪酬和安全的工作环境这类基本条件，是提升员工敬业度的利器。问题来了：需求金字塔这一马斯洛理论的简化版本，通常并不适用于当今职场。

	在当今发达国家，对于大多数企业员工，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已不是问题。薪酬和福利固然能激励员工，但企业不应过分关注物质激励，因为情绪体验和心理状态对员工的影响不亚于收入。

	最近我走访了一些员工敬业度很高的企业，调查员工努力工作的动力。在访谈中，只有4%的受访者提到收入；大部分受访者更看重自主性、自由度和团队归属感。金融从业者转行当中学教师、身无长物的记者深入战区——为激情、尊严和自我实现放弃优厚收入、甚至人身安全的例子不胜枚举。

	简单的金字塔结构无法概括人类的身心需求；线性思维无法把握复杂的行为动机。人们的行动理由各不相同。马斯洛晚年也开始担心需求层次理论被误读。他强调，为从根本上获得满足感，人必须学会直面心魔。61岁时，为应对内心长期压抑的愤怒，他本人开始接受精神分析。

	能用一目了然的表格解读人的行为动机当然很方便，因此需求金字塔的流行可以理解。但人力资源管理和领导力不应停留在满足员工基本需求上。影响员工敬业度的因素很多，包括团队氛围、自主权、兴趣、被认可程度、个人发展等等，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以为用一张金字塔图表就能玩转员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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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大卫是Evidence 
	Based Psychology咨询公司CEO、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麦克林医院（McLean Hospital）心理辅导研究所（Institute of 
	Coaching）共同创始人，并在哈佛大学担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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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营销的最强大脑

	乔·维尔克（Joe Willke）| 文

	李茂 | 整理　李剑 | 编辑 

	

	

	

	

	

	什么样的广告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从而激发他们的购买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今天，脑神经科学家已摸索出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谜：即在广告中应用神经科学。一个全新的精准定位时代已经开启。

	

	用神经科学洞察消费者

	以往的市场研究中，我们关注的是消费者外显反应和反馈的测量。传统的决策模型是线性的、理智的、慎重的。然而，我们知道决策并不总是理性的，人们做决策的过程由情感因素主导，同时也受到潜意识即内隐反应的影响。现代的决策模型是非线性的、直觉驱动、充满情感的。只有充分了解消费者针对产品的外显和内隐的反应和反馈，才能将可能的风险降到最低，并采取正确的行动。然而在脑神经科学被引入市场调查之前，这一过程从未被真正揭示过。

	过去的40年里，神经科学研究取得巨大发展，也对我们理解一整套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自2006年开始，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医学博士Robert T. 
	Knight和神经科学系Evan Rauch教授的带领下，脑神经科学在科研和经济领域同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确定了如何通过脑电图识别并捕捉大脑在受到刺激后一毫秒内的反应。脑电图成为第一项能够测量脑反应、极具实用性并且费用合理的技术。

	脑电图对意识过程和意识之下的潜意识进行了详细测量。脑电图能够从无数条刺激我们感官的信息中提取出三项关键指标：受众的记忆是否已被触发，受众的注意力何时被吸引并能吸引多长时间，以及受众的情感在受到刺激后是上升还是下降。这三项指标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观众投入度的整体标准。

	得益于计算机技术和各种资源的快速发展，学者能够更好地研究正常大脑的功能，甚至能够识别出特别的信号特征，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消费者的反应，进而帮助我们实现对消费者全面的了解。这种了解不仅仅是消费者说了什么，还有他们真正的感受是怎样的。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让我们更好地洞察消费者。

	尼尔森公司最早在2006年提出消费者脑神经科学，此后它就在全球范围成为消费者研究的一项重要工具。尼尔森NeuroFocus技术将大脑的特征信号标准化为三个基本指标：注意水平、情感投入和记忆激活，并通过这三个基本指标衍生出的与市场表现联系在一起的可量化的因素，从而更好地将这门科学和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投入到商业应用的领域。通过这些科学的指标，尼尔森NeuroFocus技术能够帮助市场营销者更好的理解不同产业中广告、品牌、产品开发和包装的有效性。

	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了解消费者脑神经科学，并用这种新研究方法来理解消费者对于外界刺激的本能反映。许多公司已经开始将消费者脑神经科学纳入到它们测试广告、包装和新概念的常规方法。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全球市场研究领域又一重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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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电图读数可识别广告内容效果较好和较差部分

		来源：尼尔森NeuroFocus

	

	

	营销科学应用

	目前，公司对消费者脑神经科学的应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广告制作、包装测试、概念测试和产品测试。不管是广告，还是包装、概念和产品，它们所要传达的都是产品优点以及品牌效益，现在，通过消费者神经科学相关理论，我们能在对它们效果的评估中，加入更加精确的对情感投入的测量手段。比如，在广告制作领域，通过脑神经研究，我们可以以秒为单位对它进行评估，并得以识别出其中哪些部分最吸引消费者注意，哪些部分实现了和观众的情感互动，哪些部分容易被观众所记住。这一基于消费者脑神经科学的细微诊断式地对广告的理解，不仅仅能告诉我们广告里哪个部分有效，哪个部分无效，同时还能在广告的创意阶段去不断优化广告。

	基于这个研究结果，我们可以诊断出广告中不尽理想的部分和需要继续改进的部分。此外，我们还可以实现脑神经广告压缩。基于脑神经研究的技术帮助我们抓取广告中最有效的场景，将它们识别出来，并进行相应的剪辑，变为更短版本但也更具影响力的广告。譬如说，一个60秒的广告能够被压缩为30秒的广告，一个30秒的广告能被压缩为10－15秒的广告。

	这种科学的广告压缩法与目前行业惯用的压缩法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后者需凭借经验和个人判断对一条30秒广告进行故事线索剪接、减少重复内容，以缩短广告时长。科学的广告压缩法与此完全不同，它借助脑电图，几乎能连续跟踪检测对象的意识和潜意识反应的三个关键维度，并在每个时刻检测对象的注意力水平如何，检测对象是否投入情感（“上升”还是“下降”），检测对象的记忆中心在哪些点被触发，为使该方法切实可行，可将时间段精确到秒进行研究和评分。试验证明，它具有同等效果或效果更好——而成本只需50%左右。

	在95%的情况下，压缩广告与完整时长的广告相比，基本都能达到与全长广告同等的效果。事实上，在尼尔森进行的70多次并行测试中，压缩广告的表现优于原广告。通过对广告时长进行压缩，只在广告中包含最有效的元素，便可极大节省开支，同时还能确保或提高广告的总体效果。

	广告压缩只是神经科学的应用领域之一，但它能为所有使用者提供可观的回报。首先，它能够让公司从市场投入中节省成本。通过确定一条广告中哪部分最能引起神经效果，广告客户可以压缩广告，从而实现巨大的财务灵活性。在费用支出相同的情况下，公司能够增加广告宣传的覆盖范围、频率和效果，或在不影响销售量的情况下，节省大量费用支出。其次，它可以从避免犯错的角度节省成本。比如，它能够对一个可能导致市场份额减少的包装问题进行诊断和修复；或者从一套可能的新产品概念中，选择出一个最有可能赢得市场的新概念。

	这就是未来广告的发展趋势：并不是所有广告都能在短短10秒或15秒内阐释清楚，但我们的经验表明，90%的广告都能实现这一目标。根据脑电图分析的精确结果，我们几乎总能在不损失广告效果的情况下，明显降低广告宣传的投资需求。通常情况下，它还能提高广告效果。

	同样，在品牌识别、客户体验设计、网点内的营销活动和网点环境设计等领域，我们都可以运用消费者神经科学来测量消费者对于营销或者宣传材料的潜意识反应，从而获得具体的、可操作的、具有洞察力的解决方案。

	

	科学性
——在95%的情况下，科学压缩广告的表现要优于原广告

	有关压缩广告的反馈结果是：
提高了情感投入和记忆触发。

	观众观看广告需投入较少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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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尼尔森NeuroFocus的70条广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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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维尔克是尼尔森神经科学业务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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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不是一场革命

	辛儿伦（Aaron Hsin）| 口述

	李茂 | 采访整理　李剑 | 编辑

	





	[image: ]尽管有部分企业大肆宣扬大数据技术是一场革命，我们却相信大数据是一次技术进化，而非革命，它是传统数据领域已然发生的一些趋势的自然进化。

	越来越多的行业和市场参与者开始认同大数据是一件大事情，不是一个短期现象，从长远来看，它能够改变未来商业格局。但是，每家公司对大数据有自己的定义。我个人对大数据的定义是，首先它是能够存储和分析海量数据集合的一系列技术，是一种架构；其次，它也可以是有竞争力的哲理信条，帮助公司在未来取胜。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大数据架构不断演变。20世纪90年代，只要给公司一些数据就行，数据集市随之产生；到2000年左右，公司需要一些优质数据，并且效率要高，企业级数据仓库出现；2010年以来，公司需要所有数据，并且要高速、简约和高效，于是，分析性生态系统应运而生。

	过去我们谈大数据，通常是指以大数据为点的解决方案；现在谈大数据，我们实际上说的是一个生态系统，所有技术有序整合在这个系统里。很明显，随着新技术和新数据的大量出现，我们需要找到新的方法把所有数据通过合适的架构放在一个合适的生态系统。最终，我们需要推动公司整合所有数据，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数据分析。

	从行业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在比较早的时间去运用大数据能力的行业存在以下几种突出现象：该行业或者客户业务的形态相对多元，数据种类相对多元，结构也相对多元，数据量大，所以需要有良好的大数据管理能力，协助它们产生良好的智能流程，协助它们建立信息和数据方面的整合能力、挖掘探索价值的能力和精确快速分析能力。同时，它们所处的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它们需要一些性价比较好的手段，快速从信息中获取价值。

	在不同的行业里，不同的公司形态对大数据技术的接受速度各不相同。我们既看到一些行业里龙头老大较早应用大数据技术，也看到其他行业里较小的公司更早地应用大数据技术。随着云技术服务的出现，未来很多公司可能会选择两种技术同时并行。

	纵观Teradata天睿公司的客户，公司内部什么部门最先开展了大数据项目，结果非常有趣。我们最早的大数据客户来自商业策略部门，而非业务部门或者IT部门。在过去，企业寻求信息和技术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正通过信息和技术来扩大业务机会，他们需要使用信息和技术挖掘新的战略，开拓新的市场。

	很多CEO不是技术背景出身，跟他讲太多架构和技术细节，可能引不起他的兴趣。但是信息技术（IT）涵盖范畴很广，一方面是技术，一方面是信息。在CEO层面，如何协助他把信息变成企业重要的资产更符合他的商业战略。

	在IT过去的30年里，技术的机会大于信息生态系统的机会。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已经被视为新的石油、新的货币，所以信息生态系统在未来30年的市场前景会大过于技术。

	归根结底，大数据是一次技术进化，而不是一场革命，大数据的成功应用关键还要靠企业文化。人员、流程和技术最为关键。尽管大数据技术和架构足够强大，但是人员和流程问题往往会成为大数据架构运行中的绊脚石。很多公司内部的IT部门和业务部门受公司制度的长期束缚中间存在很大的鸿沟。如何把两个部门紧密结合起来，在公司培养一批既懂数据又懂业务需求的人员，是公司在这场技术进化中亟需解决的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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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儿伦是Teradata天睿公司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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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面临智能互联变革

	詹姆斯·贺普曼（James Heppelmann）| 口述

	徐明 | 采访整理　李剑 | 编辑

	

	

	

	

	随着越来越多的产品嵌入传感器，这将彻底改变机械与人、其他机械以及制造商的交互方式。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智能互联的世界。过去，所谓“计算机”不过是电脑这样经典设备，人们仍然需要坐在机器面前创造价值。如今，智能互联不再是单一的物理性产品，而是嵌入一切产品中的智能系统。人们谈论的是具有连通性的设备和基础设施，以及由物联网平台、应用、分析、专业服务及安全合围形成的系统。

	同时，物联网中的智能互联产品，正在日益模糊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界限。它们能够同时为制造商和客户提供一系列创造价值的全新功能，进而实现个性化、定制化、实时监控、远程控制、数据分析及预测、自主学习及操作、持续服务及迭代升级等更丰富的需求。

	随着越来越多的产品嵌入传感器，这将彻底改变机械与人、其他机械以及制造商的交互方式，使制造商及其用户受益。这种转变体现在三个方面：商业价值正在从硬件向软件转变、从产品向云转变、从产品向服务转变。

	从硬件向软件的转变，将使产品从单纯的物理组件向融合了处理器、传感器、软件和数字用户界面的复杂系统演变。商业价值亦将随之流动。

	从产品向云端转变，则可以将产品的更多功能移至云端，进而加速服务、增强功能和迭代创新。当智能产品连接到云端时，位于云端的产品数字组件便能扩展产品中的功能，并随着产品的不断使用提供各种全新的功能。

	从产品转向服务，将弱化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战略的生命力，同时将催生业务模式转变。在物联网时代，制造商必须把产品与服务集成起来，利用服务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实现新价值，或单纯利用按需服务实现所需的结果。

	这三种至关重要的价值转变已产生了新的竞争优势来源，但它们还需要新的技能、基础设施、文化标准和运营模式。对于通过转型来满足智能互联世界需求的制造商来说，软件、云和服务的融合将成为创新的熔炉，成为差异化、全新业务模式和颠覆性技术的基石。

	基于三大转变，物联网时代的产品将从监控能力、控制能力、优化能力及自动化能力四个方面带来创新。

	首先，监控能力（Monitor）。智能互联产品能使制造商和产品所有者前所未有地监视自己的产品。过去，要了解产品的运行情况，我们不得不靠人力实地直接查询。但随着智能互联的实现，我们不仅可以远程实时监控产品的运行情况，而且可以与历史数据、优化数据等进行对比分析。

	其次，控制能力（Control）。基于对监控数据的分析，制造商可以实现对产品运营的远程控制，使之达到更为有效、更为精准的状况。这将大大降低运营、维修等服务的成本。

	第三，优化能力（Optimize）。这意味着智能互联产品在操作及其整体运行时间内，要能够实现性能的自我优化，在正常运行时间内还能够远程诊断和服务、实现软件系统自动化升级，当出现潜在失灵的情况下，还能够自动暂停操作。

	第四，自动化能力（Automate）。通过物联网技术与专家系统的结合，智能互联产品须具备自我学习能力，通过分析自我性能及环境条件，独立、实时地做出相应反应。

	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和社会化计算以及云计算的推动下，技术变革风起云涌。受这些力量的影响，制造业企业正采取各种对策来实现业务转型，寻找实现差异化的新方法。制造业产品已经开始从纯粹的机械设备，演变成为完全集成的硬件和软件系统。对智能产品的高度重视表明制造商正在将重心放在解决方案和系统层面上。企业想要在未来立于不败之境，必须有全新的思维方式，并做出更明智的战略决策。因为，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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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贺普曼是PTC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明尼苏达大学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咨询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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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思路 The Big Idea

	

	关注点从资产净值增长转到安全稳定性

	




化解养老危机新思维

	The Crisis in Retirement Planning

	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 文

	王晨 | 译　李剑 | 校　李全伟 | 编辑

	

	

	

	

	

	
		当前养老金管理原则完全错误：养老风险来自储蓄者退休后现金流的不稳定，而非投资账户市值波动。储蓄者、金融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必须共同努力，修正管理原则，完善评估体系，不再追求投资回报最大化，而是保障储蓄者获得稳定退休收入。这是避免灾难的惟一方法。

	

	

	
		核心观点

		问题　美国企业养老金制度向以401（k）计划为代表的缴费确定（DC）模式倾斜。随着“婴儿潮一代”退休，新一轮养老危机可能爆发。

		

		


		原因　按现行监管原则，养老金资产管理的目标是储蓄者退休时资产最大化；但大多数储蓄者的目标是退休后获得稳定现金流。以资产价格角度看无风险的投资，从退休收入的稳定性来看却风险极高。只要这种错位存在，养老金资产管理几乎注定会失败。此外，在DC模式下，不具备专业金融知识的储蓄者面临复杂的投资决策，被迫承担风险。

		

		


		解决方案　资产管理方和监管部门的关注点，应从资产净值增长转移到退休收入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上。向储蓄者说明投资方案时，养老金计划提供方应使用更直观的语言，并明确给出实现退休收入目标的概率，而不应强调投资回报率。

	

	

	美国企业界开始意识到养老金问题是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当时股市和利率同时暴跌，导致养老金资产缩水、负债上升。在养老金给付确定模式（Defined-benefit，简称DB）下，钢铁、航空等弱势行业的一批主流企业无力履行支付义务，严重资不抵债，被迫宣告破产。

	这次危机加快了美国企业养老金制度从给付确定模式向缴费确定模式（Defined-contribution，简称DC）的转变，投资风险从企业转移到员工（即企业养老金计划参与者）身上。DC模式原本只是传统养老保险体系的附属品；现在，以401（k）计划为代表，DC模式已成为私人公司养老金计划的首选。

	虽然转向DC模式可能减轻企业负担，但风险将被转嫁到即将退休的美国“婴儿潮一代”身上（美国1945－1960年间处于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一代）。这很可能酿成重大养老危机。DC模式的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它要求缺乏金融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做相对复杂的投资决策。而研究证明，投资决策中充满行为偏差。（某种程度上，合理设定决策选项能够纠正行为偏差。例如，在备选投资方案中设置一个安全边际较高的默认选项，将有效降低投资风险。）

	更危险的是，随着DC模式日渐流行，养老金资产管理方的关注点，从储蓄者退休收入稳定性转移到投资回报最大化：资产净值、回报率及其波动性，成为评估投资决策的主要参考指标。但储蓄者的核心诉求是：获得满意的退休收入，保证高品质生活。很明显，资产管理机构并未真正考量养老风险，而是一味追逐投资回报，因而偏离了养老金管理事业的出发点：帮助储蓄者实现养老目标。从这个角度说，现行养老金管理方式不够合理。

	养老基金的业绩评价标准和监管原则应与普通基金有所区别，否则将造成不良后果。下文中，笔者将详述这些后果，并探讨雇主和资产管理机构应如何为储蓄者设置合理的投资方案。笔者还将对养老金投资策略和监管提出建议。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和英国将养老金投资的风险和责任转移给储蓄者最为彻底，因此本文提出的建议对这两个国家最为适用。但由于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已普遍开始转向DC模式，本文提出的养老金管理原则具有普适性。

	

	净值增长 Vs 退休收入

	讽刺的是，为保护投资者而设立的法律，反而使投资者无法享受无风险收益。

	在传统DB型养老金计划下，储蓄者退休后每月得到一笔固定收入。DB计划的收益目标始终非常明确，因此对于参与者，退休收入即意味退休后每月实际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如果去问一名储蓄者拿多少退休金，他会直接给出一个数字，例如“退休前一年收入的2/3”。类似，社会保险最终也要落实到个人退休收入。

	DC计划则完全是另一个概念。大多数DC计划的操作和管理方式与代客理财的投资账户无异，完全用资产和回报说话：资产净值是硬指标，市值增长是优先目标，价格波动是评估风险的主要依据，年度报告强调回报率和账户市值。如果去问401（k）计划参与者拿多少退休金，他会告诉你他账户的总资产，或许还会哭诉金融危机让市值跳水。

	问题是，如果养老投资目标是在未来较长周期内取得稳定收益，那么绝不能将投资价值和资产价格波动作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过多强调这类指标并不会引导储蓄者作出正确决策，甚至可能产生误导。假设你是一位45岁的职员，希望从65岁起有稳定的退休收入。为简化问题，假设你会活到85岁。为达到目标，你可以购买无风险抗通胀型年金产品，20年内无收益，65岁起每月领取固定数额（剔除通胀因素）的养老金。如果养老金账户里的钱足够，为锁定这笔收入，你肯定会参加这项计划。

	但以常规投资决策评估指标衡量，你的这笔投资风险很大。随着利率变动，年金产品及美国国债等长期固定收益证券的市场价值（即价格）波动相当大。例如，仅在2012年，45岁档递延年金产品价格振幅就达30%。（译者注：递延年金或未来现金流的估值方法，详见后文图表和《投资组合管理：以实际退休收入为优先》。）然而，从最终结果看，短期波动对你退休后的现金流毫无影响。因此很明显，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同一项投资方案的风险评估截然不同。

	不幸的是，养老金管理方式和储蓄者需求的错位，反而被DC计划相关监管法规固化了。监管部门现在要求资产管理机构重点披露养老基金净值变动情况；在保护投资者的名义下，欧盟甚至考虑规定养老金投资最低回报率。但如果储蓄者的需求是65岁后获得稳定收入，那么相关风险并非资产价格的短期波动，而是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为真正保护投资者，监管部门不应为短期回报率“画红线”，而应更关注实际退休收入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如果监管部门规定养老金投资最低回报率，考虑到利率风险，资产管理机构就无法将储蓄者的资金投入递延年金或美国长期国债；但从养老需求角度考虑，这些资产恰恰最安全。由此形成了讽刺性局面：为保护投资者设立的法律，反而使投资者无法享受无风险收益。

	而法律鼓励投资的品种，从实际退休收入角度看，风险却相当高。例如，美国短期国债一般被视为无风险资产：在长度为8年的分析周期中，投向短期美债的现金回报保持稳定，从未出现本金亏损。但如图表《养老风险的真实意义》所示，以储蓄者退休后可获得的现金流衡量，短期美债投资收益波动性与股市相近，风险极高。

	举一个更直观的例子。假设你有100万美元养老基金，将其全部投资短期美债，希望退休后靠投资收益生活。你在某年退休时，所持债券变现后可购买一份年收益率4%－5%的抗通胀年金，每年可得到4万－5万美元现金；但如果你晚几年退休，市场环境变化，这种年金产品的收益率降至0.5%，你每年只能得到5000美元。没错，100万美元本金安然无恙，但现在你的年金收益不足以维持生活。购买短期美债可以保证不亏本，但以未来现金流衡量，投资回报率波动很大。如果你用这100万美元购买抗通胀长期美债，尽管债券价格时时变动，但存续期内现金流不会受任何影响。同理，尽管年金产品的市场价值不断波动，但合同期内的收益完全有保障。

	新一轮养老投资危机正在酝酿中。储蓄者、金融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必须共同努力，修正管理原则，完善评估体系，不再追求投资回报最大化，而是保障储蓄者获得稳定退休收入。这是避免灾难的惟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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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风险的真实意义

		未来新一轮养老危机的根源在于，投资者评估风险的角度出现了偏差。例如：如果养老投资的目标是资产最大化，那么美国短期国债可被视为无风险资产；但以储蓄者的实际退休收入，即每年可获得的现金流衡量，短期美债的风险相当高。

		投资短期美债可保证本金安全……

		假设你用100万美元养老基金投资短期美债。如下图所示，资产净值波动趋近于零，你的本金基本没有亏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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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笔投资带来的实际退休收入波动很大

		假设你退休时将债券资产变现并购买年金，能买到多高收益率的年金产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交易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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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表示短期美债组合在给定时点产生的递延收益（剔除通胀）。为获得这种递延收益（即退休收入），投资者可卖出债券组合并用所得资金购买递延年金。

		由于现实中不存在抗通胀递延年金的活跃市场，可用以下方法构建模型，模拟给定递延收益的市场价值：1．假设从给定时点后第21年起至第40年年末，每月需产生固定收益；2．建立符合此种现金流特征的抗通胀国债（TIPS）投资组合，并对组合内品种价格进行加总，所得即为给定递延收益当前的“价格”。3．可根据给定递延收益市场价值的变化，倒推出给定市值的债券组合对稳定退休收入的“购买力”的变化。

	

	

	改变投资策略：确保富足而退

	那么，养老金资产管理者应投资哪些品种？抛开技术细节，一言以蔽之，他们应继续遵循投资组合理论：为达到收益目标，按一定比例配置风险资产（以权益类为主）和无风险资产，并不断优化配置比例。这里特别规定：应从储蓄者实际退休收入角度定义风险，且无风险资产特指抗通胀递延年金。

	有必要指出，资产管理机构无需实际承诺购买年金产品，但投资组合应包含无风险资产，保证储蓄者退休时有能力购买收益稳定的年金，有效抵御利率和通胀风险，享有高品质退休生活。

	这种避险交易策略我们将其称之为“免疫”（Immunization）策略。保险公司对冲年金合同风险、养老基金对冲债务风险，都使用的是免疫策略。很多资产管理机构尚未意识到，类似策略也可用于管理个人投资者的资金。（见后文《投资组合管理：以实际退休收入为优先》）

	在现有金融技术条件下，资产管理机构可应用免疫策略管理养老金资产。和在通行DC模式下一样，储蓄者退休时能拿到一笔现金，可以自由支配。区别在于，免疫交易策略并不寻求资产最大化，而是保证储蓄者退休后获得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当然，免疫策略的回报率可能远高于也可能远低于常规策略的回报率。

	为改变养老金投资策略，确保储蓄者获得稳定退休收入，资产管理机构不仅要优化投资组合，也要改变和储蓄者的沟通方式。下面来看资产管理机构和客户沟通中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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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组合管理：以实际退休收入为优先

		养老金资产管理方不应一味追求资产最大化，而应确保储蓄者获得合意的退休收入。这在实操中意味什么？

		笔者认为，养老金计划提供方、雇主和计划参与者应选择债务免疫策略。与在常规投资策略下一样，按这种避险策略，投资经理建立投资组合，将储蓄者的资金合理配置到以低费率共同基金为主的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证券上。不同之处在于对“无风险”的定义和风险管理策略。

		无风险投资组合。在我们的模型中，无风险养老金资产类似某种债券，在持有者退休前不付息，退休后按月向其支付固定金额（剔除通胀），直至持有者身故。这种证券在现实中相当于抗通胀递延年金，储蓄者只有接近退休时才能购买。但投资经理可以构建一个能够模拟抗通胀递延年金的投资组合。具体方法是，运用动态交易策略，选取一系列期限结构不同的抗通胀国债（TIPS），使债券组合的收益符合储蓄者的退休收入目标。这种通过构建投资组合来复制目标资产现金流特征的技术称为复制组合（Replicating 
		Portfolio），几十年来应用广泛，但最近才在养老金投资领域应用。复制策略能有效消除利率风险，确保储蓄者退休时养老金资产总值足以购买被复制的递延年金，获取稳定现金流。当然，储蓄者也可以选择不购买年金产品，按自己的意愿支配养老金。

		投资组合的平衡。与机械化资产配置不同，在债务免疫策略下，只有当实现退休收入目标的概率增大时，投资经理才会冒险。一旦目标达成，投资经理立即把相应风险资产调出投资组合，避免胜利果实被市场吞没。

		必须指出，免疫交易策略的目标是对冲资产管理方债务风险、增强储蓄者退休收入稳定性，而非消除价格波动风险，因此资产价格波动可能非常大。资产管理方必须事先和储蓄者沟通好。

		给付确定模式（Defined-benefit，简称DB）：DB计划是事先确定职工退休后可享受的退休金，再根据基金的运营状况、职工年龄、服务年限等因素，逐年计算雇主的缴费额。DB计划一般只由雇主缴纳，优点是职工退休后的待遇比较明确和稳定。缺点是企业缴费负担过重并且承担基金风险，精算管理比较复杂，难以操作。

		缴费确定模式（Defined-contribution，简称DC）：DC计划是为每个参加者设立一个个人账户，企业和职工按规定比例出资，企业提供一系列的投资选择供职工投资参考，职工自行决策，自担风险，养老金给付取决于缴费额和投资收益的高低。DC计划优点是易于测算，操作简便；企业缴费时不必承诺职工退休时的待遇水平，因此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不大，投资风险相对较小；职工流动时个人账户便于转移。缺点是职工退休后的待遇不够确定，投资风险均由职工承担。

		在美国，DC计划主要有利润分享计划和401（K）计划两种。401（k）计划，是指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第401条K项的规定。该条款适用于私人公司，为雇主和雇员的养老金存款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该计划特点在于延迟纳税功能，这类计划允许雇主将年金报酬直接以税前供款形式存入雇员的利润分享或股票红利计划的账户中，一方面雇员的年金报酬免税，另一方面企业将供款部分列入成本降低企业税收，雇主和雇员共同供款并享受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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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客理财的沟通困境

	为帮助客户实现退休收入目标，资产管理机构不能指望他们更懂投资，而必须改进沟通方式。

	在标准DC模式下，养老金资产管理方要首先了解储蓄者的风险偏好，并据此确定债券和股票的配置比例。但参与企业养老金计划的员工普遍无法准确判断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对退休生活也没有明确规划，因此资产管理方只能代劳，按储蓄者所处年龄段的一般风险承受水平，将资金投入相应风格的共同基金。

	此后，资产管理方和客户间的沟通主要围绕常规指标进行：已缴金额、年回报率，以及账户市值。如果市值上涨、回报喜人，储蓄者自然心情不错，但他多半不清楚，这些账面数字与他的实际退休收入和生活质量有何关系。而依前文所述，养老金投资回报与储蓄者退休后现金流的稳定性可能并无关系。

	如果想参与养老金投资决策，储蓄者通常面临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如“债券和股票各配置多大比例？”“配置多少欧洲大盘股仓位？”等等。这好比汽车销售员问买主：“你希望引擎压缩比多高？”有些购车者可能知道高压缩比引擎更好，但很少有人准确了解到底好在哪：每升油能多跑多少公里、百公里加速快多少、较之低压缩比引擎哪里更稳定，等等。购车者更关心的是油耗、速度、稳定性等更直观的指标。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必须加强投资者教育”，这样的声音不断出现。但在笔者看来，要求普通人具备足够的金融专业知识并明智管理其投资，未免不切实际。即便对于专业人士，做对决策、实现收益目标也是很大的挑战。资产管理方不能把做决策的义务甩给普通储蓄者，如同汽车厂商不能把一堆零件和技术手册丢在购车者的车道上，然后留下字条，“有这些你就可以把车组装起来。如果装不上，那是你的问题”。

	此外，经验表明，让客户参与投资管理不一定有好结果。一旦被说服在个人退休账户（IRA）下开立经纪账户，储蓄者往往变成活跃的投资者，下班后通过互联网在全球股票市场上频繁交易，希望赚取超额收益。这绝不是好主意：短线交易对实现养老目标有害无益。

	避免教育客户并非多么激进的想法。为帮助用户快速掌握使用方法，很多技术上高度复杂的产品操作却很简单。试驾一辆1955年生产的汽车，你会发现油门的感觉和新车是一样的。过去汽车油门和化油器间的连动要靠金属片，而现在可以做到电子化，动动手指就能完成加速。汽车厂商之所以保留传统的油门，完全是为照顾用户习惯。试想，如果下次买车时发现方向盘已被手柄取代，你会是什么心情？

	总之，对于普通投资者的理解力和合理的介入程度，我们必须现实一些。为帮助客户实现退休收入目标，资产管理机构不能指望他们更懂投资，而必须改进沟通方式。

	

	重新定义客户关系

	为合理制定投资方案，企业养老金计划提供方需首先了解员工对退休收入的需求，而非其风险偏好。

	当然，50岁以下的员工可能没有明确的退休规划，但他们较有可能认同，退休后生活水平应与退休前5年相当，因此可将这一收入目标设为默认选项。

	确定退休收入目标后，计划提供方可根据缴费比例和预期工作年限，估算每位员工实现目标的可能性。计划提供方当然还需要其他数据，如在职员工和退休员工收入信息、未来利率和通胀率、社会保险、DB型养老金预期收益等。这些数据可以从雇主那里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也可以利用金融市场公开数据估算出来。

	储蓄者则只需考虑3件事：退休收入目标；缴费占当前收入比例；未来工作时长。之后只需等待养老金计划提供方报告收入目标实现概率即可。资产管理方无需按季度向客户报告投资收益（历史、当前和预期）或告知仓位配置。这些因素对于实现投资收益目标非常重要，但这些信息并不能帮助储蓄者合理设定退休收入目标。

	假设资产管理方估算出，某名员工实现退休收入目标的概率只有54%，前景不容乐观。怎么办？他只有3个选项：提高缴费比例；多工作几年；承担更大风险。关于退休收入，储蓄者无需考虑更复杂的问题。上述抉择的利弊显而易见，储蓄者需要权衡：如果多存钱，现在就得少消费；如果晚退休，就要取得家人理解。

	直至储蓄者退休后，计划提供方和储蓄者还应围绕退休收入目标保持沟通。一般来说，越临近退休，储蓄者越会认真考虑退休规划。此时他们对影响自己退休生活的因素看得更清楚：健康状况、退休后继续工作的能力和意愿、抚养义务、其他收入来源（例如配偶的工资收入）、住房和生活方式、其他消费需求等。如果储蓄者退休时感到将来某个时候需要兑现一大笔钱，他可能更改默认方案，不把养老金账户上的钱全部购买年金。

	临近退休时，计划提供方和储蓄者需要修正退休收入目标。计划提供方可按储蓄者的需求提供以下3类投资方案。

	

	方案1：最低保证收益。这类收益必须抗通胀并终身给付，有效帮助储蓄者抵御长寿风险和利率、通胀风险。社会保险等国家福利和DB型养老金计划都属此类方案（如DB型计划不与通胀挂钩，计算实际收益时应剔除通胀因素）。在这两类养老金计划之外，储蓄者可在信誉良好的保险公司购买抗通胀终身年金，或预期收益率增长与预期通胀率接近的年金产品（即上文所述的无风险资产）。年金合同还可能包括配偶受益条款，但不再包括死亡给付等其他收益。

	保底收益方案也有缺点：年金产品收益完全固定，缺乏灵活性。一旦投保人着急用钱或想将资产赠予他人，就完全无计可施。因此很自然，有些人不愿将全部流动资金投入无风险年金产品，如果在养老金计划之外没有储蓄就更如此。这类储蓄者可以考虑部分放弃无风险收益保障，将资金转投流动性更强的产品。

	

	方案2：稳健灵活收益。在年金之外，灵活性较强但仍相对安全的一个替代方案是投资抗通胀国债（TIPS）组合。这个方案的合同时长通常设定为储蓄者退休后的预期寿命，能保证剔除通胀因素后定期分红。本金和收益会在每种债券到期时一并返还，因此合同到期时不存在未给付金额。

	相对保底收益方案，此方案有两个优势：一是由于债券可以变现，一旦出现因健康问题等急需用钱的情况，客户可撤出部分或全部资金；二是若客户在合同到期前去世，这笔资产可立即赠予他人。此方案最大的劣势则是，由于合同到期后不再有任何收益，储蓄者面临长寿风险。对冲长寿风险的一个方法是，将递延年金给付起始时间设定为较高年龄（如85岁）。

	

	方案3：超额收益。对于大多数DC计划参与者，前两类投资方案产生的收益，加上住房、存款等个人资产，已足够达成养老目标。这些储蓄者会综合考虑安全性和灵活性，将养老金账户中的全部资金投向年金和债券基金。但对于部分储蓄者，养老金投资预期收益和其他个人资产不足以达成养老目标。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牺牲部分工资收入、增加缴款，或在投资组合中增加高风险品种，搏取更高回报。

	鉴于普通储蓄者无力聘请全职财务顾问，养老金计划提供方必须改进沟通方式、简化投资方案，帮助储蓄者达成养老目标。计划提供方的服务必须涵盖退休前的积累期和退休后的给付期。

	利用现有金融工具，企业可以有效运用上述养老金管理方案框架。例如，笔者与资产管理公司Dimensional Fund Advisors合作制定了一套养老金计划提供方与储蓄者沟通的标准流程，并于2006年帮助一家大型荷兰企业成功实施了类似方案。

	

	给养老金计划提供方和监管部门的建议

	笔者主张，为帮助储蓄者实现养老目标，养老金计划提供方应致力于开发更好的产品，而非期待普通投资者成为金融专家。这也给机构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各自提出了新的挑战。

	按现行规定，DC计划下的养老金必须大部分投向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或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但如前文所述，投资这类品种无法保障退休收入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机构投资者需掌握更复杂精细的投资工具，改变投资策略。

	监管方面，“投资者教育+信息披露”的监管模式已跟不上市场变化。比较合理的替代方案是，让雇主承担监督养老金管理的责任。绝大多数企业都拥有专业资源，能够评估养老金计划提供方的资质和方案可行性。实际上，这已开始成为现实。2006年生效的《养老金保护法案》（Pension 
	Protection Act）鼓励雇主主动承担养老金管理责任：除非员工主动选择退出，否则企业默认全员自动加入DC计划；如果员工不指定投资方案，则执行默认方案。我们期待更多相关政策法规出台。

	大多数储蓄者应该会欢迎这个变化。笔者并未做过相关学术研究，但有证据显示，相比银行、保险公司和中介机构，人们更信任雇主。在笔者看来，让雇主承担监管责任、审核养老金计划提供方资质和投资方案可行性（但不承诺投资收益），是颇为合理的举措。这至少比期待普通储蓄者读懂招股说明书、分析历史业绩、理解复杂的财务战略更现实，因为即便高学历高智商人士也未必能胜任。

	自己的养老钱自己赚，这当然天经地义；但期待普通储蓄者都成为投资专家，未免不切实际。我们不会抱这种期待。正如金融专家无需学习外科手术操作，工作繁忙的外科医生也不必花时间钻研动态免疫交易，而应集中精力拯救生命。但如果储蓄者不改变思维方式，资产管理方不改变投资策略，这种资源错配就在所难免。眼下公众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创新的信任度仍然较低，本文的主张或许看似有些荒谬；但如果金融技术无法为普通人谋利，才是真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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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默顿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学杰出教授、哈佛大学荣休教授，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他同时是总部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全球资产管理公司Dimensional 
	Fund Advisors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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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时代组织变革”之策略篇

	一切为了领先

	陈春花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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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让个体能力变强，令动态竞争及跨界融合更为普遍，这些变化与组织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组织代表稳定，互联网带来变化，二者冲突才是今天互联网经济对传统企业挑战的本质。在这个易变的互联网时代，组织究竟该如何应对？

	

	

	无论传统企业还是新兴企业，组织是否需要变革，最核心的要求是对主营业务的成长空间和领先性进行判断。组织用什么形态，最重要的是看组织在竞争中所处的状态。

	过去几年，一批互联网企业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展现出某种颠覆力量，它们快速迭代与灵活多变的特质让很多传统企业感到无所适从。扁平化、网状结构、多任务和项目制等词汇变成热门，商业领袖也热衷谈论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有些传统企业唯恐被替代，甚至开始探索相应的组织变革，比如海尔的人单合一、苏宁的互联网零售转型等等。

	毋庸置疑，互联网正在重塑整个商业世界。如今的市场和经营环境已变得和以往大为不同。从根本上来说，互联网带给商业世界三个主要的冲击：第一，互联网让个体能力发生变化。原来的个体能力是有局限的，如果个体不在一个组织里面就很难获取资源，但是现在互联网让个体具备了极强的主动权，他们离开组织也能做事。而且今天的个体非常活跃，他们渴望自由，不愿意被限制在一个结构里面，同时希望自身的价值能够真正被承认和衡量。这一点对传统企业和组织的挑战特别大。第二，互联网改变了企业的竞争状态。原来组织在面对竞争时，可能处于相对稳态，但是现在这个稳态被打破，企业会一直处于动态竞争之中。第三，互联网让跨界竞争变得普遍。现在的组织不可能仅在行业内竞争，更多时候还需要考虑跨界竞争，后者如今已经变成竞争的常态。这些改变对所有组织而言都意味着挑战。

	但是，组织本身却承担着几个极为重要特点：首先，组织是用来实现目标的；其次，组织必须通过分工来形成自己的力量，然后再去完成功能；再次，组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稳定性问题，组织带来的稳定性有利于绩效的获得；最后，组织的局限性在于面对不稳定和变化的时候很被动。

	由于个体能力变强、动态竞争以及跨界融合等新的变化出现，这些变化又与组织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组织代表稳定，互联网带来变化，这二者的冲突才是今天互联网经济对传统企业挑战的本质。那么，在这个新的、易变的互联时代，传统企业和组织究竟该如何应对？

	

	目标是第一位的

	从组织的特点来看，首要的是必须明确目标。这既是组织的功能要求，也是合理安排组织结构的前提，因为只有当目标确定后，才可能对整个组织进行合理设计。如果一家企业的目标是提供产品、成本和质量，也就是传统企业的最基本目标，那么稳定的组织、合理的流程相对来说是承担这些功能的最佳状态。但是，如果企业的目标是不断地进行创新、迭代和变异，那么就需要一个动态的组织与之匹配。所以，组织变革与否，判断的核心首先应该是企业承担的目标，以及它在市场或行业中的基本诉求。这一点必须非常明晰，然后才能判断和选择组织的状态。

	比如，很多企业的共同追求都是效率和成本控制，确定目标后就需要找到合适的组织形态来完成它。假如一家企业拥有庞大的组织结构、管理层级太多，就很难达成这个目标。因为指令太远，既不会有效率，也很难控制成本。因此，选择与效率匹配的结构就必须把组织单元划小，并且贴近市场。很多互联网企业的组织结构就是这样，因为其产品必须高效，所以它们把经营单元划得很小，像阿里巴巴会有28个事业单元，而腾讯则采用项目制。需要注意的是，传统企业海尔目前正在进行的人单合一、网状结构变革，试图推动企业在新的商业环境下转型，肯定是有益的尝试，但最重要的事情依然是明确自身的目标。

	追求高效的组织结构还有好几种，其中一种是老板说了算，这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决策很短、效率很高，很多小型私营企业会采用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简单结构或者一人结构；还有一种叫专业性结构，或是职能结构，就是请各个领域的专家来行使职能，通过分工来完成目标；另外一种结构是事业部制，即让决策权靠近真正做经营的人，这是华为所选的方式——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去做决策。

	今天，许多的互联网企业仍然处于创业阶段，因此它们的目标可以时点化、阶段化，在完成一个目标之后，它们才能设定下一阶段的目标。由于互联网的进入成本较低，如果一个项目完不成，它们可能就会放弃这个项目。但是，传统企业却不是这样，它们的进入成本很高，举例来说，假如买设备花费很大，设备的成本分摊和折旧可能需要10年，那传统企业肯定就得做10年。因此，传统企业的目标不太容易时点化和阶段化，实现周期也要比互联网企业长得多。

	某种程度上，互联网企业的成功其实是商业模式成功，无论小米还是阿里巴巴都是这样。传统企业的成功则需要经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竞争。如果把互联网企业的目标拉远，时间周期拉长，它们同样会面临与传统企业一样的管理困境。因为长期竞争对于企业的团队能力、品牌等等很多方面都会有新的要求，企业就需要按照真正的组织体系去运作。

	例如，雅虎和微软早期都是基于新发现去创新，然后让创新产品化，这个过程它们都发展得很快。但是，当这些最初的发现与创新变成一个固化的产品，企业接下来的目标变成需要不断超越和再次创新的时候，它们遇到的问题和传统企业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些曾经的新兴企业也会产生大企业病，像雅虎现在有些走不动了，微软这两年归于沉寂，其中的原因就是最初新发现的产品在成熟后，它们没有再去寻找新的机会和创新产品，而是让整个组织去维护这个主营业务，因此主营业务会变得固化，而固化之后就是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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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横向组织结构

	

	
		数据来源：J.A. Byrne(1993), The Horizontal Corporation. Business Week, 20 
		Dec.,76-81.有修改。

	

	

	分工不等于分权

	事实上，互联网并没有改变传统企业的目标，传统企业依然要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那为什么它们现在会遭遇这么大的挑战？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今个体的能力发生了改变，组织的稳态属性对于今天的个体来说是完全冲突的，以前个体离开组织做不了什么事情，现在的人离开组织仍然可以做事，因为只要在互联网上做就可以了。互联网让个体能力和需求发生改变，使得个体与组织的依赖关系变得完全不同，这是传统企业真正需要面对的冲击。

	互联网企业为什么能在最近几年迅速崛起？原因是它们一开始就和互联网时代的个体属性相符，它们基本上是项目制，项目制的好处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组织。这种制度有点像体育运动队，要去打世界杯就临时组队，找最好的球员组织起来去打，打完了就解散。这里面的特点是有明确的时间截止点，有明确的目标和角色，如今很多人都喜欢这种形式，因为它会让你的人生能够被规划和相对自由，而不是被锁定在一个组织里面。

	在传统企业当中，个体很难知晓明确的目标和角色，他们在组织里面奋斗，但是不知道奋斗完之后，最终公司会不会真正认可他们的价值。传统的企业和组织也不太适应项目制，它们没有具体的时间截止点，必须一直奋斗，否则稍有松懈就会被取代。

	除此之外，传统的中国企业管理，普遍对“管”这个字看得太重，不明白组织本质上是通过分工来进行协作。大部分经理人习惯看重权力，觉得要说了算才行，但是他们不知道组织并不是拿来分权，而是用来分工的。分工的核心应该是分配责任，责任与目标相对应。基于承担的目标和责任，相应的权力也就分配了。

	可是，很多人经常会把这些东西忘了，仅仅关心权力和利益，甚至只关心谁说着算，也就是决策权，一旦认为说了不算，那么没有人会对组织的责任和目标负责。

	但是，现在的互联网体系并不太在意权力和权威，项目制的时间周期都很短，产品的迭代非常快，互联网经济惟一相信的就是结果，因为它是在合作和平等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起初QQ很厉害，但微信出来后你就得服气，再过两年如果出现一个打败微信的产品，那微信也得服气。互联网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得到检验，相应的权力和权威不会持久，项目完成后会被拿掉或者消散，所以它们的组织更倾向于分工协作，更加平等、平滑，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心态也都很简单。传统企业应该看到互联网企业的这些优点，在变革之时需要明白组织是通过分工来完成功能，而不仅仅是在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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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的事业部制结构

	

	

	变革是为了领先

	无论传统企业还是新兴企业，组织是否需要变革，最核心的要求是对整个主营业务的成长空间和领先性进行判断。组织究竟用什么样的形态，最重要的是看组织在竞争中所处的状态。

	为什么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传统企业并没受到这么大的冲击，原因就在于那个时候它们的成长空间和领先性足够大。但是，因为互联网带来跨界融合与竞争，跨界打破了传统企业原先的成长空间和领先性。当企业的领先性表现不出来，成长空间又不够的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转型困难，这是固有组织形成的阻碍，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原有组织体系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如果成长空间和领先性足够，那么问题不会暴露出来，也就不需要进行组织变革。组织形态最好的类比对象是体育，体育是所有组织结构当中最能激发个人潜能的，而且本身就是竞争，目标都是要超越。比如，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能够让乒乓球、羽毛球、跳水等项目在竞争中保持领先，那这种组织结构就应该延续；足球和篮球变成俱乐部制后并不成功，也许这种组织方式或者组织运行的结构就应该放弃。当固有组织能够帮助你保持领先，就可以保持它；当这个固有组织不能让你保持领先，那你自己肯定也得打破它，因为在市场上你已经输了。

	如何判断领先性？有很多具体的方法，其中平均增长率是简单易行的指标。如果一家企业的平均增长率低于行业平均增长率，那就需要考虑组织变革了。道理很简单，现在是行业第一，但是增长率低过平均水平，可能很快就会被第二超越，从而丧失领先性。

	至于如何进行组织调整，需要把握的应该是行业中的关键成功要素。举个例子，手机这个行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是技术替代，当智能手机技术出现的时候，诺基亚的变革核心本应该是这个技术，但那个时候它的主营业务太盈利所以难以放弃，最后反被苹果赶超。因此，组织变革和调整的目的不应该是企业暂时的盈亏，而是如何让组织在市场中保持领先性。

	

	突破变革难点

	假如企业的领先性和成长空间并不足够，目标也决定组织必须变革，那企业的领导者就需要提前认识到组织变革的难点，以及为可能的阻碍做好准备。

	变革会影响当期盈利。组织进行变革，企业本身需要投入。中国企业进行组织变革之所以很辛苦，就是因为企业本身积累的盈利空间并不足以支持组织变革。

	但为什么像IBM、微软这类企业变革起来显得相对容易，主要是因为它们在企业长期的发展当中养成了为变革做好投入储备的习惯，比如微软账面上永远会有500亿美元的现金和短期债券，再比如IBM在卖掉硬件业务之后，也有大笔的钱投入买下49家新公司去做软件和服务。很多国内企业进行变革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投入储备，因此只要变革就会影响到当期和造成波动，成长空间不够以及准备不足就会给组织带来风险。所以前IBM总裁彭明盛说，“变革当趁好时光”，企业在状况好的时候就要变。

	组织变革意味着淘汰落后、增添新的东西。对于落后的调整，代价是非常大的，但变革就是要把旧的东西抛弃，然后再引入新的要素。因此，作为管理者需要具备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仅要说服老板或者股东，还要让企业里的每个人都相信这种调整是必须的，这是组织变革中的又一大难点。

	在组织转型和变革中，必然要面对利益群体的打破。为什么组织变革要在状况好的时候实行，也是因为企业在状况好的时候容易做出利益补偿。原先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如果不进行补偿就有可能被颠覆，从而导致变革夭折。管理者应该记住，在变革的时候，企业和组织一定要有利益补偿机制。

	正是由于组织变革会面临诸多阻碍与难点，因此对于互联网时代的组织变革，不应过早下成功或是失败的结论。在新的商业时代，应该鼓励组织进行变革探索，即便不成功，变革本身也是对的，因为不变，它可能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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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春花是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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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时代组织变革”之实践篇

	动态组合之道

	王钦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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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是用户选择权的竞争，企业组织将是资源和用户之间的双向交互平台。实际上，海尔和小米的组织变革实践，探索的是如何做到同用户零距离，如何架构起快速配置资源的平台，并动态释放平台的同边和跨边网络价值。

	

	

	
		核心观点

		现象　移动互联、大数据和智能制造等技术的加速应用，促进数字化商业基础设施加速形成，面对这场“技术地震”，人类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企业组织？或者说，何种组织才能在这场“地震”中生存下来？

		

		


		分析　在互联网时代，用户和企业之间的距离可以无限接近，商业机会蕴藏在同用户零距离的接触中。因此，如何做到全员面向用户，同用户零距离，是组织变革面对的第一项挑战。其二，新商业环境下，企业组织要变成资源和用户之间的双向交互平台，释放平台的同边和跨边网络价值，否则，企业组织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方法　笔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能够驱动企业“组织变革”的方法论有以下4点：1．源动力：“自以为非”的文化基因；2．中性思维：拓展变革空间；3．行动方法：开放快速迭代；4．变革艺术：动态组合之道，包含“虚实组合”、“上下组合”和“内外组合”。

	

	

	移动互联、大数据和智能制造等技术的加速应用，促进数字化商业基础设施加速形成，它不仅会带来生产方式的变化，更会带来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深刻变化，一场数字化商业变革浪潮已然涌起。

	面对这场“技术地震”，人类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企业组织？或者说，何种组织才能在这场“地震”中生存下来？这已成为企业界不容回避的问题。一时间，“天变了”、“互联网焦虑症”、“互联网思维”等热词扑面而来，但“行胜于言”，企业在行动上如何应对这场变革才是关键。

	

	同“用户零距离”的组织

	看一个组织，我们通常会看它的报告体系，就是向谁来汇报。在很多口口声声以用户为中心的组织中，依然是向上级领导汇报，对上级领导负责，让上级满意，而不是直接倾听用户的声音，感受用户的体验，对用户负责。“上级”是各种行为的裁判，“用户”和企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在互联网时代，用户和企业之间的距离可以无限接近，他们可以无缝隙实时连接，商业机会就蕴藏在同用户零距离的接触中。因此，如何做到全员面向用户，同用户零距离，是组织变革面对的第一项挑战。

	企业有产品、有市场，但是没有可以看得见、连得上、听得到的“用户群”，这就是我们同用户的距离。在互联网时代，有的企业能够建立员工同用户之间最直接的连接，小米公司就通过小米论坛和MIUI（米柚）论坛实现了线上同用户实时的零距离接触，用户的反馈意见能够得到及时响应，员工的表现可以通过用户的反馈得到反映。也就是说，不是上级说你干得好，而是用户说你干得好才有用。小米网的负责人黎万强曾举过一个例子，每周二小米开放抢购的时候，负责服务器维护的工程师压力很大，甚至有过烧香拜佛，祈求运转正常的情况，因为来自成千上万用户吐槽的压力太大，所以你工作的好坏明摆着，不用上级去评价，而且这些信息所有员工都看得见。

	再有，小米的MIUI系统每周五更新，会选出4到5个推荐的功能，即用户投票选出“最有爱更新”。获得投票第一名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团队会获奖赏。因此，所有人都不是为了一个数字去奋斗，而是为了用户满意。用户是否满意，你不用去找各种指标来评定，用户通过投票就可以告诉你。员工做得好不好，上级说了不算，用户说了才有用。MIUI的负责人洪峰说：“这样在工程师和用户之间就建立起一条纽带，当用户觉得爽，员工会感到自豪，因为有几十万用户的支持。”

	小米是伴随移动互联而生的企业，而那些在位的传统企业要做到同“用户零距离”，至少需要突破“三大距离”，即经销商距离、部门之间的距离和上下级之间的距离。因此，它们组织变革的难度要更大一些。

	近期，笔者在对海尔公司“柜机空调小微”调研中发现，这个“小微”的业绩是用户说了算，由用户来评价，而不是由上级进行考核和分配。用户的评价通过ehaier、rrs.com等线上平台和线下体验店得以实时反馈，“小微”直接面对用户，感受到的是用户的温度。海尔的“小微”同时又是连接企业内部各种资源平台的重要节点，拥有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打破了原来的上下级关系与部门间的边界。“小微”成为快速配置资源的主体，促进资源平台直面用户，拉近了企业内部资源和用户之间的距离，能够对用户反馈做出快速响应。海尔“柜机空调小微主”雷永锋说，“现在全员直面用户，为用户负责而不是为上级负责，为几个指标负责，做到‘事前协同’，‘扯皮’的事情少了，‘倒逼’这个词现在已经不太想再用了。”

	用户评价是最直接和客观的力量。海尔日日顺物流配送服务提出“24小时按约送达，送装同步，超时免单”的承诺，用户直接对这项承诺做出评价。“按约送达、超时免单”是看得见的硬约束，对于大件物流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实施以来尽管已经有几十台电器为用户免了单，但这也直接促进日日顺物流配送组织流程的优化和服务竞争力的大幅提升。此外，海尔售后服务建立了数字“抢单”平台，一方面服务人员需要“抢单”，另一方面用户也可以根据已有的“用户评价”来对服务人员做出选择，并在服务完成后做出评价。以前是上级评价和分配任务，现在转变成为用户直接评价和用户选择。

	互联网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是用户选择权的竞争。无疑，企业只有消除面向用户的各种阻碍，建立同用户最直接的连接，走进用户的生活场景，感知用户的情感，做到同“用户零距离”，才能充分释放出用户选择的权利，最终在竞争中生存下来。

	

	在小米的这个架构背后，论坛作为用户交互平台，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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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的组织架构

	

	

	“平台型”的组织架构

	在规模经济背景下，“层级”组织结构具有纪律性强、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符合大规模生产的要求。“十几级”的层级在传统企业中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在互联网时代，面对用户个性化、碎片化和快速变化的需求，用户信息层层上传，然后再层层下达，这样的决策和资源配置速度已经无法赶上用户需求变化的速度。更不用说由于层层传递的“信息损耗”所导致的决策失误和命令失真，以及层级之间博弈的问题。除了响应速度慢之外，“层级”组织中的“一线”员工往往只是上级命令的工具和手段，员工的自主性也受到极大的约束。结果，最能感知用户温度的人是最没有自主权的，反而“惟命是从”、“惟指标而动”成了员工行为的最佳选择。因此，打破层级结构对组织行为和员工行为的束缚，打破“组织僵化”，进行组织结构上的颠覆，将是互联网时代组织变革的又一挑战。

	海尔正在进行的组织变革，并不是简单的扁平化、跨部门和跨层级通道的建立、矩阵式的架构或者部门的新设，该公司变革核心是在一流资源和用户之间架构起快速配置资源的平台，释放平台的同边和跨边网络价值。互联网时代，企业组织就是资源和用户之间的双向交互平台，否则，企业组织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从2010年算起，海尔的组织变革走过了从自主经营体，到利共体，再到“小微”三个阶段。在自主经营体阶段，原来的正三角组织结构，变成了倒三角组织结构，企业变成了2000多个自主经营体，具体包括“三类三级”，即研发、制造和市场三类，一线经营体、资源经营体和战略经营体三级，一线经营体直面用户。

	可以说，自主经营体解决了“谁负责”的问题，组织中“责任节点”得到确立。同时，“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的赋予，“抢单”、“官兵互选”、“鲶鱼”等机制采用，使自主经营体具备了“自主意识”，“自主性”得到增强。但管理没有永远的答案，只有永远的问题。自主经营体在“纵横连线”过程中，又遇到契约约定事项多、内容繁琐，各自从本位出发，目标不一致的问题。

	伴随着海尔网络化战略的实施，2013年初，海尔开始了“利共体”组织形式的探索，核心是要解决“同一目标”的问题。原来的资源、战略自主经营体和研发、制造、市场一线自主经营体一起面向用户实现全流程融入，形成“利共体”，大家共同为“用户这个同一目标”负责。此时，倒三角的结构已经变成利共体前端经营，资源（如研发、制造、市场和模块供应）和职能（如人力、财务、法务等）平台支撑，平台为利共体服务的架构。但实践中又面临平台和利共体之间“市场结算”的新问题，以及如何为企业内部创业提供孵化平台支撑的问题。

	到2013年底，“小微”组织形式出现，在海尔组织中只有平台主、小微主和小微成员三类角色。“小微”成为为用户负责的独立运营主体，只有为用户创造价值才能获得报酬，充分享有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小微”和平台之间是“市场结算”关系，平台报酬源自“小微”。其中，“对赌机制”就是两者之间“事前协同”主要机制。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开放的组织，“小微”是快速配置资源的主体，如果现有平台满足不了“小微”的需求，“小微”可以直接利用海尔之外的资源。

	“柜机空调小微主”雷永锋谈到，“原来是请求上级配置资源，现在是资源平台主动过来，看能否满足用户需求，如果不能满足，他们就没有‘单’，也就没有‘酬’了”。当然，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如果平台的竞争力强，同样也可以提供社会化的服务。例如，海尔的日日顺物流平台，就同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为其提供社会化服务。另外，在海尔的开放平台上，还涌现出“雷神”游戏本、“焙多芬”智慧烤箱、“水路盒子”等一批创业型“小微”，这些创业型小微主有很多是来自海尔外部，是海尔的创业平台吸引了他们。

	在小米，从最底层员工到创始人只有三级，即创始人、主管和一线员工。每个创始人分管不同领域，创始人下面又有很多个团队。比如，创始人之一的洪峰负责MIUI，管理着20多个团队，包括应用商店、游戏中心、主题商店等。每个小团队都具有各自的优势，相对独立运营，相当于一个小型创意公司。洪峰说：“由于我管理的团队较多，我本身不能成为‘瓶颈’，所以不能采取事先审批制度，要给团队主管自主权，让他决定对成员的分配。同时，让团队之间互相竞争，优胜劣汰。”

	事实上，在小米的这个架构背后，论坛作为用户交互平台，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有用户信息搜集、分类、回复的作用，而且通过这个平台，用户还可以参与很多工作，如发现Bug、提产品建议、论坛维护等等。除了论坛之外，小米还有博客、微博、QQ空间等社交媒体进行用户交互。在这里信息是丰富、透明和及时的，每天都有20多万的发帖量，这些都极大地降低了组织和用户之间、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组织运行效率。笔者2014年2月份去过小米调研，当时公司是四、五千人的规模，这种组织方式能保证小米的高效运转。但是，如果小米的规模再扩大5倍，10倍，效果又会如何？笔者认为，尚需进一步观察，毕竟实践之树常青。

	在层级组织架构下，更多强调资产的“专有性”和“一体化”竞争优势。而在平台型组织架构下，企业更加重视资产的“互补性”和“生态圈”竞争优势。因为，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已经不给企业“单打独斗”来完成一件事的时间。如何突破组织边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成为企业组织架构的新要求。也就是说，平台一定要做开放的“生态圈”。

	在海尔日日顺物流平台上，就团结着9万辆“车小微”，这9万辆车都不是海尔所有的，但在海尔的物流平台上调度、运行，向下渗透到2万多个乡镇市场，做到“直配到镇”，承诺“24小时按约送达、送装同步、超时免单”。这个平台对其他厂商也是开放的，国内销售额超过100亿以上的家电品牌有14个，其中12个加入到日日顺物流生态圈中。此外，海尔的HOPE平台是一个开放面向全球的研发生态圈，有多种“生态圈”合作方式，吸引各国研发者的加入；“海立方”（ihaier）平台则是一个全球创业生态圈，这里以50亿孵化资金、58991家生产资源、6811名专家资源、33112家销售终端资源，为全球创业者提供涉及“资金、研发、制造和市场”全流程的生态支持。

	而小米也在通过引入种子设计师、连接不同设计社区、建立“生态圈”治理机制、完善培育和扶植土壤、创造设计延伸扩展等多种方式，建设一个开放的设计师“生态圈”，实现设计师资源和互联网的“跨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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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组织结构的演化

	

	

	驱动“组织变革”的方法论

	“归零”心态是海尔的特质，面对企业发展环境的变化，海尔既能迅速“归零”，又能迅速重新出发。

	1．源动力：“自以为非”的文化基因。克服“组织惯性”，打破“组织僵化”，进行组织变革是一件痛苦和困难的事情。改变一个人的习惯都很难，更何况要改变一个组织的习惯。组织变革需要文化的强力支撑，因为文化是变革行为的土壤，可以说，文化基因直接决定着组织变革的成败。海尔和小米代表着组织变革的两种类型，前者是在既有组织中开展变革；后者是一群带着对先前组织方式深刻“反思”的创业者，在新组织中展开的变革。但两类组织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自以为非”文化基因。海尔倡导“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成功是失败之母”，“繁荣的顶峰就是衰败的开始”，企业时时刻刻保持着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探索着企业发展的“新轨道”。

	“归零”心态是海尔的特质，面对企业发展环境的变化，海尔既能迅速“归零”，又能迅速重新出发，这在很多企业是不可以理解的，也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自我颠覆是最痛苦的，但在海尔这很平常。海尔集团副总裁解居志说过的一句话至今犹在耳边，“真的没时间迟疑，抓紧跟上”。“前一段的成功做法，并不能用于解决新问题，感觉提升适应能力、应变能力更重要”，这是在调研“雷神小微”时，85后创业者李宁谈到的感受。记得一位跨国公司人力总监曾告诉笔者，他们深入研究过海尔，但培育员工“归零”心态这一点是很难学会，无法模仿。

	小米创始人雷军在领导金山软件时，被称为中关村“劳模”，要求大家开会着正装，更是KPI的大师，对员工严格要求。但是，这些并没有帮助金山抓住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机遇。2007年之后，雷军经过深刻反思，在2010年创立了小米。一位雷军10多年的金山同事说，“这几年雷总彻底变了一个人，把自己真的‘倒空’了”。创始人黄江吉大学实习就在微软总部，一直在微软工作了10多年，对微软开发组织体系非常熟悉，但也非常清楚它的不足，带着建立基于用户参与的快速迭代开发组织体系这个想法，他加入了小米。这些创始人，既对传统大企业的管理非常熟悉，但又切身体会到传统体系的束缚，带着革旧鼎新的意愿，他们走到了一起。事实上，正是“自以为非”、“归零”和“倒空”的源动力驱动着海尔和小米的组织变革。组织变革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组织学习的过程，如果没有“自以为非”的文化基因，是很难通过学习接受新知识的，没有新知识的创造也就无法创造用户新价值。组织变革的结果是组织知识的变革，是创造价值能力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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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平台型组织的生态圈

	

	
		数据来源：海尔

	

	“中性思维”的核心恰恰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为企业决策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驱动变革持续前行。

	2．中性思维：拓展变革空间。组织变革是一个全新的持续探索过程，在实践中要求企业随时做出各种短期决策。但我们在做出短期决策时，也很难判断它在长期上是对组织有利还是有害。做出的判断往往是基于“过去的经验”，但经验既是一个“好老师”，又是一个“坏老师”，常常会将我们引入“经验或能力的陷阱之中”。如何跳出“经验或能力的陷阱”？这时就需要引入“中性思维”，提供一个能够对“既有经验和能力”进行完善的空间。实际上，微观层面的“中性突变”为引入“新知识和新经验”提供了可能，也为跳出“能力陷阱”提供了可能。

	人类惯常的决策逻辑，就是下一次选择的收益一定要大于起点的收益，然后我们才开始行动。如果实践中下一次选择的结果低于起点收益，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就退回起点，丧失对未来的选择权，而对收益的判断又大多来自既有的经验。“中性思维”则是对决策或者选择的现状不做出“成功”或“失败”（“有利”或“有害”）的“即时判断”，只是给予一个“中性突变”的边界（或底线），在边界内可以做出随机的选择。如果只是在“既有经验的空间”中做出选择，选择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换句话讲，大企业通常只能从成功走向成功，而成功又不会给企业提供学习的机会。

	“中性思维”的核心恰恰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为企业决策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驱动变革持续前行。海尔的“雷神”游戏本“小微”是两个85后、一个90后年轻人创立的，在海尔的大盘子里它是非常小的，按照传统的决策标准，它很难诞生和存在，但海尔的平台给这类小微提供了创业成长的机会，而不是对它们进行“经验性扼杀”，给予它们一个“中性突变”的空间，一个选择的空间，一个“新知识”和“既有经验”可以交互的空间。类似的，在小米的实践中，强调“容错机制”，也因为错误往往是成功的开始。

	3．行动方法：开放快速迭代。海尔在向“平台型”组织架构变革过程中，在组织形式上走过了从自主经营体到利共体，再到“小微”三个阶段，实际上这是一个对外开放资源，持续解决新问题的快速迭代过程，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人单合一双赢”，即员工和用户需求合一，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实现员工价值。

	“战略损益表”是海尔推动组织变革的重要方法和工具，其中“人单酬”是主要的运行机制，即每个人（包括平台主、小微主和成员）都要明确自己的“单”，也就是你为用户创造了什么价值？事先明确你的“单”对应着的“酬”。并在相应的时间点，对“单”和“酬”之间的差距进行“闭环”，比如是人的问题就需要对人进行迭代，是资源的问题可以开放接入资源，是运行机制的问题就进行机制创新。这样在“人、单、酬”之间形成开放迭代，持续推进变革前行。

	所谓“快速”主要是指变革的节奏，在海尔的具体体现是多年来的“日清”体系。这个体系已经内化成为每一个员工自觉的行为。理论上这样的迭代是每天都要完成的，也就是每天都要进行对你的目标预计和实际值之间进行“闭环关差”。实践中，则是根据具体问题来“调频”，但每周一次的“周清”不变。事实上，海尔的组织变革是一个微观日常活动持续创新累积的过程。所以，很多人在了解了海尔变革行动方法的基础上，也就不会觉得海尔的变革“激进”了，因为它是海尔人每一天都进行微创新的结果，是一种变革的行为习惯和方法。至于小米，开放快速迭代已经是它成功的基因之一。

	4．变革艺术：动态组合之道。这里讲的“动态组合”，是对“非此即彼”概念的超越，更强调是一个“组合创新”的动态过程。组织变革更像一门“动态组合”的艺术。艺术的追求是多样、无止境、没有终结答案的。同样，组织变革也是多姿多彩、富有生命活力的。所谓“动态组合”包含以下三种：

	第一，“虚实组合”，即“价值观引领和指标驱动”的动态组合。海尔和小米的组织变革都是一场没有现成答案的探索，很难用传统的经营指标去衡量。在这样的状态下，确定具体指标事实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行业都“知道”的指标，对企业成长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是不能够保证你实现“引领”的。事实上，当下“不知道”的指标才更有意义。此时，价值观就成为企业发展的方向引导和基本的参照谱系。因为，价值观引领就好比雷达，如果导弹的方向错了，那它也将很快在屏幕中消失。海尔的“人单合一”，小米的“与用户交朋友”都是企业变革的重要价值观引领。

	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变革仅仅有价值观引领就足够了，完全不要“指标”约束。实践中，还需处理好二者的动态组合，指标在这里更多扮演“底线约束”的角色。比如，在海尔有“二维点阵图”来平衡两者的关系，有企业的大数据平台来支撑其作用的发挥。“二维点阵”的横轴是一些“定量指标”衡量，而更重要的是纵轴，是基于价值观对于“平台机制创新”的衡量。

	还有大家一提到小米，就说小米没有“KPI”，但并不是说小米就不要“PI”，不要用户数据，光有价值观就行了。实际上，小米后台有着强大的实时用户数据支撑，就连客服也是有多维可视化数据实时显示的，不要忘了小米可是软件公司出身，数据分析能力是强于一般企业的。这些数据可以用于行为过程判断，而不只是做事后结果判断。基于这些数据，价值观的引领将会进一步激发员工活力，激发员工在底线之上释放能量。笔者以为只是在数据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KPI才更有效。换个角度，价值观引领作用的充分发挥，也是需要有用户数据支撑的，特别是用户的行为数据。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化转型将是未来所有企业组织面临的命题。

	第二，“上下组合”，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动态组合。在海尔的组织变革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自下而上”的力量，比如“柜机空调小微”、“雷神”、“水路盒子”、“焙多芬智慧烤箱”、创客大赛等等这些“自下而上”力量的释放。但还有“自上而下”的突破，就是面向用户，打破原有“上下级”关系，在“小微”和“平台”之间，建立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建立市场对赌关系。

	所谓的“上”就是做好平台的整体架构，使“下”的作用充分释放。2014年1月，笔者与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交流时，他也曾谈到，在他早期的思想中强调“自下而上”的演进路径，但是加入“时间”维度之后就必须要重视“自上而下”的力量，否则演进的时间将会很长。耐克公司在组织变革过程中，初期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先后开展了社交媒体的建设，发展了Nike+的概念。但是为了使用户获得一体化的消费体验，在2010年后，耐克将这些分散的行动上升为企业层面系统推进，强化了“自上而下”的力量，在Nike+的品牌下，营销人员、设计者和IT人员一起工作，开展更多面向用户的数字项目，推进数字创新。

	第三，“内外组合”，即“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动态组合。提高组织的资源组合能力是组织变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事实上，如果组织变革只是内部封闭的变革，那么就如同禅宗所讲的“一碗水”的道理一样，很难成功。“跨界”是当下的时代特征，但它的商业本质是资源再组合创造用户新价值，企业都想成为“组合者”，而不是“被组合者”。因此，开放组织边界，如何有效实现内外资源的动态组合就非常重要。

	这里有“更高”、“更深”、“更紧”、“更广”，四个“更”同大家分享。

	“更高”，即在更高层次上接入外部资源。具体而言，就是在更高层面、更大范围内、以更快的反应速度接入、利用、整合各类科学、技术和工程资源。

	“更深”，即在更深层次上提升内部资源，使自身成为一个利益相关方能够便利接入，具有网络放大效应的平台。内部资源的战略性更多体现在互补性、动态性和持续吸引力上。

	“更紧”，即在更紧密层次上促进目标动态优化。在开放的“生态圈”背景下，企业目标制定超越了企业边界，目标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即从单方设定目标转变成为多方共同形成目标，从静态目标转化成为动态优化目标，从内部资源出发制定目标转化为从生态圈资源出发制定目标。实际上，目标的动态优化，既体现了利益相关方之间“共同演进”的过程，也是“生态圈”概念中 
	“生”字在目标层面的表达。

	“更广”，即在更广层面上思考企业平台架构。在广义背景下，外部资源不仅包括上游的供应商、下游市场服务商、终端用户、中介商等，还包括政府规制资源（如技术标准、质量标准、行业规则等）。换言之，就是从产业架构和企业平台架构互动的角度，更有效地界定产业范围和规则，更有效地进行自身的角色选择、能力布局和业务边界界定。

	“行是知之始，知为行之果”。组织变革的过程就如同生命体的演进一样，长期看经历了“变异——选择——保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但是，每一天的变革行动更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如果说文化基因为我们提供了变革的张力，那么每一位员工、每一天的行动则是变革动力的表现。只有为员工提供一个“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的平台，激发他们的活力，以行见知，才能使变革持续前行。知道而没有做到总是令人遗憾的，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大潮，让我们拥抱变革，释放员工的活力，释放用户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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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企业管理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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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时代组织变革”之经验篇

	重温约翰·科特：变革8大败因

	约翰·科特（John P. Kotter）|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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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研究过100多家试图通过变革大幅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公司，其中有像福特汽车那样的大公司，也有像兰德马克通信（Landmark Communications）那样的小公司；有像通用（GM）汽车那样的美国公司，也有像英国航空那样的非美国公司；有像美国东方航空那样挣扎求生的公司，也有像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sers 
		Squibb）那样业绩可观的公司。

		这些公司采取的变革方式各不相同，例如全面质量管理（TQM）、流程再造、精简机构、重组、文化变革、扭亏为盈等等。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它们发起变革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对业务经营模式做出根本性调整，从而应对新市场环境带来的挑战。

		从实际结果来看，少数公司的变革非常成功，少数公司一败涂地，大部分公司则介于两者之间，但都不太成功。我们从这些案例中可以吸取不少耐人寻味的经验教训，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这些经验或许能为更多企业提供参考。”

	

	

	错误1

	没有制造足够的紧迫感

	大多数成功的变革行动，都始于某些个人或群体开始认真审视公司的竞争环境、市场地位、技术趋势和财务业绩。通过审核，他们注意到一些问题，随后他们会设法把这一发现传播出去。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启动一个变革项目需要许多人齐心协力、积极投入。没有合理的动机，人们也就没有参与变革的动力，变革也就发动不起来。

	相比变革过程的其他阶段，这个起始阶段看似比较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管理者有时会低估让人们走出舒适区（Comfort Zone）的难度；有时又会高估已经建立的紧迫感；还有些时候，他们会失去耐心，认为“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够多了，开始行动吧”。在许多案例中，管理者担心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资深员工产生抗拒心理、士气滑坡、事态失控、短期经营业绩受损、股价下跌，或是被人指责小题大做。诸多担忧绑住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裹足不前。

	解决方案：

	针对重大机遇，建立紧迫感

	对于一个战略可行、激动人心的机遇，要有足够的紧迫感，这是一切事情的基础。时刻保持紧迫感是一项强大的竞争优势。它推动经理人去关注机遇，让网状结构朝着对组织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果没有紧迫感，就不可能去创造更伟大的业务。

	必须让组织加强这样的意识：要不断进行战略调整，并总是结合眼前这个最大的机遇。紧迫感来源于最高层，重要的是，高管们要不断承认和强化这一点，这样一来，每天醒来之后，员工们就会下决心采取一些行动朝着那个机遇努力。

	要有多少紧迫感才足够？根据我的观察，管理层中至少要有75%的人深信，维持现状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比例，随后的变革过程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

	

	

	错误2

	没有形成强大的指导同盟

	尽管大规模变革常常始于一两个人，但在成功的案例中，领导变革的阵营会随着时间不断壮大。如果这股力量未能在变革初期发展到一定规模，变革就不可能取得重大成果。

	人们常说，要实现组织内的重大变革，最高领导的积极支持必不可少。但仅有最高领导的支持还不够。在成功的转型案例中，董事长、总裁或分公司总经理以及其他若干人（可能是5人，也可能是50人）会形成一个同盟，为追求卓越的业绩而共同推进改革。无论企业大小，即使是成功的变革领导团队头一年可能也只有三五个人。但在大公司里，这个阵营必须扩大至20到50个人，否则就无法在随后的阶段取得很大的进展。

	如果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指导同盟，变革行动虽然可能暂时取得明显进展，但反对势力迟早会集结起来，阻止变革。

	解决方案：

	建立并维护指导同盟

	变革战略网的核心是指导同盟，来自组织各个角落的志愿者组成的指导团队。通过选举，指导团队可以代表层级结构中的各部门和各级别，囊括了多种技能。它必须由领导者信赖的人组成，至少包括几名杰出的领导者和经理人。这确保指导团队能够以任何层级结构都做不到的方式收集和处理信息。

	指导团队的成员一律平等，内部等级不会阻碍信息交流。指导团队既能看到组织内部和外部情况，也清楚细节和大局，并能利用这些信息，在提出战略动议以及如何最好实施这些动议方面，做出有利于整个公司的决定。起初，指导团队的社会关系可能有点别扭，但是一旦团队学会如何良好运作，多数成员还是乐于成为其中一员的。

	

	

	错误3

	缺乏明确的变革愿景

	失败的变革往往有大量的计划、方针和项目，但是缺乏愿景。有一家公司印发了4英寸厚的手册，事无巨细地列出变革的程序、目标、方法和期限，但是对于这一切工作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却没有任何清晰的、鼓舞人心的阐述。可想而知，大多数员工对于正在进行的变革不是迷惑不解，就是漠不关心。这本厚厚的变革手册完全没有起到凝聚人心、激励变革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

	在一些成效平平的变革案例中，管理层对于变革方向有一定的概念，但他们的想法要么过于复杂，要么过于模糊，仍然无济于事。要判断你的愿景是否清晰、明确，有一条法则：如果你不能在5分钟以内把你的愿景解释清楚，让听众理解并产生兴趣，那就意味着这一阶段的任务尚未完成。

	解决方案：

	制定战略愿景，提出变革动议

	精心设计的愿景关注的是，如何利用那些可以一举定乾坤的重大机遇。如果没有这样的机遇，那是因为你所处的经营环境竞争不激烈，你可能暂时还不需要这个系统。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即使这时，也要保持开放心态，因为这种情况不会一成不变。

	在我见过的每一个成功案例中，变革指导同盟都会勾勒一幅美好而清晰的未来图景，不但容易理解，而且让顾客、股东和员工心驰神往。愿景不同于五年计划，不能只有数字，而是要阐明整个组织的前进方向。愿景的初稿有时出自个人之手，较为模糊；变革指导同盟可能要用三五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严谨分析、大胆想象，将粗糙的初稿打磨成形。最终，相应的战略也会出炉。

	在愿景的激励下，以及动议的指导下，网状结构中的每个人都成为了战略变革的主人。这种力量非常强大。

	

	

	错误4

	未能充分宣传变革愿景

	在愿景宣传这方面，我见过三种常见错误。第一种情况是，变革同盟确实制定了一个相当好的变革愿景，却只开了一次宣传会或发了一次材料，尚不足公司内部全年宣传总量的万分之一；最后，他们发现没有几个人理解变革方案，而他们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第二种情况是，组织的领导者花了大量时间向员工发表演讲，但大多数员工仍然摸不着头脑，这也不奇怪，因为关于愿景的宣传仍然只占全年总量的万分之五。第三种情况是，公司在内部沟通和宣传方面下了大力气，但处于显要位置的高管却未能以身作则，甚至做出与愿景背道而驰的行为，最终导致员工对变革丧失热情，对宣传丧失信任。

	解决方案：

	通过沟通让人接受愿景和战略

	如果一项愿景和战略表述生动且关系重大，指导团队的宣传方式令人印象深刻且足够权威的话，那就会立即引起人们的讨论。人们不会像对待自上而下的消息那样冷嘲热讽。如果方式正确且不失创造性，这种沟通会富有感染力，能吸引那些接受该愿景的员工。

	有人曾看到一些动员员工的努力失败，因而经常会对此提出质疑。不过，如果指导团队富有激情，员工有紧迫感且传递的信息正确的话，志愿者就会聚集起来。当员工们被迫在层级结构的封闭环境里工作时，动员他们确实是个问题，因为在层级结构下，员工们都有厌烦情绪，新想法得不到认可，经理人管理低效。

	在较成功的变革案例中，管理者会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渠道，大力宣传变革愿景。他们会把枯燥乏味、无人愿看的公司简报变成描绘愿景的生动文章；他们会把例行公事、沉闷无聊的季度管理会议变成振奋人心的变革讨论会；他们会取消泛泛而谈的公司管理学教育，代之以研究业务问题和变革愿景的新课程。

	

	

	错误5

	没有扫除变革之路上的障碍

	在一定程度上，变革指导同盟只要把公司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传达到位，就足以促使员工采取行动。但是，只有宣传肯定是不够的，还要为变革扫除障碍。很多时候，员工完全理解新愿景，也愿意为之出力，却被一座“大山”拦住了脚步。

	有时所谓的“大山”仅仅是个人思维的产物，要挪开这座山，关键是要让这个人明白外部的障碍并不存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障碍是真实存在的。有时，障碍来自组织结构，例如职责范围过于狭窄，可能严重影响生产率的提高，或导致员工难以形成顾客至上的观念；有时，补偿机制或表彰机制设置不当，使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新愿景形成冲突。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上司不愿意改变，而且还不断提出与整体变革相悖的要求。

	解决方案：

	确保网状结构能清除障碍

	成功的变革应当在推进过程中吸引更多人参与。公司应鼓励员工尝试新方法、提出新思路并充分发挥领导力，只要这些行动符合变革的整体愿景。参与的人越多，变革的成效越大。

	在变革的前半段，任何一个组织都不会有足够的动力、精力或时间来扫除所有的障碍，但它们必须直面主要障碍，并加以清除。如果主要障碍在于个人，那么就必须以一种符合新愿景的方式对这个人进行妥善处理。无论是为了促使员工参与变革还是为了维持整个变革行动的可信度，实际行动都是至关重要的。

	

	

	错误6

	没有系统规划短期目标

	真正的变革需要时间，如果没有值得为之奋斗、为之欢呼的短期目标，变革就可能逐渐丧失动力。除非能在一到两年之内看到成功的可靠迹象，否则大多数人都不愿踏上漫长的改革之路。没有短期成绩，许多原本支持变革的人会放弃努力，甚至转而投入反对者的阵营。

	管理者常常抱怨不得不制造短期成绩，但我发现，这种压力在变革中可以成为一个有利因素。一旦人们意识到真正的改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变革的紧迫感往往会降低。督促团队追求短期成绩，不仅可以保持紧迫感，而且可以促使他们进行具体的分析思考，从而进一步明确或完善变革愿景。

	解决方案：

	庆祝重大的短期成果

	当网状战略结构的决定及行动能令组织获益时，如果不及时进行肯定，网状结构的信誉度就不会持久。怀疑者会出来阻挠，除非他们看到证据新的经营系统能带来实际结果。人们的耐心有限，因此要尽快证明。为确保网状结构的成功，短期成果最好是显而易见、明确无误且与目标息息相关的。庆祝短期成果可以提振士气，让更多员工接受它。这样一来，一个成果会带来另外一个成果。

	如果成果尚未出现，那么这点本身就是一个有用的反馈：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一个尽职尽责的指导团队可以通过众多触角获取真实情况，无需保护既得利益，从而能迅速调整之前的决定，或者调整该决定的实施方式。

	

	

	错误7

	过早宣告胜利

	经过数年奋斗，有些管理者一看到业绩出现明显改善，就急不可待地宣告胜利。庆祝阶段性的胜利固然是好事，但匆匆宣布整场战争已经取胜，则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场变革可能需要5到10年才能在公司文化中扎下根来，此前，变革带来的种种新气象都是脆弱的，随时可能被打回原形。

	我曾对一个极为成功的变革案例做过量化评估，为该公司在7年内实现的变革打分。按十分制计算，该公司7年间的得分依次是两分，四分，三分，七分，八分，四分，两分。变革的峰值出现在第五年，而变革初见成效是在第二年，相距足足36个月。

	解决方案：

	绝不松懈，不断从经验中学习

	组织必须不断实施战略动议并提出新动议，以适应变化中的商业环境，从而提高竞争地位。当组织开始松懈时，文化和政治上的阻力就会接踵而至。

	在成功的变革案例中，领导者并不急于宣布胜利，而是利用短期成绩使员工对变革产生信心，进而解决更大的问题。他们会着手改造那些与变革愿景不符，但尚未受到质疑的制度与结构；他们会格外关注人员的聘用、提拔和培养；他们还会发起规模更大的流程再造项目，不断深化变革。他们深知，完成变革所需的时间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

	

	

	错误8

	未能将变革深入公司文化

	变革新风必须融入公司的血脉，成为“一定之规”，才能确保稳固。如果变革带来的新行为不能成为公共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一部分，那么一旦变革的压力消失，就可能退回原样。

	解决方案：

	将战略变革以制度化方式融入企业文化

	战略动议无论大小，在没有成为日常活动一部分之前，都不算完成。一个新方向或者一种新方法必须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去，如果战略动议产生了显而易见的结果以及更好的战略前景，就能实现这一点。

	要通过制度手段把变革融入公司文化，有两个要点。第一，要有意识地向大家展示新方法、新行为和新态度对于提高公司业绩所起的作用，否则他们可能张冠李戴，把其他因素当作业绩增长的根源。第二，公司在组建下一代高级管理层时务必慎重，要确保新的领导者确实能够体现改革带来的新风尚。

	

	


	人们在变革中还会犯下其他错误，但本文谈到的8个错误是最主要的。我明白，用这么短的篇幅谈变革，难免会使问题简单化。在实际中，就连成功的变革也充满了各种问题和意外。但是，正如企业需要一个相对简单的愿景来引导人们迎接变革，我们也需要一幅简明的变革流程图，来降低错误概率。有时，错误多少就决定了变革的成败。

	

	
	本文摘编自约翰·科特在《哈佛商业评论》两篇关于变革的文章，分别是2012年11月刊《变革加速度》以及2013年3月刊《变革之路多险阻》。扫描以下二维码，可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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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之路多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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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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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科特是哈佛商学院松下幸之助（Konosuke 
	Matsushita）领导力荣誉教授，被誉为变革与领导力大师。著有《引领变革》（Leading Change）等18本畅销书。他还是科特国际（Kotter 
	International）的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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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一系列重要决策，用以决定企业如何盈利、花费成本和管理风险。因此，商业模式创新的本质就是改变决策：做什么决策，何时做决策，谁做决策以及为什么做决策。

	

	

	
		核心观点

		问题　商业模式创新是典型的临时事件，缺乏探索商机的系统框架。因此，很多企业在提高盈利能力和生产力时遗漏掉了成本更低的好方法。

		

		


		解决方案　商业模式实际上是一系列决策。根据这一观点，作者通过决定四件事：提供何种产品和服务、何时做决策、谁来做决策、为什么做这种决策，来实现创新。

		

		


		案例　传统的呼叫中心要先招聘呼叫员在办公地点上班，这会提前产生大量的费用和风险。LiveOps通过改变决策的顺序，创造了一种新模式：有用户呼叫时再雇佣呼叫员。它把电话转接到自由职业者家中，由他们在接电话前给公司发出提示信号，然后公司开始给他们按工作量计算薪酬。

	

	

	商业模式创新非常奇妙。它极其简单，因为它既不需要新技术也不需要创造新市场：它只需用现有的技术继续生产产品，然后改变产品传送到现有市场的方式即可。由于这种改变极难察觉，因此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优势很难被竞争对手效仿。

	不过，商业模式创新绝非易事，其难点在于很难确定所需条件。如果没有一个识别商机的框架，就很难进行系统性的模式创新。因此，这类创新多在仓促间完成，让很多企业在提高盈利能力和生产力时，疏漏掉成本更低的好方法。

	下面，我们将给出一个框架，帮助管理者将商业模式创新提升到可靠并可改进的层次。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一系列重要决策，用以决定企业如何盈利、花费成本和管理风险。因此，商业模式创新的本质就是改变决策：做什么决策，何时做决策，谁做决策以及为什么做决策。这些方面的成功变革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管理收入、成本和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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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提供怎样的产品和服务组合？

	市场需求不稳定是所有企业都面临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这也是企业风险的主要来源。降低风险的一种方法就是改变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组合。在金融领域，如果两种投资组合的回报率都是20%，从长远来看，风险小的方案创造的价值更大。这同样适用于选择产品组合。

	企业想重新调整产品和服务组合的话，从根本上说有3种选择：

	缩小业务范围。2010年10月，《彭博商业周刊》的一篇封面文章的标题非常吸引眼球——《亚马逊最恐惧的事情》。这篇文章简要描述了一家新泽西的新兴网络公司Quidsi，马克·洛尔（Marc 
	Lore）是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曾是我们的学生）。该公司规模很小，但其主营业务——在线销售纸尿布（Diapers.com）却声名显赫。

	纸尿布并不适合在线销售；因为它体积庞大、运费贵、利润少，而且无论在便利店还是Costco超市都可以买到。但它也有自己的优势：市场需求非常容易预测——新生儿出生率稳定，婴儿需要使用尿布的时期也稳定。而且，产品本身种类有限，只有三到四家尿布生产商，纸尿布的尺寸也就只有几款。鉴于每位新顾客将会连续购买两年或更长时间的尿布，公司可以在很长时间内无风险地获得稳定利润。

	当各个市场分区的需求差异极大时，这种商业模式最有效。所以如果你的企业最近在为多个客户群提供服务，那么企业最好的方法是把业务进一步细分，针对不同的客户采用不同的商业模式，而不只是拘泥于一种。亚马逊于是收购了Quidsi和在线零售鞋和配饰的Zappos公司，允许它们在自己各自的业务领域内充分自治。

	对缩小业务范围型的商业模式来说，它最大的缺点是只依赖单一产品、服务或者客户群，有可能忽视关键客户的需求。要知道，人们总是同时购买面包和黄油。

	寻找产品共性。大众汽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的零部件通用化战略。尽管这项策略没能让大众公司避免总需求波动，却使所有车型可以共用零配件，减少了零配件的多样性。零部件通用化让大众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在工厂内随时更改生产车型。

	寻求共性不仅是指发明通用的零部件，也可以是发掘适用于不同产品、客户和市场的能力。企业可以在产品和服务组合中体现这种能力。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亚马逊把业务从图书扩展到在线销售音乐、视频和游戏，所有业务都基于对物流能力的高要求。结果，公司凭借销售图书时积累的潜在物流优势，在占领其他产品的市场时，有效降低了失败的风险。

	不过，寻求共性需要高额资本投入，想要设计出适用于多种构造和模式的零部件极其不易。此外，采用此策略的前提是，使用通用零件的产品不能同时处于高需求或者低需求的状态。

	构建资产对冲组合。正如金融机构尝试创建可对冲风险的投资组合一样，企业可以通过选取产品或者市场来降低商业模式的风险。智利LAN航空公司就做了有益的尝试。大多数美国大型航空公司的货运收益只占总收益的5%，甚至更少。LAN则采取了与这些公司不同的商业模式，它用宽体飞机飞国际航线，既运送乘客也运送货物。

	几乎所有从美国到欧洲的航班都是过夜航班，客机中途降落，需要在机场经停很长一段时间。LAN利用这段停机时间装载货物：去圣地亚哥的飞机在欧洲装机，然后把货物运送到智利的其他城市，最后返回圣地亚哥开始新一轮飞行。

	这种方法降低了LAN公司关于容量的决策风险。航空公司只要在购置新飞机时，才对对容量做决策，加之容量决策的结果很难逆转，因此航空公司在超负荷或者没充分利用容量时变得非常脆弱，其结果是对收入产生巨大影响。让乘客和货物互补能够有效对冲风险，因为它们的需求很少会同时增加或减少。而且，运送货物时还可搭载少量乘客。这样一来，当其他公司因为去某地的乘客太少而取消航线时，LAN可以揽下生意，去送货时顺便捎上乘客，不仅不会赔本，还有利可图。

	显然，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需求呈负相关变化的产品和市场。比如，一家滑雪服制造商利用北美的销售业绩对冲南美的销售业绩，因为这两地的季节正好相反。这样总需求可以保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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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时制定关键决策？

	很多时候，你还没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就必须要做出决定。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我们总结出3种方法来改变决策的时机，以此改进商业模式。

	推迟决策时间。许多公司在做成第一笔生意前就做出了价格决策，这通常会面临风险。为航班提前定价就有风险，因为每条航线的市场需求与经济和其他条件紧密相关，而且每天、每周甚至一天内不同的时段的需求状况都不同。

	美国航空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用SABRE订票系统解决了这个问题。该系统能够实时收集新信息进行计算，迅速调节票价。从此，快速定价技术改变了航空业。在飞机上，即便座位级别相同，票价也会因为客户预订时间的不同而迥异。美国租车服务公司最近就借用了这种方法：在需求高峰期，公司采用“飙升定价”，提高租赁价格，降低需求，提高供给。

	报价甚至可以因人而异。经营赌场和酒店的凯撒娱乐（Caesars Entertainment）就用一套复杂的数据库辅之以奖励忠实度项目（Total 
	Rewards Loyalty Program）来定价。当一位熟客电话预约时，前台就会询问他的奖励代码，查询这位顾客的赌博习惯（包括平均下注数额）等详细信息，估算出他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利润。根据以上信息，前台会有选择地回答这位顾客“不好意思，我们的房间订满了”或“你真走运！我们的总统套房正在搞优惠活动！”

	改变决策顺序。一些企业或许没办法改变决策时间，但它们可以重新安排决策顺序，延缓投资承诺，直到公司获得全部所需的相关信息。

	例如，大多数产品研发都是从根据客户需求提出解决方案或技术方案。在初始投资后，如果该方案无效，就要重新设计。但是开放式创新先驱InnoCentive和Hypios等公司发现，如果调整一下顺序，先测试性能再投资，就可以把大部分的研发风险转移。

	这些公司向客户（提问者）提供一个安全网站，用以向国际自由职业者群体，包括资深工程师、产品设计师和科学家（解决者）发布创新课题。公司帮助客户准确定义他们的问题，从特定分子的化学合成到设计新产品的外观和感觉，信息必须足够详实，否则无法吸引具备相应技术能力的解决者。提问者给最佳方案提供奖金（有时最佳方案不止一个），解决者为赢得奖金争相设计最佳方案。

	无独有偶，呼叫中心行业的LiveOps公司通过改变决策顺序也取得了成功。传统的呼叫中心在跟客户签约或接通第一个电话之前预先投资，购置设备和硬件基础设施（主要是通讯工具）。它们要提前决定雇多少呼叫人员，这些人需要具备相关技术和专业知识，并为新员工提供培训。接下来，他们必须找到符合自己条件的客户进行合作。最后，他们制定每天和每周的排班计划，保证有足够多的符合要求的员工接电话。

	LiveOps恰恰相反，它在有生意后才招聘客服人员。员工在家办公，每接一个电话之前要告知LiveOps。电话被自动录音并打分，公司根据客服人员接电话的时间长短和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来支付薪资。智能软件根据电话的内容，将电话分派到最合适的客服人员那里，容量和人员一直处于实时调整状态，以满足现实需要。

	这个模式当然也有局限：很难提前培训员工，而且员工会担心自己有接不到活儿赚不到工资的风险。因此，该商业模式必需要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储备，可以在停工期把成本降低。

	切分关键决策。精益创业运动在创新和创业领域制造了一场风暴（请见《精益创业改变一切》，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5月刊）。该运动的核心是为企业家做商业决策提供了新路径。以前，人们创业前要写出详细的商业计划，包括所有商业模式的重要信息，然后按计划行动。所有关键的决策都是即时或提前做出的。

	精益创业方式要求切分关键决策。一家公司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准确发现机遇，对市场的假设也有局限性。随着商业模式修改至最终版本，多个阶段的信息都累积下来，围绕商业模式不停“转型”。普遍情况是，创业者在企业开始运营后完全改变当初的设想。

	在创业领域，这种方法如今已成为一种惯例而非例外。BBureau是一家移动美容和护理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诞生”于我们班（我们中还有一个是该公司的出资人和董事会成员）。BBureau没有马上设定目标市场或者设定服务项目的组合，而是进行了很多小实验，测试不同市场，在即时送货模式下，确定顾客和服务的最佳组合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有效地将企业的规划决策切分为多个小决定。

	经过多轮的实验和改进，团队在商业模式上达成一致，包括在精品酒店提供保健服务（例如按摩），还有在办公地点提供日常美容（就好比美甲）。这种组合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本，激发了客户购买的意愿。

	采取这种策略的话，必须找到可以被切分的决定。有时决策过程是不能被切分的。（你无法断断续续作定价。）有时，切分决策会产生额外的成本，企业应该计算风险和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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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最好的决策者？

	很多企业发现他们只需更换决策者，就可以在价值链中全面提高决策能力。企业可以：

	任命更精通业务的人做决策者。员工授权的基础是把决策权交给最了解业务的人或部门。比如，谷歌的工程师有极大的权力，可以决定企业采用什么发展项目。谷歌相信工程师比公司的高管更懂技术和审美。

	不过有时最了解情况的人并不在公司内。沃尔玛在25年前，甚至更早，就把补货的决策权部分地交给了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因为它发现供应商掌握的信息和动机更利于及时补货，并可以通过优化物流和生产计划来实现这一目标。现在，这已成为沃尔玛和大型供应商关系的“标配”。

	近年来，我们开始使用数据分析来做决策。在餐饮业，服务生通常根据时间来排班，而不是根据工作表现或个人意愿。更糟的是，在餐厅黄金时间工作的往往是表现最差的员工当值。

	为解决这个问题，波士顿杰出乔（chain Not Your Average Joe's）连锁餐厅采用了一个名为Muse的分析工具。这是由剑桥的一家初创企业Objective 
	Logistics（我们中的一个人在那里担任顾问和投资者）开发的。Muse会长时间追踪服务员的表现，根据客户的消费状况（根据账单）和客户满意度（根据小费或直接反馈）给服务员打分。通过这一工具，公司以业绩为评判标准，对员工进行排名，服务员可根据排名先后，自主选择值班时间和负责的桌号。

	尽管利用信息做决策的优势明显，但给员工、供应商或客户授权和收集海量数据会带来成本和其他问题。沃尔玛曾斥巨资建造全球最大的私人卫星网，就是为了实现数据无缝交流。公司还不得不跟贸易伙伴进行复杂的谈判和协商，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把决策风险交给有能力承担和管理它的人。亚马逊早期成功的关键是它的代发货模式，这让它在销售上百万本最畅销书籍时只需承担2000本的库存压力，剩下的就交给图书批发商和出版商。亚马逊直接把订单交给他们，由他们包上亚马逊的袋子后寄给客户。

	在这个创新模式中，跟亚马逊合作的批发商和出版商各司其职。在不清楚需求量的情况下由他们承担库存风险，而非亚马逊。因为风险被广泛分散，所有人只需要承担一小部分即可，这样相对来说更让人容易接受。

	当决策者为掌握更明确的信息，将风险转移给最有能力应对和管理它的人，这种创意极具吸引力。亚马逊早期规模太小，经济能力有限，不可能储存销售目录中的每一本书。图书批发商更适合承担这项任务，一旦亚马逊和其他上千家小的零售企业有需求，它就立刻供货。不过，这个策略要想发挥作用，必须要求风险承担者的目标和企业目标保持一致。如果出版商存心要抢走亚马逊的客户，那亚马逊模式就会失败。

	获利最多的人来担任决策者。在许多商业模式中，做关键决策的人比产业链中其他人得到的回报要少。比如，顾客们总会觉得买的不如卖的精，公司永远比自己获利更多。这是以色列滴灌技术公司Nerafim面临的困境。

	在气候干旱炎热的国家里，农民会选择滴灌方式来给作物浇水。Netafim开发了一种技术，可以根据土地含水量、盐分、地力和气象数据来调节出水量。公司向农民证明，这套技术可以让他们增收300%到500%，是一笔划算的投资。

	不过，这项技术起初根本没有市场。农民不愿意购买如此复杂的设备。他们不信任公司，认为使用这项技术需要自己承担大部分的风险。Netafim通过给农民们提供免费产品组合打消了这种顾虑，该组合包括：系统设计和安装，所需硬件和定期维修服务。等每位客户获益后，公司再从增收的粮食中抽成，以这样的方式获取利润。如此一来，Netafim承担了决策的全部风险，农民只需要接受或者拒绝有可能增收的机会，而不必承担任何风险。

	Netafim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意识到自己是这项技术的最大获益者。鉴于公司拥有专业人才和复杂的预测系统，它承担的风险小于单个农民。而且，它可以分散风险：如果一个农场没能实现增收目标，Netafim可以靠其他农场的收益来弥补亏损。如果农民从中获益，那么他们会自发地为产品做宣传；这有助于Netafim提高销售业绩，实现规模经济。

	节能企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其中很多企业为顾客提供能源管理方案，采用一切他们认为必要的节能措施，并且承担先期成本。然后公司和客户共享节省能源所得的利润。像Netafim一样，节能企业之所以能够承担风险，是因为他们更懂技术，可以预测到技术的发展。随着人们对产品抵触的减少，公司的效益也越来越好。

	不过这个方法也有不足。公司只有在相关技术稳定的前提下，才能承担更多风险。同时，也会产生其他问题：如果顾客决定将省下来的钱，开更长时间的灯，那么节能设备所带来的节能效果就会缩水，因此，节能设备厂商的利润也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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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关键决策者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当决策者们齐心协力创造价值时，他们也可以追求个人目标。

	当决策者们齐心协力创造价值时，他们必须保证在不破坏价值链的前提下追寻个人目标。因此，很多商业模式创新来源于对决策者动机的调整。有3种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

	改变收入来源。一直以来，美国国防部购买飞机时签署的都是时间和材料合同，供应商根据每次维修的用人和用料收费（以成本加成为基础），就跟汽车维修一样。不幸的是，这种模式会扭曲供应商对客户的动机；从供应商的角度，客户的问题当然越多越好。据估算，政府在购买飞机上每花费1美元，今后就需要7美元的维修费用。

	不过现在美国国防部给了供应商一个更关心引擎质量的理由。2003年，政府面临削减成本和提高性能的压力，于是决定采用成效合同。这改变了供应商的收入模式。据美国国防部解释，他们按照飞机实际服役的时间长短来付费，比如，95%按照设备报废时间付费。因此，飞机正常工作的时间越长，供应商拿到的钱就越多。

	当企业能够准确定义产品性能时，改变收入来源，使其跟决策相关方的利益相一致就是最好的方法。但是，为新飞机设置合理的性能标准和衡量指标还比较困难，因为飞机主要依靠先进的技术和材料，未知因素太多。

	同步投资回报期。一直以来，外包依靠投标竞争，确保了低廉的价格和基本过关的产品质量。中标的商家赢得了一笔短期生意，但下一次还得重新投标。

	随着海外外包业务的兴起，这种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远方的供应商在质量控制和材料可靠性上大打折扣。更糟糕的是，滥用劳工、货物改道，盗版等问题也相继出现。由于大部分外包行为属于一次性交易，合作结束后，生产商制作盗版不会被合作伙伴察觉，因此不会受到惩罚——当然，除非跨国公司因为频繁的性能投诉发现自己的品牌被侵犯，那就另当别论了。

	香港利丰集团通过创造新型商业模式改变了外包行业。新模式把外包的灵活优势与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信心结合在一起。它挑选、核查、确定供应商并给制造商分派业务，它负责管理每位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管理的内容包括产品性能、服务理念、对供应商的激励以及在人力、设备和材料上投资。由于能跟利丰集团长期合作，供应商非常有动力去为合作伙伴创造长期价值。

	但是像利丰集团这样的企业实在是少之又少。如果你的企业由于缺乏资源或值得信赖的中介，必须把特定领域或地区的业务外包出去，那么你需要直接管理这种复杂的关系。

	整合动机。企业如果没有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那就可以开发合作协议和管理系统（比如著名的平衡计分卡）来加强与独立代理商的合作，尽可能实现共同目标。这恰恰是美国医疗体系最有前景的一种改革方式：在捆绑支付的体系内，参与治疗的各方一致同意根据患者的治疗结果来衡量大家的表现。（详见“如何围绕价值设计捆绑支付”，哈佛商业评论官方网站hbr.org）。

	有时，这种合作安排非常复杂，整合操作后可以把它简化。印刷公司Quad/Graphics有大约2.5万名员工，年收益超过40亿美元。它建立了自己的医疗保险系统，在医生和医院的协助下，为员工降低了30%的医疗成本。治疗结果也有所提高：比如，Quad的女性员工剖腹产概率只有12%，而全国平均水平为26%。

	要实现完全整合可以不是一件小事。很多企业在犹豫，要不要在核心竞争力外直接进行整合。因此，我们最好将这一措施作为最后的杀手锏，除非其他方式都不起作用，我们再采取这种方式。

	按照我们这样的框架行事，所有经验丰富的管理者都可以创造出更好的商业模式。企业还可以利用这个框架改进创新环节，使其更系统更开放，再配合重新打造的商业模式，能够让创新得以持续并具有包容性。创新不再是一个个孤立、只关注内部的独立事件。当企业这样做后，它们就会发现自己具备了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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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逊持续成长历程

		
			亚马逊成立于1994年，初时的目标是在美国图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这些年来，它采用了许多本文提及的战略。

		

		

		
			1996年

		

		
			把决策风险交给有能力承担和管理它的人

		

		由于经济能力有限，亚马逊把库存的任务交给了批发商和出版社，而不是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库存。

		

		
			1997年

		

		
			整合动机

		

		由于合作伙伴跟不上亚马逊的成长速度，无法满足快速送货的承诺，亚马逊决定改变战略，建立自己的仓库。

		

		
			1998年

		

		
			寻找产品共性。

		

		亚马逊把在图书领域取得成功后，就把业务扩展到在线销售音乐、视频和游戏上，这一切都基于公司的物流能力。

		

		
			2001年

		

		
			把决策风险交给有能力承担和管理它的人

		

		亚马逊负责管理Toys“R”Us，Borders，和Target三家网站，并提供网站开发、履行订单和客户服务。

		

		
			2005年

		

		
			改变收入来源

		

		单件产品收取运费的做法让许多顾客止步不前，因此亚马逊推出了Amazon Prime：顾客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服务年费，即可享受任意金额购物免运费。这鼓励了冲动消费。

		

		
			延迟决策

		

		收购BookSurge（按需供货的图书出版社）和CreateSpace（自己出版图书、CD、DVD和录像）让亚马逊能够在摸清顾客的喜好后再做宣传决策。

		

		
			2006年

		

		
			任命更了解业务的人做决策者

		

		亚马逊彻底接管了零售商履行订单的功能，这是第三方服务的合理扩展。

		打造对冲资产组合

		亚马逊开始涉足计算服务的领域，包括储存、简单队列服务（SQS），云计算和电子数据系统。

		

		
			2008－2010年

		

		
			缩小业务范围

		

		亚马逊通过并购缩小了业务范围，提高了效率：Diapers.com（婴儿消耗品）和Zappos（零售鞋）。被并购的零售商依然独立运营，以保持高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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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兰·吉洛特拉（Karan 
	Girotra）是法国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技术与运营管理专业教授。谢尔盖·奈特西（Serguei 
	Netessine）是新加坡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全球技术与创新的蒂姆肯讲席教授。两人合著有《风险驱动型商业模式：四个问题定义你的企业》一书，2014年由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出版。







	特写 Feature

	

	




Managing 
	the“Invisibles”

	珍惜公司“隐形超人”

	大卫·茨威格（David Zweig）| 文

	康欣叶 | 译　安健 | 校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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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精英部队中，有一部分员工并不追求高官显爵，只享受工作本身带来的快乐。领导者应创造公司鼓励的企业文化，帮助这些“隐形超人”大展拳脚。

	

	

	
		核心观点

		“隐形超人”是何人　如今，每个人都热衷于自抬身价，自我推销成为众人追捧的行为。然而，仍然有一些才华横溢的专业人士，喜欢在聚光灯之外默默无闻地工作。

		尽管“隐形超人”存在于各行各业，他们有三个共同点：他们对赞誉抱以矛盾心态；他们对工作精益求精；他们勇于承担责任，并乐在其中。

		

		


		管理的挑战　“隐形超人”并不热衷于自吹自擂，但他们默默地为组织做出了许多贡献。管理者需要了解他们是谁，以及如何让他们发挥作用。

		

		


		核心建议　给予隐形超人应得的肯定。公平公正地奖励他们。最重要的是，确保他们的工作内容能够从内在激发他们的兴趣。这样做的回报远不止于留住这些人才。“隐形超人”敬业与追求卓越的态度将融入到你的组织文化中。

	

	

	管理者容易把隐形超人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如果不能完全理解他们所想，给予他们渴望的，你就可能失去这些精英，连带失去他们的潜在价值。

	2004年10月，名为Lab126的特殊项目启动，为期3年。它的目标是开发一台能够掀起产业革命的设备，这吸引了大批资深工程师加入。项目进行到1年时，这家巨型科技公司引进一家外部公司，负责创造该产品的重要元素：名字。

	这家外部公司的负责人名叫迈克尔·科罗南（Michael Cronan），他最后挑选了一个意为“点燃，激发”的名字。聘请科罗南的公司就是亚马逊，而产品就是Kindle电子阅读器。许多人理所应当地认为，给产品起名字只是研发中的随意之举。然而，亚马逊的CEO杰夫·贝索斯不这么认为。“杰夫希望产品名称能够展现阅读的未来，但要‘润物细无声’，而不是以一种浮夸的方式。”

	卡琳·希布玛（Karin Hibma）在接受设计记者史蒂文·赫勒（Steven Heller）的采访中这样说道，她既是科罗南的遗孀，也是他曾经的商业伙伴（科罗南于2013年去世）。产品名称除了要朗朗上口，还要为后期诸多衍生产品预留空间。“科技感太强或者老气横秋的名字，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希布玛进而引用伏尔泰的名言，“书中的知识犹如薪火相传。我们从别处取种，在家中点燃，传递给他人，知识就这样被所有人共享。”

	迈克尔·科罗南在潜心研究后，创造出诸多深深根植于美国文化的产品名称。上百万消费者每天看到、说到、想到它们，却浑然不觉。（科罗南早期的作品包括TiVo，这个设备在今天少有人使用，但是这个名字已经用来表示“录制电视节目”）。迈克尔·科罗南这个名字更鲜为人知。我在与接手科罗南公司的希布玛聊天时，不断强调她所做的工作是多么意义非凡。毕竟，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发明出如此深度融入文化，并且流传甚广的词汇。她承认，在与科罗南乘坐飞机时，当看到周围的人手中拿着的Kindle，她“有时会跟邻座的人说，‘我跟这个产品的名字有点渊源’”。但通常情况下，人们都报以狐疑的眼光，“没人在乎这些名字的由来。”她说。

	迈克尔·科罗南就是我所谓的“隐形超人”的杰出代表。他们是能力极强，专心投入的行业专家，能够轻易取得受人瞩目的职业成就，但是他们更喜欢躲开聚光灯，默默无闻地工作。每个行业都有隐形超人，例如担任过众多全世界摩天大楼的首席结构工程师的潘子强（Dennis 
	Poon）。每当我们看到一座宏伟建筑时，我们通常会将之与楼宇结构和建筑师联想在一起。但是，如果没有潘子强这样的工程师，摩天大楼根本无法存在。在我结识的隐形超人中，还有一位联合国的高级口译员，一位世界著名交响乐团的调音师，一位曾帮助Calvin 
	Klein，Hugo Boss，Tom Ford等众多品牌调制畅销香水的香水师，还有一位核实新闻真实性的专员。（当你读到一篇出色的文章时，你何曾感叹过，“这条新闻核实得真棒！”）

	为寻找隐形超人，我周游了美国、欧洲和亚洲。我新书的主题是探讨他们隐身的动机。但在写作过程中我意识到：隐形超人对管理者是一种挑战。因为他们不渴望褒奖，也不会花费时间自我推销，所以管理者容易忽视他们。但是，如果不能完全理解他们所想，给予他们渴望的东西，你就可能失去这些精英，并且失去他们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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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形超人”是谁？

	我们或许以为领导董事会的那个人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实际上，大部分责任由一些不为公众所知的人承担。

	我遇见的许多“隐形超人”都是行业翘楚，他们负责管理复杂的运营流程或成百上千的员工，多数人收入丰厚。我希望了解的是，在这样一个人人自我推销，想要拔得头筹就必须拥有一个“品牌”或者“平台”的时代，这些技艺精湛的专业人士为何甘做无名之辈？为何他们面对艰巨工作时充满自信，却丝毫没有名利心？尽管“隐形超人”所处行业不同，但是我发现他们拥有一些共同特质，核心有3点。

	面对赞誉时的矛盾心态。在不同程度上，我们每个人在工作时都有默默无闻的时刻，但是大部分人渴望被认可，那是我们追求自我价值的表现。隐形超人对此则不以为然。对他们来说，与其浪费时间追求赞美与名誉，不如把时间放在重要且有趣的工作上。事实上，他们对赞誉的看法异于常人：他们工作得越出色，就越隐于市，只有出现问题时才现身。我和潘子强约在即将完工的上海中心大厦见面，那是中国最高，世界第二高的大厦。潘子强参与了世界前五高大厦中三栋的建设工作，上海中心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一家全球工程公司任总监，过去几十年，在所处领域中享有盛誉。不难想象，他是所在领域中备受瞩目的明星，深受同行尊敬。隐形超人的标准与曝光程度无关，而关乎动机。正如我采访过的其他隐形超人，潘子强对赞誉抱有矛盾心态。

	支持这一判断的是，在谈及工作时，他倾向于使用代词“我们”而非“我”。尽管他管理大量员工，并且需要对造价数亿的项目负责，但他却很自然地把自己看做团队的一分子。当我们站在千米之上、尚未完工的楼层上，环视建筑工地上一片繁忙的景象，远眺周围壮丽的景色时，我忍不住赞叹他对于这栋宏伟建筑的贡献。我心生疑问，像潘子强这种位高权重的工程师，对摩天大楼做出的贡献不亚于设计师，但是只有“明星建筑师”才受人关注，这不是很奇怪吗？听到这个问题，他以近乎反感的口吻回答，“我们只是结构建筑师。”紧接着，他列举出其他参与大楼建设的成员。他不只认为自己只是该专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且认为自己的专长只是大楼设计与建设中众多环节中的一环。

	让我们回到迈克尔·科罗南的例子。我曾问过他的遗孀，他的作品如此出众却不为人知，难道他不曾有一丝失落，甚至愤愤不平？她的回答是，“正相反，他享受做无名氏。”只要他的作品没有受到大众冷遇，而是自然而然地融入人们的日常语系，毫不费力地与产品或品牌维系在一起，他就知道自己成功了。令科罗南感到满足的，正是工作本身。

	人群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名人，比如电影明星、体育健将，行业领军之类，同样会对赞誉抱以矛盾心态。我采访过一位代笔人，他曾受雇于多位名人，对他们的人生故事颇为了解。他声称，这些名人努力背后的动力，不是追求名誉，而是追求卓越。不能否认，那些真人秀节目的明星通常以追求公众关注为动力；但是对于那些成就颇丰且受人尊敬的明星，名声只是作品的附产品，而非终极目标。

	精益求精。大卫·阿佩尔（David Apel）研制过诸多畅销香水。置身于阿佩尔装潢典雅的办公室中，环顾天际线的风景，玻璃办公桌上的最新款电脑，以及现代感极强、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座椅，任何人都可能认为这不过是大都市中一位专业人士的办公室。然而，有人会注意到几个不寻常之处：摆在办公桌上的几个棕黑色玻璃瓶，极像18世纪医生使用的药瓶，或者疯狂科学家使用的化学药剂瓶。后者更符合实际。阿佩尔并非学术意义上的科学家，而是一名深谙科学知识又苛求完美的艺术家。

	在阿佩尔晋身这一显耀位置之前，他在实验室中渡过了大量时光，将科学药剂混合在一起，积累了大量化学知识。柠檬烯，萜品烯，龙涎呋喃这些学名在他口中翻转，彷如在脖子上喷洒Ralph 
	Lauren Blue（他创造的香水之一）一样轻而易举。为了创造新的香型，阿佩尔花费数月时间，反复试验，不断完善香水配方。一些香水由多达百种配方调制而成，每个配方的计量单位小到百分之一克，甚至千分之一克，因此每种排列组合都需要严格的记录。阿佩尔向我展示过一些手写的表格，在电脑普及之前他的工作完全依靠它们。这些表格仿佛出自一丝不苟的会计，纤细的数字密密麻麻地堆满了方格，对应着如“波旁香根草”或“胡椒醛”这样艰深晦涩的学名。

	“精益求精”是这些隐形超人普遍具备的特质，并且是他们恪守的职业准则。在我对他们的访谈中，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这个词。但只有亲眼见到他们的工作状态，这些特质才更加彰显，引发共鸣。

	享受责任。我早期采访了许多位麻醉师。和许多隐形职业不同，每个人都了解麻醉师这个职业，并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但是，一位医生曾经告诉我，“如果你想收到患者的礼品，那你千万别考虑从事麻醉专业。”患者永远不会忘记哪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做了胆囊切除术，但是不管麻醉师的表现多么完美，他们从来不会被人记起，除非出现手术事故。然而，麻醉师掌控者病人的生命。“在电视剧里，外科医生永远是手术室中的老大，这非常可笑。因为在现实中，碰到突发事件，外科医生通常是手足无措那个，他们会转向我来寻求信心。我的职责是稳定军心。”阿尔贝特·斯卡尔马托（Albert 
	Scarmato）这样说道。他是一位麻醉师，就职于新泽西州CentraState医疗中心。“我热爱这份责任”，他补充道。

	潘子强参与施工的地标性建筑物除了肩负着国家荣誉，还与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保证大楼牢固性的责任人，他每天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任何计算或设计上的疏漏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类似地（尽管程度没有那么严重），迈克尔·科罗南需要对客户投入到新产品或品牌重塑的数百万美元开支负责。设想一下，当你受到亚马逊这样市值上亿美元公司的委托，帮助命名下一代拳头产品时，你如何对抗这种压力？“因为我们的好奇心”，卡琳·希布玛这样回答。“如果你将恐惧感转变为好奇心，那么你就会以创造奇迹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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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隐形品牌吗？

		
			品牌的个性鲜明迥异，至少营销人员追求这样的效果。隐形超人的特质，是否能以一种真实又拟人的方式，运用在一些特定的公司或产品上？

		

		

		在比个人文化还浮躁的商业环境中，品牌应如何在实现定位？“公司和品牌需要知道，如果不向人群大声吆喝，要用什么方法独树一帜。广告插播已经失效，至少它的影响力已不如前。”迈克尔·勒波维茨（Michael 
		Lebowitz）说。他是Big Spaceship的创始人兼CEO，公司客户包括宝马，梦工厂，Youtube等公司。

		什么是“隐形产品”？“比如Sharpie牌记号笔。”勒波维茨回答。“倒不是说没有人知道记号笔是何物，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人会说它是伟大的产品。它可以是极受大众欣赏与青睐，但是默默无闻的产品。品牌反映产品制造者的精湛工艺与专业水准。”为了从不同背景审视这一现象，让我们想想参加派对的不同类型的人。有的人是派对的灵魂人物，也有的人喜欢更深入地，在小圈子里或一对一地交流。“你不可能和一整屋子人深入交流。”勒波维茨说道。“一些品牌讲究专业性。你无法长时间浅层地讨论专业问题，还想让人们产生共鸣。这并不是说你不应该向大众发言，但你在做的时候必须符合‘安静的专家’的形象。”

		最终，品牌需要理解“声誉”的微妙含义。“在电视时代，你要做的是挤进大型电视节目”勒波维茨说道。“现在你需要深度理解品牌的含义，创造合适的调性和行为。”他指出，对于多力多滋（Doritos，玉米片品牌——译者注）品牌，隐形特质就不适宜。但广泛来说，还有许多值得品牌学习。“品牌往往倾向做得越来越多，基于‘我们要大做广告，让人们多注意到我们，才能大卖’的直觉。有时那的确是有效和适宜的方法，但并非总是如此。”勒波维茨观察到，独家性——自己比他人知道的多，或者从属一个小团体，是一些品牌实现定位的重要方式。这确实与广告的性质存在内在矛盾，但至少有一点是商业世界可以汲取的：市场营销，对于某些特定品牌来说，不一定是以引人注意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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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躁年代的文化

	到此为止，隐形超人对管理的挑战已经显现出来。他们对组织至关重要，他们扶持他人进步，提高整体业务水平，但是要想留住这种人才，鼓励他们保持最佳状态，寻常的鼓励机制对他们不会产生作用。他们对公司是否构成挑战？是，也不是。

	一方面，隐形超人是客观存在，他们通常在组织中扮演关键角色，推动公司的蓬勃发展。但是他们容易被管理层忽视，因为传统的评估方法依赖于可视化指标与业绩。

	另一方面，隐形超人自成一派，他们对公司构成的挑战值得花时间研究。因为在这个过度自我推销的时代，他们越来越卓尔不群，也越来越具价值。如果过去的管理者容易忽视他们的需求，在今天就更容易忽视他们的存在，尤其在其他雇员高调自我夸耀的光芒下。自我炫耀蔚然成风的浮躁年代，我们难以察觉那些真正高水准却悄无声息的成就。

	人们对关注这件事有着不同的追求，在今天，大多数人拥有自我推广的渠道。生活在1000年以前的某位农民或许也期望成名，但是他的平庸注定了这是奢望。随着过去几年科技的进步，成名美梦更容易成真。自从纸媒体出现，沟通产品不断升级迭代，每一代产品都成为个人影响力的扩音器，而且成本越来越低，声音越来越大。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放大了人们对关注度的渴求。

	此外，社交媒体的运作方式激发了我们对关注度的追求。在社交媒体的世界中，“赞”和“喜欢”的数量是丈量成功度的标尺。某条评论激起多大反响，远比它本身的质量重要。Google一下“如何让一个帖子蹿红”，你会在上百万条搜索结果中看花眼。无论是教你自媒体营销的网站，引用“研究数据”的传统媒体视频，还是类似乔纳·博杰（Jonah 
	Berge）的著作《传染：一夜爆红的秘密》（Contagious: Why Things Catch On），它们都声称破解了流行的密码。尽管对这个空间的兴趣，主要出于推广品牌或产品的商业目的，但其中潜藏的信息是，“你是你最重要的品牌”。对隐形超人来说，这种趋势尤其令人不安。某次，在一家出版商的选题会上，一位编辑向我袒露，她老板最近的做法令她焦虑与不满，因为他催促自己开博客和推特以增加曝光率。“我是编辑！”她愤怒地说，“我们的工作从来都在幕后！”

	雪莉·托克（Sherry Turkle）是MIT科技与自我创新中心（Initiative on Technology and Self）主管，她认为，过分在意自己的品牌使人们焦虑和不开心，继而越来越寂寞。她著有一书，名为《集体性孤独：我们为什么对技术越依赖，对彼此越疏离》（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托克发现，我们在产生想法和情绪的过程中就开始与他人分享，这些想法和情绪定义了我们是谁。但问题是，我们不再拥有独处的能力，以及处理情绪的能力。她补充说，“如果缺乏这种能力，你必须依赖他人才能打起精神。”过去许多年中，公司与学校的文化都偏袒开放与外向的性格。但是，为数众多的研究者和作家都指出，许多人在独处的时候表现最佳，包括苏珊·凯恩（Susan 
	Cain）的分水岭式畅销书《安静：内向性格的竞争力》（Quiet: The Power of Introverts 
	in a World That Can’t Stop Talking）。头脑风暴与紧凑的座位安排受到公司追捧，但这些尝试通常都不会带来好结果，它们只会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嗓门最大的那个人身上。

	内向型员工的安静与工作为重的踏实，与以上种种喧嚣形成鲜明对比。在很多组织中，他们中和了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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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者首先需要识别团队中哪些成员是隐形超人，结果可能超出你的预料。

	自我推销通常被虚伪的谦虚所掩盖，这种行为既常见又令人厌恶。因此，“隐形超人”在组织中颇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如果你希望留住这类人才，传统的奖励制度或许不那么好用。尽管追求认可从来不是“隐形超人”的目的，但是组织需要承认，他们是模范、领袖，口碑极佳的团队成员，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满足感，提升整体绩效。

	首先，管理者需要识别团队中哪些成员是隐形超人，结果可能超出你的预料。结合雪莉·托克的研究，以及我的书中丰富的证据，我发现许多人迫于压力加入自我推销的阵营，但他们极不情愿。不管是在文章中出现的，还是研究中受访的隐形超人，他们很多人都表示了“退居幕后”的强烈意愿，希望集中注意力在工作上。让他们做出有违天性的事，与周围浮躁的人竞争，他们自然会感觉懊恼、焦躁，甚至厌恶。（在此提醒一下：不要认为所有低调的员工都能达到“隐形超人”的工作水平，也切勿认为自我推销的缺失意味着敬业。）

	尽管自我推销受到社会的鼓励与推崇，它仍然背负一定程度的恶名。正如电台司令乐队（Radiohead）主唱汤姆·约克（Thom Yorke）所唱道的，“是野心让你面目狰狞”。这种矛盾使人们进退两难，他们一方面要推销自己，但还要不动声色。你必须意识到，许多员工面对这种现状无所适从。但你可以通过提升隐形超人在组织中的价值，纾解员工这方面的烦恼。

	此外，管理者需要明确，团队是否需要多一些“隐形超人”？埋头苦干并不适用于所有职位。作为一名作家，我非常乐意在不同场合中宣传我的新书，如果我不爱“出风头”则会损害出版商的利益。在一些职位上，我们确实需要明星式的感召力。但是在这个狂热追逐聚光灯的时代，你的团队或许需要多一点“隐形超人”的道德感与卓越。如何做到？改变企业文化也许是个宏大工程，但它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尽可能利用各种渠道，发出信号，表彰组织希望看到的典型，提拔以身作则的领导，这样员工就能清除地认识到，自吹自擂不会带来什么好处。“隐形超人”和其他职场人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分界线，他们只是身处某一范围中的另外一端。建立新的文化常态会把员工向那一端引导。

	对“隐形超人”实施公正鼓励机制尤为重要，尽管这并非易事。“隐形超人”不热衷于自我推销，不代表他们没有认清自己的价值。相反的，你可能需要调转一下明星员工和隐形超人的薪资水平，因为对于追逐镁光灯的员工来说，认可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报酬。

	你可以设立明确的日程以及形式，让员工每月或每周通过邮件汇报自己取得的成绩，这样一来，你就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到每个人的所作所为。这种政策或许与管理者的“开门政策”相悖，但是，通过这一正式流程，那些成绩卓著但不太习惯引人注目的员工会感觉更自在。对于其他员工，这种政策能够营造更好的团队协作氛围，人们不用费尽心思赶超他人，反而更容易与他人协作。沃顿商学院著名教授，畅销书《得与失：为什么帮助他人能成就自己》（Give 
	and Take: Why Helping Others Drives Our Success）的作者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认同这种举措，“如果安排员工隔一段时间汇报一次成绩，那么自我推销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这样员工可以用多出来的精力为组织作贡献，而非维护自己的形象。”他还认为，通过上述举措，组织能够识别出自私自立，绞尽脑汁进入管理层的员工，为那些更慷慨无私的员工打开升迁之路。

	更重要的是，管理者应该思考，如何增加工作的内涵。隐形超人在乎的是，如何提升技术能力，在可以大展拳脚的环境下工作，以及认清工作的意义。2013年《纽约时报》一篇有关就业市场的文章中，原花旗银行产品经理阿莱克斯·塞西尔（Alex 
	Cecil）这样阐述他离职的原因：“我很擅长我的业务，但我并不热爱我的工作。在头两年，我误以为得到领导的赞美就是满意自己的工作。”隐形超人和其他员工一样，希望获得丰厚的报酬。但是商业心理学以及相关的自我决定理论证实，例如金钱或赞誉这种外部奖励用处有限，有时甚至会起反作用。如果你希望留住隐形超人，并鼓励其他员工以他们为榜样，那么内在奖励至关重要。这方面的范例是Google的“20％自由时间”政策（已于2013年8月取消——译者注），员工可以利用一部分工作时间忙于本职工作之外的事。从创新角度来说，内在奖励使公司获益良多，便利贴的发明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例子。但是，内在奖励能够全面带动最优秀的员工，这种益处不那么显而易见，但它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此外，管理者要考虑组织架构，办公室设计等因素。是把职能相似的隐形超人安排在一起工作，还是分散到不同地方？给他们独立的工作空间，还是把他们放到一个开放式空间？我给出的根本建议是，你应该与隐形超人沟通，了解什么形式最适合他们。在与诸多专业人士会面，并阅读大量心理学、社会学和商业著作后，我意识到，隐形超人通常酝酿着宏伟计划。这些人的人格特质通常与成就及人生满足感有着极强的关联。

	因此，我们会继续对科罗南这类人进行研究，了解他们的工作习惯以及偏好。这将对许多专业人士大有裨益，也使他们所在的机构获益。我在采访卡琳·希布玛的时候意识到，她和很多人一样，是幕后英雄背后的英雄。正如我在文章导语中介绍的，在科罗南的讣告中，他被誉为TiVo和其他许多伟大产品名称的创造者。但是科罗南背后有一整支团队，其中就有希布玛。“当我开始与迈克尔合作时，我决定用科罗南的名字，而非科罗南设计或者其他名称来推广公司”，她感觉科罗南的名字本身的影响力足矣。对她而言，她和其他成员受到的关注很少，但这并不重要。她只在乎最终结果是否最优，并且满意自己在幕后的位置。她说，“许多人认为科罗南只代表迈克尔本人，但它从始至终都是一家公司的名字。”

	

	
		海外隐形超人

		人们可能认为，引人注目是人类共同的需求，但是一些文化却提供了相反的证据。在许多亚洲国家，尤其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出风头是惹人讨厌的行为。想想中国谚语：“枪打出头鸟”。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信奉的哲学爷大定理（Janteloven）也有类似表述。塔季扬娜·佛提米斯特（Tatyana 
		Fertelmeyster）是一位跨文化沟通咨询顾问，为非盈利组织和安永、波音等跨国企业提供服务。她告诉我：“通常情况下，俄罗斯人不会自我推销。”她还指出，美国员工通常等不到正式审核就开始向老板自夸自己的功劳，这种直白的行为在俄罗斯并不常见。

		我并不是说集体主义的态度更好，但是我们要意识到，盛行于美国的处世态度并非不可避免。文化可以互相影响，最终形成最优的混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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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茨威格是一名生活在纽约的作家兼讲师。本文基于他的新书《职场隐形超人：自我推销时代中无名氏的力量》（Invisibles: 
	The Power of Anonymous Work in an Age of Relentless Self-Promotion），2014年由Portfolio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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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tainability in the Boardroom

	耐克经验：董事会推动可持续发展

	林恩·潘恩（Lynn S·Paine）| 文

	熊静如 | 译　柴茁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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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很少注意到董事会在耐克可持续发展战略变革中发挥的作用，也很少提及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的作用，耐克独创的这个董事会级别机构，把企业的责任和承诺落实为制度。

	

	

	
		核心观点

		问题　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企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对基业长青的重要性，然而在董事会里这些问题却鲜有人问津。

		

		


		解决方案　为应对气候变化、水污染、腐败、福利不均带来的挑战，耐克的董事会于2001年建立了企业责任委员会。

		

		


		结果　耐克的经验表明，企业责任委员会在至少5个方面对企业有益：可作为专业技能和知识的来源；参谋、建设性批评者；驱动问责制；激发创新；成为全体董事会的资源。

	

	

	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0%的美国上市公司设有独立的企业责任或可持续性委员会。

	一家快速发展的运动服装生产企业正要召开年度股东会议，这时，会堂后面突然出现一群劳工维权人士。那帮维权者一直在抗议该企业在亚洲合同工厂的恶劣劳工条件。该公司CEO正在与一位女董事交谈，看到这一幕后，他转向该董事，直截了当地提出：一旦发生冲突就由她来主持会议。当抗议者穿过会场涌到主席台时，CEO迅速把这位董事推上了主事之位。

	虽然企业董事们平时会遇到不少商业难题，但很少情况下会碰到公开维权示威事件。1996年，吉尔·康威（Jill Ker Conway）在耐克年度会议上就意外遭遇上述一幕。她是史密斯女子学院前任校长，并以业余运动员自居。1987年，康威因其在妇女问题上的专业研究和对学生的深入了解，被耐克公司董事会主席、后来出任企业CEO的菲尔·奈特（Phil 
	Knight）招进董事会。

	幸运的是，尽管康威临危受命，但她却并非毫无准备。早在这次股东会前几个月，她就曾向奈特提议，要在股东会上讨论合同工厂里的劳工问题，她认为至少应有一位董事率先提出这个议题。刚好康威要回澳大利亚一趟，于是她主动提出顺路视察耐克在东南亚的合作工厂。得到奈特的首肯后，她造访了第一家工厂，并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密集视察多家工厂。因此，当劳工组织的领导和股东们展开激烈讨论时，康威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积淀来主持讨论。其后，她又在正式的研究活动中提出相关建议，这后来成为耐克早期企业责任举措的基础。

	正如菲尔·奈特1998年所言，耐克曾被贴满“低工资”、“强制加班”和“滥用职权”的标签，不过现在它早已转型，社会和环境问题成为企业创新的催化剂。虽然描述耐克转型历程和企业责任的文章数不胜数，但人们很少注意到董事会在这次转变中发挥的作用，也很少提及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的作用，耐克独创的这个董事会级别机构把企业的责任和承诺落实为制度。

	董事会虽然参与主流企业治理的讨论，但大多数董事会成员却一直在企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保持沉默。我们尚不清楚沉默背后的原因。但是，全球范围内严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给企业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迫使他们为此承担起责任。这可能部分导致了过去10年间人们对一系列问题的强烈关注，包括财务报告、管理层薪资水平、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后的董事会领导力、2008年金融危机，还有多德－弗兰克法案。尽管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取得了成效，不过却忽略了其他方面的管理。

	考虑到人们对商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日益关注，还有企业持续价值创造的重要性，董事们应该扪心自问：他们对这些领域的监管是否到位？近期的调查显示，美国不足10%的上市企业董事会设有委员会，专门负责企业责任和可持续性。耐克的经验告诉我们，企业责任专设委员会对大多数董事会而言，至少在5个方面有益：专业技能和知识的来源；参谋和建设性批评者；推动建立问责制；激发创新；成为全体董事会的资源。我们将在下文详述耐克的企业责任委员会如何发挥上述作用。

	

	专业技能和知识的来源

	首席执行官们在招募董事时通常看重的是对企业有益的经验和人脉，很少要求他们懂得社会责任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其实，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人脉，对企业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其他领域。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大学校园曾爆发多起针对劳工问题的抗议。耐克很幸运能够拥有康威这样既了解学生群体，又精通企业社会影响的董事。而这份幸运并非偶然。康威加入董事会的时候，耐克正努力恢复初创10年时的发展势头。奈特计划为董事会带来新思想和经验，因而才招她进董事会。董事会原本主要由耐克创始团队的亲朋好友组成，现在第一次有人以创新和创意专家的身份加入进来，堪称一个罕见的例外。

	事实证明，随着康威的加入，董事会一举在地域、性别、经验、网络和知识等方面实现了多样化。所以，1996年抗议者们踏入股东会场的时候，康威深谙情况的复杂性：抗议只会逐步升级，而改善工厂条件则需要时间。

	康威是研究19世纪英美两国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现象的权威。她对工业化给女性生活带来的影响有深入了解，恰好她视察的工厂大多处于工业化阶段，因此她能够充分掌握信息，做一位称职的观察者。1998年，耐克雇佣玛利亚·艾特尔（Maria 
	Eitel）担任首位企业责任副总裁。康威和艾特尔促成了耐克与国际青年基金会的合作——双方共同创建非营利组织，主要研究对象是工厂里的年轻女工。他们采访了6.7万名员工，采用母语对话和非现场采访的方式，以便让他们畅所欲言。如果没有康威调用全球女性组织网络和大学教员的能力，以耐克当时的口碑，是很难接触到这些群体。

	2001年，康威提议创建董事会级别的企业责任委员会。她希望董事会不仅仅参与解决威胁到耐克在核心客户间声誉的劳工问题，还应参与一些没有上升到董事会层面的问题，主要跟健康和环境相关。公司内外已经开始注意这两个问题。奈特对康威的想法表示支持，要求她出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康威接受了这一委任，但有一个前提：奈特必须出席所有会议。康威用这种方式确保企业责任委员会不被边缘化。她回忆说：“当时，所有人都想加入这个委员会。”人们知道，加入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和奈特对话。

	康威推动建立的多元化专家委员会，或许是碰巧解决了耐克20世纪90年代面临的企业责任问题，但是董事会大可不必认为解决问题只能靠运气。找出企业的首要责任、识别企业可能面临的关键问题，可以为委员会提供非常有价值的知识与经验领域。企业在设立专门委员会时，招募的成员应该对利益相关者的期待和企业的治理标准有所了解，此外，想象力、开放的心态，以及对创新的兴趣同样重要。

	比如，委员会网罗的专业人才能够反映出企业常年存在的劳工问题，以及当下对可持续性与创新的关注。委员会包括一位有生物科学和环境教育背景的大学校长、一位前大学篮球教练、一位视创新为企业生命的CEO、一位已退休的媒体企业高管和大学理事，还有为耐克董事会服务40年的前诉讼律师。

	

	参谋和建设性批评者

	耐克或其他企业所面对的企业责任问题复杂多样。比如：供应链上的一次劳工事件、一次有争议的信息披露、一场组织结构变革、一个投资新环境技术的提议。委员会可以提出有深度的问题，给出建议、提供视角、找出解决问题的着力点、提出替代方案，从而带来大量新理念，挑战固有管理思维。

	2009年间的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当时委员会面临一个棘手状况——洪都拉斯的两家承包商关门停业，在没有提前通知、没有支付遣散费的情况下，1800名员工被遣散。按照当地法律，这些员工应获得约200万美元的遣散费。在法律层面上，这笔遣散费应该由承包商买单，而不是由耐克负责。因此耐克公开表示不会承担这笔费用。但是，由此招致的抗议之声从大学生团体蔓延到整个美国，他们要求耐克代下属承担未尽的义务。

	这次由康威主导的讨论非常激烈，委员会认为耐克不应为承包商的失责买单，也绝不可以开此先河，但如何在这个前提下帮助那些被遣散工人呢？委员会左思右想，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过后，管理团队决定重新思考耐克的定位，最终他们制定了极具创意的方案：由洪都拉斯政府支付遣散费，而耐克则投资150万美元创建一个劳动救济金，并为下岗工人提供职业培训和健康保险。

	即便委员会讨论再次重申了企业的大方向，它依然可以找出管理理念中的优势和劣势，发现至关重要的沟通与执行问题。这一点在2011年和2012年耐克制定新一代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得到了体现：在过去近10年的时间里，耐克公司多次针对合约工厂的劳工条件、环保物料的使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供应链上的有毒物质排放等制定目标、发表宣言、汇报进展（这些问题在2006年之前一直被归在“可持续性”主题下讨论）。2011年，此前设定的目标已基本完成，管理层希望为企业的各个业务和职能部门设定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把公司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发展战略和日常运营工作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个特别小组与整个耐克集团的管理者和专家携手合作，耗时6个多月明确了潜在的目标领域，并为各个领域设定可衡量的目标。该小组在流程方面提出了很多建议，分享自己的方法，得出一份目标草案。委员会给出了一些反馈：质疑目标是否足够宏大，是否现实可行。有些董事怀疑设置的衡量指标过多，或许还有更广泛的目标，某些领域更适用宽泛而非具体的目标；还有些董事则想知道需要考虑的因素以及权衡标准。最终，特别小组的目标草案通过了委员会的压力测试。委员会虽然没有修改草案，但详细的询问和审查确保草案背后的思考足够深入可行。此外，它还让特别小组预览了一下公司内其他人可能出现的反应。当然，董事会级别的委员会尽职尽责，这让团队在推进的过程中更为认真。

	委员会之所以成为参谋，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眼光独到，这有赖于其成员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耐克委员会5个成员中有4个的工作职责与所讨论的问题领域无关，这意味着他们属于第三方，观点具有客观性。但同时，他们忠于公司、关心公司，承担着保密职责。公司内外各司其职，但都成为了建设性的批判者——这是所有优秀管理团队都需要的，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时。

	

	问责制驱动者

	在委员会讨论出具体行动方向之后，还可以找出关键的沟通和执行挑战。

	企业责任委员会新成立后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监督耐克完成第一份独立的企业责任报告，接下来还将继续监督企业责任和可持续性方面的公开报告。此外，委员会还会通过一系列其他活动建立问责制。委员会每年举行5次会议，与整个董事会的常规会议并行。会议时间通常是两个小时，委员们用会议的前半段时间评价耐克公司在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以及代工企业的表现是否符合耐克公司的标准。会议的重点在于评价公司的表现趋势，而非这些表现是否合规审计。合规审计由一个具备企业审计职能的群组来做，该群组向CFO和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汇报。

	管理团队用耐克的“工厂评级系统”得出数据，以便委员会用来评估与追踪工厂的表现。这个系统包含多种评分指标，除了传统的产品质量、成本、配送，还包括员工以及环保的表现。每次开会，委员会都会参照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进展势头检验当前评分，阐明最为迫切的问题，努力找出改进的机会。

	身居要职的高管们会直接参与委员会的工作，指导上述监管工作。奈特兑现了2001年时对康威的承诺，亲身参与了历次会议。现任CEO马克·帕克（Mark 
	Parker）也是如此。负责企业责任的高管们从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就一直紧密相随，从最初的艾特尔到如今的汉娜·琼斯（Hannah Jones）概莫能外。2009年，为了使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更加深入人心，第二位高管埃里克·斯普龙克（Eric 
	Sprunk）以联络员身份加入委员会。斯普龙克是当时的销售与产品副总裁，如今担任首席运营官。

	董事会层面的转变引发了企业层面的变化，比如引入双重汇报线——企业责任群组，与财务、创新、供应链等关键业务功能。企业责任群组的工作从实现日常运营监督转变成构建更加可持续的基本商业模式。群组的名称从“企业责任”改为“可持续商业与创新”，体现出任务方向的转变。此外，该群组还建立了SB&I实验室。实验室的很多成员都具备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经验，负责寻找外部技术和合作关系，以此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

	委员会建立问责制最有效的方式，或许就是与企业高层以及不同业务领域的管理者开展常规会议。委员会会议后半程的讨论通常围绕着SB&I实验室或某个业务部门的某一特定策略或活动来进行。

	按照2009年开始执行的规定，职能部门或业务单元主管至少每18个月要向委员会汇报一次，阐释他们的战略如何与SB&I的战略相契合，以及他们部门的量化指标如何体现这种一致性。耐克的CFO唐·布莱尔（Don 
	Blair）说，向委员会汇报、接受委员会成员质询的经历“让部门领导在执行任务时思路更加清晰”。

	

	激发创新

	耐克委员会的一个作用是支持创新，特别是建设更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的创新。

	耐克企业责任委员会有一个出乎意料的作用：为创新提供支持和鼓励。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逐步改善运营商，更体现在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型上。对耐克而言，这意味着企业在面对资源短缺、气候挑战、人口结构变化等日益严峻的宏观环境变化时，依然可以持续成长。

	康威与艾特尔发起了代工厂研究，采用战略性的路径改善工作条件。他们意识到除了耐克之外，供应链上的其他角色对于持续成功将至关重要。企业必须把社区团体、政府当局以及外部专家动员起来去解决问题，不论问题是来自当地机构和基础设施，还是耐克本身。由于许多代工厂同时也为别的公司生产产品，所以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参与也很有必要。

	2001年时，高层管理者问委员会：耐克是否应当披露工人采访项目的结果？委员会给出了肯定回答。他们希望形成更广泛的参与，以便更大范围的改善劳工条件。同样地，琼斯在2005年提议公开耐克代工企业的名称和地点时（这些信息通常被视为高度机密），委员会也给予支持。有些人害怕此类信息披露会将耐克置于不利之地，容易让竞争对手挖走供应商。但是琼斯认为，信息披露利大于弊。它可以让耐克的批评者看清工厂状况；让耐克与使用同一代工厂的其他企业携手合作，统一安全监测、分担成本、使用统一标准，从而在整个行业范围内改善劳工条件。

	最初的几年里，委员会花费了大量时间提出建议，或用康威的话说就是“四处灭火”——应对供应链中的一个个独立事件，比如违背劳动标准，以及影响健康、安全或环境的重大问题。管理层已经在着手开发更为精准的系统，来检测工厂是否有违背耐克行为规范的现象。委员会的工作也随之聚焦于监控这些系统。一旦发现系统找出的某个违规事件背后反映出更大的问题，委员会就会进一步推进，着手解决。

	2005年，管理层组成为期18个月的特别项目小组，专门研究反复出现的过度加班问题。他们发现，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不只出在工厂本身效率低下，还与耐克有关——耐克常常会因为需求变动而突然改变材料要求和订货量。这一发现影响重大，让管理层和委员会意识到：监控手段不是万能的，只靠修订行为规范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能让制造流程本身更安全、可持续性更强的全新方式。正如琼斯所言，“解决劳工权益问题的方式有两种：你可以24小时监控各个工厂，查看工人有没有穿防护设备；或者你可以开发不含有毒物质的新型粘合剂，让工人不再需要防护设备。”

	如今，虽然委员会依然还在做监控和审查工作，甚至时不时参与救火，但是他们也会用相当多的时间对耐克的创新举措提出建议。

	比如，2012年，委员会就该不该在DyeCoo纺织染色技术上进行战略投资展开辩论。DyeCoo是荷兰一个小型初创企业开发的、无水的、循环利用二氧化碳给聚酯染色的技术。每染一磅纺织布料，新技术比传统染色技术节省12－18加仑用水量，同时并不向水中排放化学物质；此外，新技术染色时无需加热水温，降低能耗的同时使染色时长减半；更妙的是，新技术能带来更高质量的产品。然而这项处理技术还不具备成本竞争力，管理层为此找到委员会寻求建议——该不该少量入股DyeCoo，帮这家荷兰企业发展，同时让这项技术走向商用、推广到耐克全球服装供应链上的纺织厂和印染厂中？

	委员会支持这项提议，于是耐克对DyeCoo进行投资。2013年末，耐克在台湾的一家代工厂开始投入使用DyeCoo的技术。

	企业责任委员会如此专注创新，令现任主席菲莉斯·怀斯（Phyllis Wise）大感意外。怀斯2009年加入委员会，不久就被选入董事会，同时担任华盛顿大学代理校长，监督环境学院的创建。她原本以为委员会重点关注代工厂中的劳工状况，这一问题仍是大学校园里的热门话题。但是她很快发现，委员会也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创新流程、产品开发、新材料研发等其他前瞻性举措。如今，顶层领导团队正在探寻能改变行业竞争态势、驱动可持续增长，并且有利可图的重大创新。委员会很有可能在未来更进一步地参与创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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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会的资源

	各种紧迫问题层出不穷，再加上短期主义的压力，容易让企业急功近利。耐克企业责任委员会所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或许就是深谋远虑的管理者，以防止这种急功近利现象的发生。委员会面对的话题中有很多都涉及未来状况，或是涉及目前尚未与耐克建立直接市场关联、但可能对耐克的健康和运营产生重大影响的各方。这类群体包括供应链工厂的工人，以及数百万受耐克影响的普通市民；可能面临关键资源短缺的耐克下一代管理者；未来一代的消费者和使用耐克产品的运动员；企业社区投资活动的受益人，他们未来可能会成为社区或国家中有影响力的成员或领导。

	很多企业认为上述问题应该是整个董事会的职责——的确如此。然而有多少董事会真的把处理这些问题纳入了常规工作？事实证明，真正做到的董事会可谓凤毛麟角。美国全国企业董事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Directors）回顾了过去10年间的年度董事调查，结果发现：在20多个董事会事项中，企业责任问题的重要性总是排在末尾。耐克的高管说，只有建立企业责任委员会，才能把劳工问题推上董事会级别的讨论。

	建立企业责任委员会并不能免除整个董事会监管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表现的职责，但是专设的委员会可以帮助董事会更专注、更专业，更持续地关注和监管。它让董事会从持续的关注这一细分领域，使其对这一领域有更深入地理解、更好的流程、更精准的直觉。委员会向全体董事会递交的常规报告，类似于来自其他常务委员会的报告。这能够帮助整个董事会深化对问题的理解，确保重要问题能够得到应有的关注。

	由于经济不振、社会和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企业责任问题以及可持续性相关话题可能会变得更加显著。许多企业将面临资源配置的难题，有些企业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企业必须作出战略选择：是选择进攻、投资于创新，还是增强防御、强调规范、强化风险管理？或是选择同时提升二者？董事们将会越来越多地面对这些问题。是时候让企业领导、董事，以及管理专家开始讨论董事会角色，以及解决相关问题的董事委员会的角色。他们也应考虑企业责任委员会是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答案之一。

	

	
		建立董事会级别的企业责任委员会

		
		[image: ]潘恩：2001年你提议建立董事会级别的委员会，以便将耐克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落实成制度。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做很重要？

		康威：我在IBM控股的世界贸易公司（IBM 
		World Trade）任董事期间就负责企业责任问题。那家公司在将技术推广到发展中国家时出现了许多问题，虽然在发展中国家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它却从不去想办法解决社会需要。我从中积累了一定经验，知道委员会该做什么。我认为，企业负责人总是换来换去，这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倘若能有一个合规的结构来管理这些事，效果会更好。这有益于知识和经验的累积，更好地保存记录，等等。

		

		潘恩：为什么这样的委员会无法进一步得到普及？你认为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吗？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耐克的控股股东同时也是企业创始人，这对处理企业责任事务有影响吗？有什么样的影响？

		康威：我非常确信，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建立了全球联盟（Global 
		Alliance）来做劳工调研。我跑遍全球，试图让使用相同供应链的其他企业加入我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有兴趣参与。它们都是家族控股。我不认为典型的上市公司高管具备和企业创始人、所有者一样的道德责任感。

		

		潘恩：更实际点说，对那些认为董事会需要更多参与企业责任事务，但又不知道如何做的董事，你有何建议？

		康威：首先，这个人必须对企业全心奉献，而不能一味抱怨。其次，我认为他们必须对自己敦促别人做的事情有一定的思路。你不能张口就说：“我们给低收入国家和贫困家庭做点事吧。”你必须对目标、对采取的主要方式有一定设想。第三，你不能害怕批评。你需要有幽默感和让人发笑的能力。这样他们讨论社会责任话题的时候才能轻松以对，而不是严阵以待。

		

		潘恩：企业责任委员会成员应该具备什么特别的技能或视角吗？

		康威：有一点很重要：委员会对创新要有浓厚的兴趣。你需要找的人应该具备想象力和开放的心态，能够设想不同的组织形态。当然，你还需要具备一些核心价值观。我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我注定会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变革，改变年轻女性一直以来在经济中的不利地位。

		

		潘恩：建立有效的企业责任委员会，需要具备哪些因素？

		康威：与财务委员会和金融分析师的合作非常重要。因为关于某项举措的成本和产出会有许多不准确的说法。另一个重点是要具有说服力，让他人一致认可委员会避免了很多重大的错误、创造了很多前景广阔的机遇。谈到一些困难的话题时，让人们保持放松很重要。有时你需要一对一地与人对话，耐心弄清楚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困难所在。最初，我问遍每一个人对“委员会该做什么”的看法，谈论业务模式、以及委员会可能带来的改进方式等等。

		

		潘恩：董事会文化对企业责任讨论有哪些影响？

		康威：我一直坚持的一点是，我所有的来自耐克董事会的同事，无论其政治取向，都会说“我从这个董事会里学到的，比从其他任何事情上学到的都多。”我相信没人会把董事会看作一个你真正学习新知识和新观点的地方，但我和我的同事确实从中学到很多。

		

		潘恩：这种学习氛围是如何形成的？

		康威：这缘于董事会的运作方式。你知道，董事会每次开会都一起吃饭，菲尔会选几个人来启动这场既重大又宏观的讨论。边吃边聊的会议会非常漫长，人们讨论企业最初的目标是什么、如何成长、哪些事情符合企业梦想，等等。在会议上，没有人害怕问蠢问题，这是一场非常开放的讨论。菲尔通常坐在会议室的中央，非常安静，只是听别人讲话。这种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的自由氛围带来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探讨。它让人们回家的时候会想：“这次的董事会讨论太有趣了，有些信息我得查一查。”

		

		潘恩：听上去真是一个有趣的董事会。

		康威：没错，是这样。所有人都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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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恩·潘恩是哈佛商学院负责教员发展的高级助理院长、商业管理教授，也是《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重新思考商业角色》（Capitalism 
	at Risk: Rethinking the Role of Business）（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1年）一书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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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改成功的关键是医生的有力支持。领导者需针对医生的4种诉求设置激励手段：在团队中追求高尚的共同目标；维护个人利益；赢得同事尊重；达到组织要求，延续优良传统。

	

	

	
		核心观点

		问题　医生将在医改中扮演关键角色；缺少医生的有力支持，任何变革方案都必然失败。但因为担心自主权和收入下降，很多医生对变革持抗拒态度。

		

		


		分析　为争取医生支持和参与变革，领导者必须明确组织目标。医疗机构的长期目标绝不应是收入最大化，而是为患者创造更大价值。

		

		


		解决方案　为促使医生支持和参与变革，领导者需针对医生的4种诉求设置激励手段：在团队中追求高尚的共同目标；维护个人利益；赢得同事尊重；达到组织要求，延续优良传统。

	

	

	当今时代，医学和科技突飞猛进，但医疗服务业仍无法稳定满足患者需求，而满足客户需求恰恰是一切行业存在的意义。随着医疗环境日趋复杂，仅靠医生的勤勉尽职和热忱助人，并不足以保证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为解决现存难题，医疗行业必须彻底变革，告别以医生为中心的传统体系，转而围绕患者需求提供全方位服务。医生将在医改中扮演关键角色，缺少医生的有力支持，任何变革方案都必然失败。

	然而，很多医生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深感不安：变革导致自主权、声望和收入下降，使他们痛苦不已；他们要被迫接受和适应全新的组织架构、工作方式、薪酬方案和考核标准；他们费尽心力诊疗前来求医的患者，却不断听说自己的努力做了无用功。面对困境，少数人选择逃避，而大批医生已陷入愤怒，小事引发的情绪失控时有发生。

	如何缓解医生群体的焦虑，激励他们在医改中发挥最大作用？本文将尝试为医疗行业领导者提供思路。我们曾参与两家美国大型医疗机构的高层管理，并为多家医疗机构提供咨询。我们在亲身实践和实地观察中认识到，简单的激励并不足以赢得医生支持。各层级领导者必须具备乐观精神、勇气和韧性；他们需要了解行为经济学原理，并学会利用社会资本；对拒绝与同事共同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医生，则要终止合作。

	为帮助医疗行业领导者争取医生支持、实现组织远期目标，我们参考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社会行动理论，设计出一个问题解决框架。仿照韦伯，我们认为医生个体行为动机可分为4类：实现共同目标、维护个人利益、赢得同事尊重、延续优良传统。领导者应有针对性地满足医生诉求，赢得他们的支持，实现医疗体系迫切需要的变革。

	

	重塑医改战略

	进行战略变革，首先必须明确目标：领导者究竟需要医生怎么做？传统上，医院希望医生把自己定位为组织一员，将个人发展系于组织的命运；医生应对医院保持忠诚，将大部分甚至全部患者介绍到医院，增加医院收入。直到现在，很多医疗机构管理者还认为，医生而非患者才是他们真正的“客户”；对这些医院来说，就诊量和营收增长，优先于成本控制和服务质量提升。

	我们认为，理想状态下，医生不能仅仅被动配合组织的要求，还必须主动发挥创造性，不遗余力提升服务质量。当然，医生仍应专注于治疗，力争为本地医疗网络留住更多患者；但医疗机构的长期战略目标绝不应是诊疗收入最大化，而是不断提升治疗效果、降低成本，为病人创造更大价值（参见《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0月刊文章《医改大战略》，作者迈克尔·波特和托马斯·李）。

	很多医疗机构采取创新举措，如将医生提拔到领导岗位、实施财务激励等，试图赢得医生对变革的支持。但根据经验，由于缺乏战略协同，零打碎敲的政策调整通常收效甚微。领导者必须同时运用4类激励杠杆，撬动医生的参与热情（见后文《医生支持变革的4个理由》）。如果组织缺乏共同目标，变革就将失去正当性，因此领导者必须先为医生群体确立共同目标。

	

	
	医生支持变革的4个理由

	参照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领导者可以根据医生行为动机设计4种激励手段，促使医生支持和参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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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Nikola Biller-Andorno和Thomas H. Lee合著《医生的伦理激励：从胡萝卜加大棒到共同目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2013年3月

		（返回阅读原文）

	

	

	1．参与构建共同目标

	与医生讨论变革方案时，不要先谈合同和薪酬，应把重点放在患者需求上。

	近期关于医改的讨论大多聚焦于医疗体系的问题，如成本上升、资源不足、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很少关注如何创造更光明的未来。医疗体系重构导致医生群体利益受损，领导者必须帮助他们走出愤怒和不满，将关注点转移到更高尚的事业和更重要的目标上。领导者要清晰传达变革的战略目标：尽管阵痛在所难免，但长期来看，我们将为患者创造更大价值。必须说服医生将患者利益放在核心，这是一切医改方案的核心。

	同时，领导者必须坦承，需要医生作出牺牲。变革之路充满艰险，部分医生的自主权和收入会受影响。但领导者必须坚持，相比维护医生既得利益，为患者创造最大价值更重要；逆潮流而动，将医生利益置于患者利益之上，保护医生免受变革的影响，这是组织绝不能接受的。

	对于一般组织，为构建共识、确立共同目标，领导者需要倾听、尊重不同观点，并设计、完善流程，确保利益相关方配合。但医疗机构在员工管理方面还面临特殊困难：在美国，约一半执业医生并非直接受雇于他们服务的组织，因此管理者常用的激励手段对他们不起作用；即使是正式雇员，因为把救治患者看作天职，对待组织和管理的态度也与普通企业员工不同。

	但医疗工作者的职业心理并非变革的阻碍；如果全体医生形成共识，把患者境况的改善放在第一位，这将有利于推动变革。在飓风桑迪和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中，参与救治的医生全力以赴，没人在意报酬或工作时长；在日常工作中，当患者的生命受到威胁，医生的本能反应通常也是“救人要紧”。

	因此，与医生讨论变革方案时，不要先谈合同和薪酬，应把重点放在患者需求上。领导者须用数据说明变革将如何提升服务效率和治疗效果，并举出治疗成功和失败的典型案例，促使医生思考，怎样做才问心无愧。只有充分考虑患者利益后，双方才能讨论待遇等问题。

	医疗机构不能仅设置零散目标，而必须明确变革的总体方向。美国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和总部位于西雅图的Group Health Cooperative这两家医疗机构堪称表率，前者承诺“以患者需求为最优先”，后者力求“合作实现变革”。二者有3个共同点：首先，以患者需求为中心；其次，承认改变现状的必要性；第三，强调团队协作，追随共同目标。

	当然，要让使命宣言发挥作用，领导者必须推动组织上下践行新理念。克利夫兰医学中心采用多种宣传手段，使共同目标深入人心。例如，中心制作的内部培训视频生动地提醒医生，对待病人要有同情心和同理心（见后文《激发团队使命感》）。

	有时，一个案例就有强大的说服力。2008年，一位患者因排尿困难，给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泌尿科打电话预约，中心给他挂了最近的号——两周后。然而，患者等不及，数小时后出现在急诊中心，虽然医生迅速解决了问题，但患者因急性尿潴留痛苦不堪。

	中心各科室负责人随即对这一案例展开讨论。有人问道：“对于是否应承诺患者立即就诊，我们甚至都不愿讨论，这样的组织是我们想要的吗？”此次事件后，医生普遍认为，必须改进预约系统。

	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最终推出当日就诊政策，所有电话预约的患者都可以选择立即就诊。中心现在每年接待患者550万人次，其中约100万人次受惠于当日就诊政策。因为新的预约系统让患者得到了实惠，即便出诊安排有时会被打乱，医生们也情愿接受。现在，其他医疗机构也推出了类似服务。

	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组织变革，芝加哥医疗机构Advocate Health Care是另一个例子。2013年春，Advocate管理层取消了每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到9点的所有会议，将这一小时用于集体讨论安全事项。在此期间，总部领导、各附属医院领导分别集中，所有护士在各自楼层集合，总结讨论安全事件和险情。这类讨论一般只需15分钟，但如有需要追究的事项，讨论可以用满甚至超出一小时。引入安全讨论制度后，员工高度认同安全第一和组织透明的原则，上报的严重安全事件增加了40%。此后，Advocate患者摔伤事故和住院期间并发症大幅下降，旗下6家医院第一次实现了一年以上无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病例。2013年7月，经一线医生投票赞同，安全讨论会改为周一至周日每天举行。

	

	2．维护个人利益

	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医生很在意收入和职业稳定。即使医生愿意服务于高尚的共同目标，他们同样关心绩效考核标准是否合理，组织是否结果导向、注重公平。医疗机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将医生的自利需求转化为对组织变革的支持。

	有些医疗机构实施浮动薪酬制度，将医生收入与绩效挂钩。宾夕法尼亚州医疗机构Geisinger Health System设置20%的绩效工资，医生必须达到一定的绩效标准，并符合团队合作要求，才能拿到全部工资。例如，心脏外科医生的考核依据是关键治疗步骤的完成情况，如扫描诊断的准确性、术后防并发症药物有效性等；而如果医院收治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总体下降，所有内分泌科医生都会得到奖励。这些激励措施的目的是增强领导力和协作，鼓励所有人为提高服务质量作出贡献。结果，Geisinger各科室治疗效果显著提升：心脏手术患者二次入院减少，糖尿病患者中视力受损、心脏病和中风病例减少。

	也有医疗机构实行固定工资制，理由是所有财务激励都有副作用，会助长钻空子行为。克利夫兰医学中心不设任何绩效奖金，所有医生拿固定工资，但每年接受严格考核，并与中心重新签订合同。医生不仅将年度考核视为接受反馈的机会，更借此向领导者提出组织如何改进的建议。和Geisinger一样，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服务质量显著提升，就诊量明显增长。

	我们发现，这两种方式都能对医生产生持久的激励效果，但前提是必须符合共同目标。如果医生认为管理层倡导的某项实践对患者有益，即使财务奖励很少，他们也会始终如一地支持。但如果他们怀疑新举措并不能显著提升服务质量，即使组织设置高额财务激励，效果也将很有限。（见后文《创建激励》）

	

	3．赢得同事尊重

	为激励医生支持和参与变革，医疗机构也可以运用非财务奖惩手段。医生都希望得到积极反馈，且尤其看重同事的认可和尊重。高绩效医疗机构越来越经常向医生提供绩效横向对比，鞭策医生向高水准看齐。

	这种监督机制可能会给医生带来巨大压力，如果绩效数据全部公开就更是如此。Partners Healthcare System内部公开放射检查的详细数据，迫使个别大量使用放射检查的医生减少了使用量，这立即使高成本放射检查总次数下降10%到15%，而且大幅减少放射检查使用量的医生也并未提出诊疗质量受到影响。运用同侪压力（Peer 
	Pressure，指同辈人互相比较中产生的心理压力），组织可在不损害医疗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

	现在有些医疗机构将所有医生的业务数据放到网上。我们还不确定患者选择医生时是否会参考这些数据，但由于业务表现向社会公开，医生的改进意愿十分强烈。犹他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Utah Health Care）逐步推行评价公开机制，有效提升了患者满意度。首先，管理者将患者评价情况单独反馈给每位医生；下一步，在院内公开患者评价数据；最后，将所有患者评价，无论正面负面，全部放到网上。随着患者评价公开的范围逐步扩大，中心总体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我们认为，这个项目的渐进推行让医生能够适应规则变化，这是其成功的关键。

	

	4．延续优良传统

	如果医生出于荣誉、安全感等原因珍惜自己在医疗机构中的地位，他们会努力延续组织的传统，保持专业水准。梅奥医学中心自19世纪成立以来，医生一直统一着装。中心现在规定男员工打领带、女员工穿长袜，即使在气温常常高于37摄氏度的亚利桑那州也如此。

	梅奥医学中心对医生如何相互沟通和与患者互动也有规定：必须立即回复同事呼叫；外地重症患者出院前，医生必须与其讨论病情并解答问题。梅奥的着装规定和业务规范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梅奥有一套规矩，如果无法完全接受，就不要来这里工作”。因为延续了自身传统并保持专业水准，梅奥提供的高质量医疗服务深受患者赞誉，使医生为之骄傲，这也是很多学生和住院医生选择在这里从一而终的关键原因。

	在着装、礼仪和医疗操作等方面设立标准，将使医生间合作更稳定，为高效团队协作打下基础。如果医生意识到，达不到组织要求（哪怕是使用核对清单这种小要求）可能导致他们地位下降甚至丢掉工作，那么新设立的标准也能很快得到执行。

	为有效树立标准，对于无法与同事合作追求共同目标的医生，医疗机构必须终止合作。过去，只要是技术过关、能带来患者资源（也即收入）的医生，医院一律欢迎，医生绝少丢掉执照或遭解雇。现在这种情况也很少见，但如果哪位医生真的不得不走人，同事们的反应通常是“终于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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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激励

		医生普遍将患者利益置于首位，但他们同样非常在意自己的收入，因此财务激励可能收效明显，将激励手段与组织目标相结合就更如此。领导者可参考下列几种思路设计激励机制：

		

		
			控制额度

		

		比例很小的财务激励就能产生足够的“刺激”。在我们的经验中，医生甚至可以为1%的浮动工资而对改进目标高度投入。这验证了行为经济学中的“损失厌恶”原理：损失的负效用大于等量收益的正效用。因此，和收入增加1%相比，医生对收入可能损失1%更在意。Geisinger医疗中心设置20%的绩效工资，考核标准通常不少于4项。

		

		
			防范零和博弈

		

		不要只为削减成本设置财务激励，尤其要防止医生为节省成本而减少必要的资源使用。财务激励不能将医生的利益建立在患者的损失上。有些医疗机构曾尝试将部分节省下来的成本分给医生，但这种“收益共享”项目大多不成功。

		

		
			鼓励合作

		

		设置必须通过团队合作才能达成的目标。和大多数人一样，医生希望薪酬水平完全基于个人能力和绩效（如准确判断患者是否需要放射检查），但这并不利于团队合作。

		

		
			加强沟通

		

		让医生理解，组织会为实现共同目标提供有力支持，使激励制度不断合理化。激励制度调整的过程应保持透明，并欢迎医生参与。

		（返回阅读原文）

	

	

	两个成功案例

	大多数医疗机构已在应用上述4种动机杠杆中的一种或多种，不过我们发现，变革最成功的医疗机构都有效运用了全部4种激励手段。

	以圣路易斯医疗机构Ascension Health“完全披露”计划的成功为例。按照职业伦理要求，发生医疗失误等意外后，院方应向患者及家属如实通报，但2006年时Ascension医疗失误通报率只有10%。从患者优先和提供最佳服务的共同目标出发，Ascension决定推进“完全披露”计划。院方用实例向医生说明，坦诚报告医疗失误，患者、家属、医生和医院都会受益，并可能降低医疗事故的成本。产科医生操作不当引发不良后果尤其容易引起患者和家属不满，因此Ascension将新计划实施的重点放在产科。

	起初，医生对新政策持抗拒态度。即使过往经验表明，坦承医疗失误反而会降低患者索赔的概率，但医生还是对此担心。此外，很多产科医生并不直接受雇于Ascension，这使局面更加棘手。作为对策，Ascension为接受“完全披露”的医生抵扣保险费，还请来当地德高望重的医疗行业领导者演讲，鼓励医生支持变革方案。院方还设置了新的流程规范：当出现可能由操作不当引发的病情变化时，医生必须与“事件应对小组”商讨；如不遵守这项规定，医生将可能遭解雇。综上，Ascension同时有效运用了全部4种动机杠杆：实现共同目标（职业伦理）、自利（医疗事故保险）、赢得尊重（同侪压力）和追求高标准（事件应对小组）。

	结果，Ascension的组织文化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完全披露”计划实施3个月后，意外事件通报率升至24%，一年后为41%，27个月后为53%；记录在案的产科意外事件中，86%由接生医生本人主动通报。通过合理运用4种激励手段，Ascension使医生的抗拒转变为支持，成功推行了这项有挑战性的变革计划。

	与Ascension类似，为改变糟糕的患者评价，波士顿Brigham and Women's医院急诊部运用上述4种激励手段，用几年时间成功提升了患者体验。由于很多急诊患者有精神疾患，或社会经济状况堪忧（或二者兼有），各医院急诊部普遍对改善患者体验不抱希望，Brigham 
	and Women's起初也如此。为改变现状，院领导决定先将医生的注意力引向积极的方面——实现共同目标。首先，领导者去掉患者调查中的负面评价，只将正面评价反馈给医生，然后促使医生思考，如何让所有患者都对服务满意。由此，急诊部确立了共同目标：“为所有患者提供VIP服务”。

	当然，变革不能止于口号。Brigham and Women's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扩大急诊部面积，合理设计空间；经过“精益管理”研究，重新设计患者处置流程；设计绩效分析表，医生可以横向比较自己的表现，如患者从到达至离院（或入院）所需时间、患者满意度，以及就诊量等；制定团队合作准则并严格执行；为个人和团队进步设置财务激励。

	Brigham and Women's的新举措给急诊部带来了巨大变化，服务质量和患者体验持续改善：患者到达至安排床位平均所需时间从2009年的65分钟降至2013年的22分钟，现在一半以上患者9分钟内即可入院；“不辞而别”患者比例从3.3%降至1.5%；患者满意度排名从全行业第6百分位数最高提升到第99百分位数，且实施变革以来大部分季度都在90百分位数之上。

	为实现医疗体系的成功变革，领导者必须拥有强大的意志，促使组织将患者需求放在第一位。这意味医生要告别过去的舒服日子，放弃部分既得利益，因此争取旧体系下医生的配合和支持绝非易事。为改变以医生为中心的组织文化，很多医疗机构为刚聘来的医学院毕业生设计了团队培训项目。

	但变革迫在眉睫，已等不到老一辈医生都退休。面对挑战，领导者必须迎难而上、不断改进管理策略，争取大部分医生、甚至保守派医生的支持。组织必须让医生理解，放弃部分自主权不是妥协，而是在患者利益面前高尚的谦卑；组织应帮助医生成为他们真正想成为的人——救济者和守护者。惟此，医疗机构才能提高效率，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确立自身的声望和地位，并吸引和留住最优秀的专业人才。

	

	
	激发团队使命感

	面对压力和不确定性，医生普遍对变革持怀疑和抗拒态度。医疗机构领导者需运用激励手段争取医生支持和参与变革。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制作的一段视频浓缩了医生与患者，以及医生间相处的经验，意在唤起医生的同情心和同理心，使观者扪心自问：“如果我能站在他人立场上考虑问题，我是否会改变态度？”这段视频有效激发了医生的目标感和使命感，促使医生将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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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周六婚礼。一定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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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她的乳腺X线片子上“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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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知道他要当爸爸了。

		（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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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李是Press 
	Ganey公司首席医疗官，曾是Partners HealthCare公司网络运营总裁。托比·科斯格罗夫是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Cleveland 
	Clinic）CEO。







	
	

	中国案例 China Case

	

	




“上下”探路：爱马仕扩大中国市场的新尝试

	朱 睿　崔焕平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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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已经是全球奢侈品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消费者盲目追求高端品牌的消费观也正在悄然改变，如何满足消费者需求成为高端品牌的共同挑战。爱马仕试图走通一条日益多样的创新之路：为一个市场，创造一个品牌。

	

	

	2008年，爱马仕集团在中国创立了“上下”品牌，这是爱马仕首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创建新的高端品牌，也是世界奢侈品集团专为中国市场创立的第一个品牌。“上下”的诞生颇令人意外，据“上下”的CEO兼艺术总监蒋琼耳介绍，国际奢侈品品牌的总裁只要有机会来中国，大都会去看“上下”。

	在此之前，国际奢侈品品牌进入其他国家市场，大多采用的是复制其国内品牌产品线和营销模式的方式，或者是在国内品牌的基础上做一些改进，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线，如2010年，Chanel和Prada分别推出了与上海世博会相关的特色产品；或者是通过收购来获得中国品牌，例如，2000年，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公司瑞士历峰集团（Richemont），收购了香港高级服饰品牌“上海滩”。但是，如爱马仕一样专门为满足新兴市场的需求，而打造一个全新新兴市场品牌，这在世界奢侈品行业中尚属首例。（参见后文：爱马仕创建“上下”，Made 
	for China的新探索）

	我本人的研究专注于品牌，也一直很关注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级品牌。2011年我在长江商学院做访问学者时，第一次听说了“上下”。2013年7月我开始在长江商学院任职全职教授，当需要选择一个品牌案例做研究时，我们选择了“上下”，原因是它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通过把中国传统手工艺进行现代化的演绎，从而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高端生活品牌。在过去的一年中，通过企业调研和访谈，我们发现，经过6年的探索，“上下”品牌作为爱马仕的创新实验，取得了一些成绩：在产品品质上获得了核心顾客群的深度认可，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品牌风格——简洁、纯粹、轻盈和功能主义，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品牌建设，还是在商业模式上，“上下”也都遇到了不小的挑战。“上下”的年销售额尚不足1000万欧元，以税前利润计算，仍处于亏损状态，远算不上一个成功案例。但由于“上下”是处于起步阶段的初创品牌，目前还在投资阶段，因此其账面数据并不能显示其真正潜在的价值。但它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对于初创高端品牌的打造极具借鉴意义。本文希望通过展示“上下”在品牌定位、传播策略，以及扩充产能方面遇到的挑战，来讨论全球高端或奢侈品品牌创新的可行性、问题的普遍性，以及给中国市场带来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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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马仕创建“上下”，Made for China的新探索

		2003年7月，帕特里克·托马斯成为爱马仕的全球总经理。上任不久他就发现，公司正面临一个战略难题：如何在品牌的价值稀缺性和财务增长性之间保持平衡？爱马仕重视传统手工艺，追求品牌的长期发展。但市场的悖论是：东西做得越好，市场需求量就越大，销量也就随之增加；但销量一旦增加，消费者就开始用脚投票，品牌的价值稀缺性就会下降。因此，爱马仕不得不限制产品的增长率。与此同时，爱马仕还必须保证公司的增长性。怎么办？

		当时有两种解决方案：收购一家公司或者创建一个新品牌。基于爱马仕一贯不主张收购的战略，爱马仕选择了创建一个新品牌的解决方案，但这个新品牌要坚持一个重要的原则：与爱马仕品牌有相同的股东结构和品牌哲学——基于传统手工艺、创新性和品牌风格，但要区别于爱马仕品牌。

		在帕特里克·托马斯看来，这个新品牌可以是中国品牌，也可以是印度、日本或其他品牌。具体新品牌诞生于何地，取决于能否找到合适的创建人才。

		2007年，帕特里克·托马斯遇到了中国设计师蒋琼耳，蒋琼耳提出了复苏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想法。她发现，从2006年开始，中国市场出现了回归中国文化的潮流和需求：一部分中国人在经历了对西方奢侈品的膜拜阶段后，开始回归到自己的文化根基中，寻求具备自身民族特色的高端品牌，来彰显自己的品味和文化属性。蒋琼耳希望通过复苏中国精湛的传统手工艺，来满足这个市场需求。

		双方的想法一拍即合，而蒋琼耳也是理想的合作伙伴：她出生于艺术世家，拥有多年的欧洲游学和创作经历，兼具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国际化视野。他们决定创建一个由中国设计师创作、用中国原材料生产、用中国手工艺制作的中国高端生活品牌，并命名为“上下”。“上下”寓意承上启下，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然平衡的理念。承上启下，意味着既要吸取传统手工艺的精华，又要进行创新性的设计，以保证品牌在具备文化根基和品质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上下”创建时，爱马仕并未对“上下”制定商业计划，帕特里克·托马斯的预期是希望“上下”开出第一家门店后，在5年内能够达到收支平衡。“上下”的第一家门店上海香港广场店开业于2010年9月，这意味着“上下”应在2015年实现收支平衡。他强调，爱马仕对“上下”的支持将是长期的。

		对于这个由自己全权负责的新生品牌，蒋琼耳希望未来“上下”品牌能够变成手工艺的孵化平台。热爱东方文化的设计师、手工艺人能够在此广泛交流，最终成就一场“手工艺复兴”。但她承认，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既不能用西方品牌的方式，也不能用中国老字号的方式，“上下”必须创造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

		（返回阅读原文）

	

	

	反复寻求品牌定位的准确表达方式

	“上下”品牌定位于通过对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化演绎，创造出能体现东方雅致生活方式的产品，来实现承上启下。在经历三次变迁后，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能精简、准确、全面地表达该品牌主张的表述方式。最初，“上下”品牌定位的表述方式包含三方面的内容：承上启下，传承传统手工艺，当代设计；即通过传统手工艺和当代设计来实现承上启下。但不久蒋琼耳发现，这一句话包含三个内容，信息量太大，容易造成品牌混淆，于是将品牌定位简化为：东方式的雅致生活方式。但使用一段时间后，“上下”发现这种提法虽然言简意赅，但无法囊括品牌的全部内涵。于是，“上下”品牌定位的表述方式又调整为：传统中国手工艺，对话现代设计，创造雅致生活。

	“上下”的品牌定位希望在传承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基础上，在时尚价值、使用价值和情感价值三个维度上实现创新——要时尚，要当下能用，要寄情于物。在品牌定位上，企业的创始人不乏好的想法，但要想言简意赅并且全面地表达出来，并非易事。

	“上下”品牌定位表述方式的第三次调整是在运营了一段时间之后，根据受众反馈、实际市场操作经验逐步确定的，可以说是对其价值主张、市场定位以及品牌内涵表达最准确的一次。首先，它反映了“上下”产品的设计美学原则：“上下”要吸取的是传统手工艺的品质，以及中国传统审美的品味。蒋琼耳认为，汉代服饰、宋代器物和明代家具是东方审美的典型代表，具有永恒的美学价值，因此，它们成为了“上下”产品的美学灵感来源。不同于很多品牌演绎中国风格时，采用点缀龙凤、雕花等中国元素的做法，“上下”在对产品的设计理念上，强调要“取之神，弃之形”，放下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要演绎中国神韵，而非中国元素。因为只有这样，“上下”的产品才能符合当代的设计哲学，真正鲜活起来，并具备全球性，而不是囿于对历史元素的重复开发。

	其次，它解释了“上下”产品要具有实用性功能：很多传统手工艺品用于陈设，并不实用，蒋琼耳强调“上下”品牌要具有生活属性，要适应大众的使用需求，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因为只有创作出承载感情的手工艺品，而不是缺少使用者的器物，“上下”的产品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才能融入当代人的生活，真正流传下去。但同时，消费“上下”产品的人，应该是能够欣赏“上下”的设计原则，并乐意用“上下”的产品创造具有东风情趣的雅致生活的人群。

	第三，它表达了“上下”的品牌哲学。“上下”产品的设计风格，蒋琼耳定义为外表低调内敛、内里绚烂，绚烂是指采用了优质的原材料和手工艺。目前，“上下”的产品围绕中国雅致生活方式，设计了生活中需要的5类物品：家居用品、家具、服装、首饰和配饰。其中，竹编茶具和家具，是最能代表“上下”品牌风格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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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上下”北京店面

	

	爱马仕创建“上下”新品牌，顺应了从Made in China到Made for China这一趋势——盲目追求西方奢侈品进行炫耀的生活方式，已经开始逐步成为过去式。

	传播策略的两难选择

	在品牌传播上，“上下”没有选择大众传播路线：从不投放广告，不参加走秀活动，品牌传播方式主要是举办“小而精”的展览。“上下”在品牌传播上并没有制定目标客户群，而是选择自然培育的方式，其品牌和产品定位使其最终汇聚了一批既有经济能力，又有品味和文化修养，并且不喜欢炫耀财富的核心顾客群。

	这种自然培育出的客户群，其品牌忠诚度要远远大于通过大众传播“赢得”的顾客。这些被自然吸引来的顾客，既有经济能力，又有文化诉求，他们希望找到一个既有中国特色，又经过现代化演绎的本土高端品牌，“上下”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上下”核心顾客群的忠诚度非常高。更重要的是，在自然培育的方式下，顾客会自发地进行口碑传播，这比通过广告方式带来的顾客忠诚度要更高。

	但另一方面，长期拒绝大众传播，必然会带来品牌模糊和受众过于小众的问题：在一个小规模（33位“上下”的现有和潜在客户）的深度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有45.27%的受访者认为“上下”没有标志性产品。这个比例在潜在客户中会更高一些。受访者表示想到LV就是包，爱马仕就是丝巾，但是说起‘上下’，不是很清楚哪个是主打产品。

	蒋琼耳希望在未来5年内，顾客能准确了解“什么是上下，上下代表什么”；在扩大传播性的同时，又不要过于大众。“上下”目前的尝试办法是让顾客通过购物和观摩现代化的手工作坊的方式，体验“上下”产品的独特性——2014年10月，包括专卖店和体验空间的旗舰店“上下”之家，将于上海淮海路开幕。再者，“上下”希望在品牌传播方式上，采用更加有趣、时尚的方式，赋予品牌功能性、充满激情和追求创造力的内涵。

	但是，如同许多高端品牌在传播上面临的挑战一样：首先，时尚、活泼，强调互动感的营销方式是否契合“上下”的高端品牌的定位？其次，“上下”希望将顾客群体的范围，由金字塔顶端的财富阶层向外扩展，然而扩展的度在哪里？顾客群的延展会不会降低品牌的高端属性？会不会导致金字塔顶端的核心顾客用脚投票，逃离“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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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上下”北京店面

	

	如同许多高端品牌在传播上面临的挑战一样：时尚、活泼，强调互动感的营销方式是否契合“上下”的高端品牌的定位？

	初创品牌的共同挑战

	比起品牌定位和传播方式，“上下”目前最大的挑战是扩充生产能力，找到愿意接受传统工艺培训的人。“上下”的手工艺团队大多在六七十岁左右，由于收入所限，年轻人并不愿意接班。这不仅是“上下”面临的难题，也是全世界手工业传承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上下”的产品大多由自己生产，一旦扩充产能，比如外包给外界的手工艺人，就面临产品被全面复制的风险。还有一个让“上下”困惑的现实问题是：一开始便锁定了5大产品线，这既给产品风格统一带来难度，也使“上下”面临较大的管理难度。产品线是否有必要保持这么长？

	而“上下”在品牌定位、传播及传承方面的问题，对于初创品牌的典型性意义在于：

	第一，精准的品牌定位非常重要。对于初创品牌来说，准确的定位能够满足目标消费者的特定需求，在目标顾客心目中占有独特的位置。1999年，索尼公司计划推出世界第一款智能机器人，产品已经有了雏形，但他们发现现有的技术达不到最初设想的智能水平。那么，到底还要不要推出机器人产品？

	索尼决定继续推出产品，他们选择了一个巧妙的定位：把原定的机器人尺寸缩小，做成电子宠物，命名为AIBO，强调陪伴人的情感功能——它会像真狗一样做出各种有趣的动作，会记得主人的声音、动作和容貌。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说，AIBO并不完善，但因为定位成功，产品一经推出便很受欢迎。第一版AIBO在1999年6月上市，在日本的销量限制在3000件，20分钟内全部售罄。索尼精准的品牌定位，赢得了市场需求，减少了可能遭受的损失。

	这种定位指的是引导和满足消费者的认知——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比品牌本身的属性更重要。比如，如果让消费者在宝马、奔驰、沃尔沃中间选择谁最安全，大部分人会选择沃尔沃。其实宝马和奔驰的安全性并不差，甚至更高，但为何在消费者心目中一提到安全就会联想到沃尔沃而非其他品牌？因为沃尔沃的品牌定位于“安全可靠”，始终将安全作为品牌的核心理念，所以消费者觉得安全就等于沃尔沃，沃尔沃已经成了安全的代名词。可见，品牌定位是否精准，直接关系着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和信任程度。

	第二，关于品牌传播，高端品牌往往处于如“上下”一样的两难困境中：“上下”是高端定位，瞄准的是小众市场，希望将品牌理念传播给高端消费群体，而不希望成为大众品牌；另一方面，又希望扩大品牌传播的范围和目标消费群体的队伍。如果选择大众市场进行品牌传播，可能导致非目标群体也被吸引过来，他们并非品牌的理想客户群体。但如果只是局限于小众市场进行传播，又会导致目标群体的数量受限。

	那么，怎样才能通过合适的中间路线，对目标客户群进行有效的传播？爱马仕的经验是，一是宣传品牌理念和使命；二是在保持品质的同时，通过合适的品牌传播策略，比如降低对大众媒体的广告投放费用，强调把资源投资在客户会接触到的产品、门市、员工身上，把兼具经济能力和较高品牌认可度的目标群体吸引过来。

	我们的建议是：一是品牌传播要具有一致性，在各个渠道上应该进行一致性的传播；其二，在“上下”聚焦小众市场的营销策略之外，可以举办一些大型活动，通过讲述产品故事、典型用户的描述等生动活泼的方式，将品牌故事阐释得丰富而具体，然后通过不同渠道传播出去，使得在目标消费者心中定性为一个让人向往，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接触到的一个高端品牌。另外，也可以通过口碑传播等方式，对核心顾客群进行有效传播。

	第三，手工艺品牌的生产力困局，是全球性的问题。正如爱马仕前任总裁帕特里克·托马斯（Patrick Thomas）所言，产品外包会带来竞争者的快速抄袭，并且，在质量的管控上也会有相当的难度。而自己主导研发和生产，不可避免会降低产品更新换代和产出的速度。例如，爱马仕目前有大约3000名手工艺人，为了配合每年增加10%包类产品的开发速度，爱马仕每年要新增300名左右的手工艺人。

	考虑到目前可提供学习传统工艺的学校和专业少之又少，企业可以通过成立手工艺学校或者孵化平台的方式，着手培养手工艺的接班人。另一方面，要让手工艺变得现代化、与时俱进，可以改进手工作坊的工作环境，提高手工艺者的待遇，使得更多的年轻人愿意从事手工艺行业。“上下”计划在今年10月开业的旗舰店里，专门开辟体验空间对手工艺制作的过程进行现场展示，这将是一个现代化的手工作坊。

	

	爱马仕的长期品牌策略

	当我在“上下”调研时，针对蒋琼耳面临的挑战，我提出这个问题：“爱马仕去哪儿了？面对这些困境，它的建议是什么？”在了解爱马仕对“上下”的管理原则之后我发现，爱马仕在品牌管理上的四点做法，是值得其它世界高端品牌借鉴的。

	第一，充分的放权。除了从发展时间和财务投入两方面支持“上下”发展外，爱马仕的支持还体现在对“上下”管理的放权上。爱马仕虽拥有“上下”的控股权——蒋琼耳拥有10%的股权，爱马仕控制其余90%的股份，但其在对“上下”的管理上并没有扮演一个控制者的角色。帕特里克·托马斯认为，新生品牌很容易被过度控制而扼杀，自然生长更容易暴露本质性问题，也更适合由本土团队来解决。所以，爱马仕不会干涉“上下”的发展，“琼耳是老板，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有两个教父：一个是产品教父皮埃尔－亚历克西·杜马斯（Pierre 
	Alexis Dumas），爱马仕的全球艺术总监，负责提供产品建议；我是管理教父，主要在全球战略和人员编制上提供建议。我们3人每3个月会面一次，但最后仍由琼耳来决策。”

	第二，足够的耐心。高端品牌要达到世界级水平，需要打造世界级的卓越品质，因此，品牌的发展节奏宁可慢一点，但不可在质量上打折扣。现实中，很多企业都能认识到品质很重要，但是激烈的竞争会让他们丧失对长期利益的追求，转而追逐于短期利益的实现，这最终会有损于企业的长期竞争力。中国要想拥有世界级品牌——让世人尊重和向往的品牌，需要踏踏实实的精神和长远的战略眼光。

	第三，创新是打造高端品牌的DNA。如今，高端品牌的消费者越来越年轻化，有中国特色的品牌，也需要与时共进。中国特色不等于止步于传统而不前，但对传统手工艺的创新既不可忽视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魅力，又要突破传统的简单呈现中国元素的表达方式；既要把握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情感纽带”，又要找到恰当的现代表达方式。创新可以表现在多个层面，例如创意设计、对生产线的探索、营销方式等。

	第四，准确定位目标用户。市场营销的本质，是寻找到客户群和产品的匹配度，迎合尚未被满足的需求。“上下”在这一方面表现突出，它的核心顾客群，是那些希望找到一个品牌可以展示自身品位和特性的人群——他们不想总是用爱马仕等国际品牌的产品，而是希望找到具有自身民族特色、高质且优雅的本土高端品牌。在这点上，“上下”满足了这个需求。

	爱马仕创建“上下”新品牌，顺应了从Made in China到Made for China这一趋势——盲目追求西方奢侈品进行炫耀的生活方式，已经开始逐步成为过去式。中国已经是世界头号奢侈品消费市场，如果不考虑中国人的感受和喜好，一味照搬过去的模式，国际品牌在中国市场的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窄。通过Made 
	for China的方式，迎合中国市场新富阶层的需求，创造出满足他们需求和品味的产品，是一种全球化视野下的创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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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睿是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品牌研究中心主任。崔焕平是长江商学院案例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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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案例 China Case

	

	




爱马仕前执行主席托马斯：

	不求奢侈，但问品质

	朱睿　陈圆妮 | 采访　陈圆妮 | 文　李源 | 编辑

	

	

	

	

	

	
		我不把爱马仕看作品牌名，我把它看作一个签名。产品必须能滋养品牌，所以它应该是完美的，即便上面没有品牌的名字，也要让人相信它的品质是无可挑剔的。

	

	
2014年1月31日，帕特里克·托马斯（Patrick 
	Thomas）从爱马仕执行主席一职卸任，他是爱马仕历史上惟一一个非爱马仕家族成员的执行主席。在托马斯执掌帅印的10年间，爱马仕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增长。2013年，虽然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但爱马仕的营业利润率增至32.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高端品牌“上下”的诞生，也是他在任期间力主的品牌创新的结果。在案例调研中我们访问了托马斯，他为我们详细解释了爱马仕的品牌战略，在他看来，“上下”并不是中国品牌，它要吸引的是全球消费者。他重申，爱马仕对“上下”的支持是长期的，他从不怀疑“上下”会成功；但同时Patrick 
	托马斯也强调，“上下”不是中国的爱马仕，他甚至希望“上下”有一天成为爱马仕的对手。（本次采访由长江商学院朱睿教授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陈圆妮共同完成，为阅读方便，所有提问均以HBR中文版呈现——编者注）

	

	“上下”不是中国爱马仕

	HBR中文版：当你决定创建“上下”这个品牌时，公司内部有异议吗？

	托马斯：没有。大家都认同我们面对一个挑战：品牌价值和公司业绩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通过收购一家公司或者创建一个新品牌来解决这个矛盾。在创建“上下”时，我们都认为这个项目有风险，但所有人都很感兴趣。因为我们没有收购战略，而是希望实现内生性的有机增长。“上下”是收购和有机增长之间的折中结果。我们不打算领养一个孩子，而是打算自己生一个孩子。

	我们开始并没有想好这个孩子到底应该出生在中国、印度还是巴西，我们考虑的是全球性品牌。只是因为我们碰到了琼耳，于是有了“上下”，但它并不是中国品牌，它要吸引的是全球消费者。如果我们在印度碰到一个琼耳，也许我们会在印度创立品牌。

	

	HBR中文版：爱马仕对“上下”的发展规划和盈利预期是什么？会对“上下”的发展有多大的投入和支持？

	托马斯：对“上下”，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长期品牌。“上下”发展所需要的钱，我们都会投资。我们不需要“上下”在短期和中期内一定赚钱。当品牌做好了，利润自然会来。利润并不是我们一定要达到的目标。我的想法是，“上下”在开第一家店后，在5年内能够达到收支平衡。2015－2016年左右，“上下”可能会创造令人惊喜的业绩，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爱马仕对“上下”的支持是长期的。我从不怀疑“上下”会成功。因为我们并不追求奢侈，而是追求品质。

	

	HBR中文版：在爱马仕和“上下”的关系上，一开始琼耳强调二者的强联系，之后又强调“上下”绝非中国爱马仕。你的观点是什么？

	托马斯：我们的关系是双重的。首先爱马仕是“上下”的股东，其次我们有相同的品牌哲学。但是你在爱马仕店里绝对找不到“上下”产品。我们希望这两个品牌完全独立。我们很希望看到未来这两个品牌能够竞争起来。

	

	HBR中文版：但是你也说过希望“上下”的顾客不同于爱马仕的顾客？

	托马斯：是的。如果你是爱马仕的顾客，你会喜欢、认可爱马仕的风格，爱马仕风格很容易辨识。“上下”是另一种风格。所以，“上下”的顾客会很不同。可能会有一些部分顾客既喜欢爱马仕，也喜欢“上下”，但是更多顾客会偏向于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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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马仕2009－2013年财报数据

	

	

	爱马仕不管“上下”

	中国哲学家老子曾说过，“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好的领导者是隐形的，如果你的团队找对了人，他们了解公司愿景之后，不需要指导就会行动。

	HBR中文版：“利润和艺术的平衡”是你一直强调的理念，在这方面你对“上下”的建议是什么？

	托马斯：从定义上说，奢侈品和艺术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奢侈品公司永远不能欺骗消费者，去把我们的产品与一件艺术品相提并论，我们是手工艺人而不是艺术家。艺术家处在比我们更高的位置。我们复制和销售艺术家设计的日用产品，这种产品因为其品质和设计会给使用者带来额外的愉悦感，这是奢侈品公司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假装自己是艺术家。



	HBR中文版：你曾经说过“真正的管理者，往往需要藏在阴影里，”能具体解释一下这句话吗？

	托马斯：一个好的领导者不是要每天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即使在爱马仕这样的公司，我们也有1.2万员工，我不可能每天早上告诉每个人他们需要做什么，员工需要理解公司的愿景。中国哲学家老子曾说过，“欲先民，必以身后之”，领导者告诉需要员工我们想要去哪里，给他们提供到达的条件，然后让他们自己去走。好的领导者是隐形的，他不会每天介入或者干涉人们的工作，只是当人们偏离方向的时候提醒他们。在过去4年，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解释公司的愿景，如果你的团队找对了人，当他们了解公司愿景之后，不需要指导就会去行动。

	

	HBR中文版：所以爱马仕对“上下”的管理是放手，让这只团队自己闯荡？

	托马斯：新生品牌很容易被扼杀掉，所以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上下”的发展。琼耳是老板，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有两个教父：一个是产品教父皮埃尔－亚历克西·杜马斯（Pierre-Alexis 
	Dumas），爱马仕的全球艺术总监，给她提供产品建议；我是她的管理教父，在全球战略和人员编制上给她以建议。我们3个人每3个月碰一次面。但是最后的决定仍是她自己来做。不然，新品牌很容易会被扼杀。

	

	HBR中文版：你们碰面时谈论最多的是什么？

	托马斯：爱马仕从创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只有一个产品——马具。但是“上下”从第一天开始，就有5个产品。这带来很大的管理难度。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限制品类的数量。我们要看看顾客是否接受这些产品。这些产品存在共性——风格和手工艺传统。现在，我们还决定不了产品的边界在哪里，这有赖于顾客的选择和公司的磨合。这就是目前我们跟琼耳之间讨论最多的战略点：到底我们想给顾客呈现怎样的形象？

	

	HBR中文版：在您看来，这是“上下”目前面临最大的挑战吗？

	托马斯：有些挑战一开始就存在。比如好的手工艺人的来源，一些手工艺人并不愿意培训新人。第二，是创新问题。仅把产品做漂亮是不够的。顾客来到“上下”门店不是为了检查产品的质量，而是希望看看有什么新品。他们希望看到新奇的东西，希望看到好的创意。琼耳有一个很好的创意团队，我们必须加快创意的进程，吸引更多的顾客。第三，就是如何保持“上下”产品的一致性，特别是要找到“上下”茶具和羊绒服装一致性的关键点在哪里。

	

	HBR中文版：奢侈品产品的一致性为什么如此重要？

	托马斯：在奢侈品行业，爱马仕拥有最广泛的产品线：丝巾，手表，香水，珠宝。它们惟一的共性是什么？风格。很多公司不能成功拓展产品线，原因是他们很难保持产品线之间的风格一致。风格由一系列元素组成，能让人立刻识别出品牌，并且，能将一个产品联系到一个既定的品牌。我有一个钱包，别人能从它的风格上识别出它的品牌。比如，皮革的颜色、品质等。一种风格由几百种符号、颜色和规则组成。这需要很长时间来形成。琼耳目前做的很棒。

	

	当地域文化遇到国际市场

	HBR中文版：为什么一些主打中国文化的品牌不太成功？

	托马斯：过去5年中国市场的巨大变化是，中国人从一开始想炫耀自己有钱，转变为不再希望炫耀，而是重视实实在在的品质。在15年前，他们对奢侈品一无所知。现在，他们非常了解品牌本身及品牌背后的故事。很多品牌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创造了很多营销故事，但是产品质量并不好。我们追求高品质，我们必须用能体现高品质生活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

	

	HBR中文版：你认为“上下”会在国际上成功吗？

	托马斯：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公司定位在优质的产品领域。找到手工艺人和优质原材料非常有挑战性。“上下”的定位很清晰，我并不希望“上下”成为很大的公司。我目前感兴趣的不是“上下”有多大的营业额，如果人们在聚会时能提起“上下”产品，我会非常骄傲。

	中国以批量生产闻名。我们走的是另一种路径，它可以表明中国是有高品质手工艺的地方。就珠宝和纺织品而言，中国比欧洲更懂。中国的优秀传统，虽然在一个时期停滞了，但是它仍然在那儿。现在中国有更多人能支付得起高品质的产品。“上下”要往外发展，所以我们开了巴黎店。

	

	HBR中文版：你谈到消费者越来越追求精致、高品质的产品，那么品牌的价值会如何演化？

	托马斯：我认为，产品概念会逐渐被签名概念取代。我不把爱马仕看作品牌名，而看作一个签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产品在使用品牌名上很谨慎，你很难看到它。爱马仕设计了产品，就向消费者保证了它是拥有高品质的。如果一家公司需要品牌才能卖掉产品，那么这家公司就会走下坡路。

	产品必须能滋养品牌，所以它应该是完美的，即便上面没有品牌的名字，也要让人相信它的品质是无可挑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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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睿是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品牌研究中心主任。陈圆妮是《哈佛商业评论》前中文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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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案例 China Case

	

	




蒋琼耳：“上下”之道，唯在平衡

	李源 | 文　李武 | 编辑

	

	

	

	

	

	
		“利润和艺术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动态的目标，是一个品牌成长的过程，而如何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找到平衡点，是“上下”必须面临的挑战。

	

	

	从2010年开设第一家店到今天，“上下”已经走过了4年的创业之路。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上下”仍未全面盈利。但在“上下”的CEO兼艺术总监蒋琼耳看来，这不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挑战，而是当初与爱马仕共同创建时的一个战略选择——走得慢一点，让品牌的成长，跟上盈利的步伐。

	与爱马仕的前总裁帕特里克·托马斯（Patrick Thomas）一样，蒋琼耳相信盈利是迟早会到来的事情，而她最关心的，是当世界开始第二次认识中国时，“上下”如何展示当代的中国，如何在艺术与商业、速度与规模、美学与功能、世界视角与东方审美间寻找到最好的平衡。

	

	“慢”是一种战略

	不是任何一个奢侈品品牌都能创造“上下”，金钱创造不出“上下”，能创造“上下”的是爱和时间。

	HBR中文版：创建“上下”看起来是一个机缘巧合，你是如何遇到爱马仕的？

	蒋琼耳：我从小学习绘画，后来到法国学设计。当我身处西方世界的时候，才理解什么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我真正开始理解中国文化，是在我开始学习西方艺术之后。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意识到中国文化灵感源泉的独一无二性。回国后我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做自己的品牌设计的同时，也给一些国际品牌做精品设计。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在设计中加入中国的某一种工艺，或者生活美学的灵感。

	2005年开始，爱马仕中国找到我，请我设计橱窗的艺术装置。这是爱马仕第一次跟中国艺术家合作。通过爱马仕的中国总裁雷荣发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当时的爱马仕集团执行总裁帕特里克·托马斯。

	那时我们就发现，我们都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有着相同的激情和梦想，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非常相似。其实“上下”的创立就是来自人与人的美丽相逢，来自我们对复兴手工艺的梦想。“上下”这个名字，就是对这个梦想的诠释——对传统文化的承上启下。

	

	HBR中文版：复兴中国手工艺的梦想并不容易，你如何衡量它成功的标准？

	蒋琼耳：应该说这个梦想到今天也没有实现。项目启动并不意味着梦想的实现，梦想的实现是到“上下”真正承上启下、获得成功的那一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可能是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的。真正的承上启下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在了，这个品牌还在下一代人手里健康、蓬勃地发展着；手工艺师傅不在了，但他的手艺在他的徒弟、孩子们的手里传承。当然，要走过50年甚至更长，“上下”不仅要商业上的成功，更要文化上的成功。商业和文化并不矛盾，只是要找到良好的平衡点，才能持续和绵延。

	

	HBR中文版：爱马仕作为投资方也希望“上下”能在2015－2016年时的业绩能带来惊喜，对这个预期你怎么看？

	蒋琼耳：我也相信，只是不能预计这个惊喜有多大。应该说“上下”现在还处于投资状态，尚未全面盈利，不过我们不着急，大部分企业的投资期只给2年，“上下”也许需要10年。

	“上下”不是以商业成功为首要目标的品牌，我们更希望商业的成功是对“上下”品牌成长的奖赏。只要我们把文化传承做好，品质和美学追求都达到我们的希望，商业上的成功一定会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深深相信，一个品牌要做到百年品牌，必须从文化根基入手，今天“上下”的状态不是一个“意外”，而是当初我们双方共同的“选择”。

	

	HBR中文版：你怎么看待“上下”与爱马仕的关系？

	蒋琼耳：“上下”与爱马仕之间只有两样东西有交集：第一，我们都是股东；第二，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其他方面，“上下”都是完全独立的。我们是两棵不同的树，一个来自法国土壤，一个来自中国土壤。

	

	HBR中文版：那么除了投资之外，爱马仕带给“上下”的价值是什么？

	蒋琼耳：爱马仕带给“上下”的价值，是那种对时间、对品质、对人的关注。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时间，没有什么比愿意付出时间更珍贵。不是任何一个奢侈品品牌都能创造“上下”，金钱创造不出“上下”，能创造“上下”的是爱和时间。

	此外，爱马仕对于品质的追求是始终如一的，“上下”也一样；爱马仕是一个以人为本，非常人性化的企业，它对手工艺人、对员工、对股东、对客人，对每一个人的关怀都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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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上下”上海店面

	

	“只要我们把文化传承做好，品质和美学追求都达到我们的希望，商业上的成功一定会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文化和商业并不对立

	HBR中文版：你既是CEO又是艺术总监，你如何定义在“上下”的角色？

	蒋琼耳：我在“上下”有两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是：“为人民服务”，为员工、为客人、为手工艺师傅们服务。让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快乐、更绽放，作品做得更好，更能实现自我；第二个角色是：“爱的创造者”：用有创意的方式，创造爱，分享爱。我喜欢用爱的方式激发员工的灵感。

	而且我也不认为CEO和设计总监两个身份是矛盾的，这两个身份的对话，会让我更好把握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平衡点。

	

	HBR中文版：“创造爱，分享爱”是“上下”的企业文化吗？

	蒋琼耳：对的。只有当每件器物承载着爱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但心中没有爱，怎么能寄情于物，让产品有爱呢？

	21世纪要用新的思维方式来考虑商业模式，我们不能用传统的高端品牌的成长方式，比如铺店面，显然是不合时宜了。我们花50年的时间可能也赶不上现在高端品牌的店面数量，一方面可以开店的地方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消费习惯也发生了改变。

	对于新的商业模式，我们也在探索。包括如何传播品牌的理念，什么是“东方的雅致生活”？需要我们创造更多的方式去帮助顾客体验。

	

	HBR中文版：爱马仕前总裁说过，爱马仕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利润和艺术之间的平衡”，“上下”有这样的压力吗？

	蒋琼耳：这对任何一个品牌都是压力，不管是一个百年品牌还是一个初创品牌。这个压力也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品牌上消失过，它会一直伴随在品牌成长的过程之中。与其说这是一个问题，不如说这是个现象。“利润和艺术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动态的目标，是一个品牌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这个平衡点寻找的过程。

	

	HBR中文版：那么手工艺人的寻找，以及学徒的培养，是你最大的压力吗？

	蒋琼耳：这确实是以传统工艺、手工制造为主的品牌的共同压力。目前在中国，对传统手工艺的欣赏和尊敬还没有形成大环境，需要时间去培养。这仍然是个耐心的问题。目前我们很多传统工艺还是有的，很多大师也还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将它传承下去。

	“上下”希望通过手艺和设计的对话，艺术和实用的交流来促进手工艺的传承，但要将我们现在仅存的手工艺保留下去，还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将系统和环境建立起来。

	

	“含蓄”是一种竞争优势

	HBR中文版：以东方文化为设计灵感的品牌并不罕见，“上下”的优势是什么？

	蒋琼耳：其实包括很多西方大牌也会推出中国元素系列，“元素”是什么？一条龙、一朵牡丹、一颗五角星吗？这都是形式上的东西，是低层次的运用。

	“上下”与其他中国元素品牌最大的区别是“取之神，弃之形”，我们取的是中国文化里的气质、美学。“取之神，弃之形”的好处在于，一旦我们在产品上体现了这一点，这件产品便被赋予了灵魂，它永不会过时。“上下”产品的总体风格是内敛、低调而隽永的，我们身上没有“我是中国人”、“我来自中国”、“这是中国灵感”这样的符号标签。

	

	HBR中文版：这样看来，“上下”的消费者是不同于以往的高端品牌消费者的，他们要能理解“上下”的文化内涵。

	蒋琼耳：从开第一家店到现在，4年来我们确实见证了中国消费者高端品牌消费的观念转变。4年来，我们看到很多客人，从接触“上下”、理解“上下”，到成为客人，甚至成为我们品牌的大使。

	这个过程让我感到非常幸福，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外国人开始关注雅致的中国、当代的中国。

	

	HBR中文版：现在“上下”的客户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蒋琼耳：我们的客户从20多岁到80多岁的都有。年龄跨度很大，国籍很多，背景分布很广。我们的客户里有学生，今年我们出了一个以四季为主题的笔记本，就吸引了很多学生消费者。200多元和20多万元都能做出高品质的产品，关键在于它承载的文化，是能和每个人分享的。

	

	HBR中文版：那么你是否担心客户群分布过广，从而降低高端品牌的属性，甚至带来老客户的流失呢？

	蒋琼耳：中国有句老话叫“能上能下”，能上能下才能天地对流，做企业就要能上能下，千万别做成“不上不下”，那就是“卡”。对于最高端的客户来说，我们每年都有限量版和孤品。今年10月底，佳士得拍卖行将举办“中国设计”的拍卖，这是佳士得第一次做这个品类的拍卖专项。这次拍卖的20件作品都来自“上下”。对于高端客户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选择。

	

	HBR中文版：“上下”现在有5类产品，产品线是否过长？

	蒋琼耳：其实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我们创造的是“东方的雅致生活”，我们做的是生活的艺术。“上下”现在的产品线也跟当初创立时的初衷有关——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手工艺。如果我们只做一种产品，如何承载这个梦想呢？

	东方的生活美学、情趣，很难通过家居、服装、配饰、器物中的任何一种来体现，我们其实围绕的是一个“家”的概念。

	

	HBR中文版：爱马仕也拥有很长的产品线，它强调用风格来统一。“上下”的风格是什么？

	蒋琼耳：很幸运的是，“上下”在短短几年里就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比如，我们目前的5类产品的设计主题，都是以“茶”为代表的生活方式展开的。“茶”是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到今天还非常受欢迎。它传达的气质安静而绚烂，宁静而热情。

	现在已经有很多客户能辨识出“上下”这种简约、低调、内敛的风格。“风格”的寻找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但“上下”很幸运。

	

	“平衡”是发展的关键

	HBR中文版：你认为“上下”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蒋琼耳：是如何“平衡”艺术与商业、速度与规模、美学与功能、世界视角与东方审美……寻找这些平衡，就是“上下”不断面临的挑战。

	

	HBR中文版：从第一家店开幕到现在已经4年，你如何总结“上下”这四年？

	蒋琼耳：首先，最让我欣慰的是，在短短的4年里，“上下”在全球引起了很高的关注度。相比其他初创品牌，我们的媒体曝光度，品牌知名度都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谈到中国的品牌和设计，大家会提起“上下”，会讨论它，这当然也得益于“上下”创立的天时、地利、人和，我并不觉得这4年我们做得有多成功，但我们也没有犯错。

	其次，“上下”确立了高品质的形象，无论大家如何评价这个品牌，对它的品质都是一致认可的，这得益于我们始终对品质的追求。

	

	HBR中文版：你如何看待“上下”的国际竞争？

	蒋琼耳：对此我充满希望。30年开放之后，世界开始了第二轮对中国的关注。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第一轮发现是“made 
	in China”，但这个时代正在结束。西方世界开始对中国的第二轮关注，就是当代的中国。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我们变得更加自信、成熟。我们不会以额头上刻着“我是中国人”这样的方式走入国际市场，“上下”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将是“润物细无声”的。

	

	HBR中文版：“上下”的创建模式在高端品牌中并不常见，你如何规划它的未来？

	蒋琼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下”才刚刚起步，慢慢来，不着急。我一直记得爱马仕第五代传人路易斯·杜马斯（Jean-Louis 
	Dumas）先生对我说的话，当时他也是总裁兼艺术总监，他说：“琼耳啊，‘上下’跟爱马仕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农民啊，我们的工作是耕作农田，把丰收留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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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源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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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Ozon公司CEO：如何在俄罗斯做电商

	The CEO of Ozon on Building 
	an e-Commerce Giant in a Cash-Only Economy

	玛依妮·加文特（Maelle Gavet）| 文

	李茂 | 译　刘铮筝 | 校　李剑 | 编辑

	

	

	

	

	
		观点：俄罗斯的经济是现金经济，它的配送网络极不稳定。Ozon公司建立专有的分销系统、全新的物流体系和客户服务模式，以及高度敬业的团队，推动电子商务在俄罗斯的发展，同时成就了这家当地的电商巨头。

	

	

	起初我并不想接手Ozon公司的业务。当时我即将晋升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合伙人，而Ozon只是公司最小的客户之一。我私下觉得它对我的晋升起不到任何作用，但是一名资深合伙人坚持让我负责它的业务。

	几个月后，我辞职离开波士顿咨询公司，成为Ozon公司的销售和营销总监。一年半后，我成为该公司的CEO，那时是2011年。

	我为何冒此风险？首先，我自己有过创业经历，非常怀念创业的激情。而且我很快就意识到Ozon可能会成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4年前，俄罗斯没几家电商，但是我看到这个市场即将进入爆发期。俄罗斯网民数量剧增，互联网渗透率每年增加15%，截至2013年，该数据达到55%。

	在传统零售市场，5%的增长率就会让人喜上眉梢，因此电商市场的这种迅猛扩张更让人激动不已，而我则可以加快这些巨变的发生。我热爱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工作，我的专长主要在零售和物流领域，但是，加盟这家超高速增长公司的机会不容错过。更重要的是，我有机会领导一个更为庞大的团队，当时Ozon已经拥有几百名员工；而在波士顿咨询公司，我永远不可能领导一支超过10人或20人的团队。

	Ozon为何看中了我？当时我年仅32岁，还是法国人。我并不了解电商，除非算上亚马逊网购的经历。但是，年龄和国籍在科技类初创公司无关紧要，况且我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还有一些技术背景。Ozon的董事会明白，想打开俄罗斯的电商市场，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货物送到消费者手中，因为俄罗斯的货物配送系统极不稳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我紧紧地抓住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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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zon基本情况和财务数据

			建于1998年

			总部位于莫斯科

			现有员工数量2355人

			
		

	

	

	新市场的挑战

	人们常常批评Ozon在复制亚马逊，这可以理解。然而，与亚马逊类似并不是Ozon成功的原因。为了理解这一点，你必须明白俄罗斯零售业所面临的挑战和美国或西欧完全不同。我刚加入Ozon时，俄罗斯没有可靠、灵活、快捷的全国配送基础设施，即使网络功能再强大，也不能弥补货物延误或者丢失带来的损失。当我们开始在Ozon.ru网站上提供第三方商家货物时，这些商家有一半时间无法送达货物，就是因为俄罗斯没有覆盖全国的快递公司，它们只能依靠俄罗斯邮政系统。

	此外，俄罗斯还是一个现金市场。只有包裹送到，人们才会付款。这意味着如果包裹无法送达，就收不到钱，即使收到了钱，处理大量现金也是一个问题。2010年，俄罗斯的现金交易占82%；目前，现金交易依然占75%。在现金经济里，公司很难追踪客户和监控欺诈。人们通常以为亚马逊公司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识别他们，这不完全准确，因为你可以随意注册。但是，你无法用同一张信用卡注册两个账号，所以信用卡号码才是你真正的身份证。

	俄罗斯消费者对人际交流的需求非常强烈；在线客服并没有消减这种需求。即使到现在，5%到10%的订单是电话下单，因为一些消费者并不把网址当作商店，而是看成是商品目录册。我刚加入Ozon的时候，公司有一个电话中心，工作时间是工作日上午9点到下午6点。我当时考虑过关闭电话中心，以便让消费者转移到网站上。但当我在电话中心呆了几天，听了大量来电后，我发现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关闭电话中心，而是加大投资，让它全天候24小时运营。

	网站的强大功能不足以让我们制胜俄罗斯电商市场。我们的战略依赖于物流和顾客支持。我们必须说服消费者，网购比去实体店可以更快更可靠地买到产品。我们还需要一种安全处理现金的方式。最后，我们必须和消费者建立人际交流，从中获取他们购物和偏好数据。简言之，我们必须白手起家建立一套基础设施。

	

	自建“联邦快递”

	对于当时还算一家科技初创企业的Ozon来说，这个任务听起来非常艰巨。在我刚担任销售和营销总监的时候，公司的快递业务由两个部门完成，员工加起来只有100人，其中一个部门覆盖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另外一个部门则覆盖俄罗斯其他地区，各自有订单跟踪信息技术平台。我们使用的也是俄罗斯邮政系统，当时我们曾考虑放弃直邮，与敦豪航空货运公司（DHL）和俄罗斯区域性快递公司合作，从而集中精力管理客户体验和追踪购买行为。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董事会和我决定大力投资，发展自己的物流能力。首先，物流能力是一种不易复制的竞争优势；其次，物流是价值链上的关键一环，我们为何要放弃对它的控制呢？如果我们选择与独立运营的快递公司合作，就有可能阻断消费者与零售商的联系，从而无法让消费者产生对零售商至关重要的品牌忠诚度；消费者因此会信任DHL，而不是Ozon。此外，我们必须尽快打造覆盖全国的快递网，与区域性快递公司谈判只会浪费时间。最后，我们认为应该自己直接处理现金，这样当然成本更低，也更安全。

	我们第一步是把两个物流部门合并成一个中心辐射型全国集成网络，覆盖2000个接送点（参见“Ozon的成长足迹”）。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和那些占据地缘优势的商家达成类似特许经营的合作。它们负责配送包裹，收取现金，然后我们再从它们那里定期拿回现金。我们把到枢纽机场的长途运输业务承包给空运公司，自己则负责当地运输，这会涉及到人员招聘与培训以及车辆租赁。

	2000个接送点的运营，需要一个大型服务网络的支持。如果我们要保证配送便捷可靠并赢得消费者信任，就需要将运输流量增加到已有的5倍。你每天派一班飞机送货（或者一天两三班），消费者是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包裹错过了一班飞机的。但是，如果你一周才派一班飞机，一旦包裹错过当天的飞机，就意味着要延误一周才能抵达。我们很快发现，公司必须拥有足够大的运输流量才能让网络有效运作，因此需要把第三方配送纳入其中。这也解决了我们与Ozon.ru网站上卖家之间的问题：我们提高它们的配送率，能吸引到更多的零售商，为它们争取到更多的消费者，也能为我们带来更大的运输流量。

	不过，这带来了一个技术难题。我们负责其他卖家的包裹，就不可能简单地合并和修改已有的包裹跟踪软件，必须重建整个系统。归功于我们IT部门的努力，公司2013年9月成功推出了第三方配送服务：O-courier。IT部门这一成说明Ozon的成功是团队努力的结果：过去三年里公司取得的发展，离不开我们员工和股东的努力，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去推动公司战略的实施。

	

	与员工沟通公司战略

	Ozon很快就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员工体系，这是公司战略取得的最显著成果。目前公司在册员工数量接近2400人，我刚加入时只有900人。这还不包括几千名合同工，比如管理接送点的人，或者把包裹从中心站转运到接送点的配送人员。所有这些人都代表Ozon品牌，他们的一言一行将决定我们能否保持住俄罗斯电商行业的顶尖位置。

	在科技界，领导力往往看起来像事后诸葛。但即便在Facebook和谷歌这样的公司，员工跟新技术同样重要。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里，公司没有一批热爱工作、高度敬业的员工，就很难取胜。高度敬业有时候意味着凌晨3点开始工作，或者周末加班解决一个问题。这种救火式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做到与消费者的每一次接触都是积极正面的。如果消费者选择其他公司，Ozon就别无选择了。我大约有40%的时间都在致力于建立一个高度敬业的团队。我需要确保员工对工作充满激情，这一点极其重要，但互联网世界很少有人谈及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

	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是调整员工对晋升和职业发展的预期。Ozon发展非常迅速，使我们吸引到大量想和公司一同发展的人才。他们会增长经验，担负更多责任，当然也会挣更多钱。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跟得上公司的发展速度，有些人一年前很适合她的岗位，但现在可能就不能胜任了。你甚至不得不提拔她的下属来领导她，这种信息是很难被当事人接受的。

	此外，我们还要求员工适应工作中的不确定性，管理者的一大工作就是帮助员工适应未来的不确定性。市场瞬息万变，员工可能觉得工作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今年还在关注营收增长，明年就开始关注成本了。管理层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但也必须和员工沟通这些问题，这正是我们工作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我们采取以下方式与员工沟通。首先，我们每月举办新员工培训会议，我会亲自到场与新员工会面，让他们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更大的一项活动是我们全体员工的季度会议。大家会去莫斯科的一家宾馆，我和其他高管解释公司的战略方针、实施计划和战略预期的转变等等。之后1个小时的提问环节，员工可以畅所欲言。他们经常会问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我们没有达成这个或那个目标？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某个城市开设更多的接送点？所有的问题都是匿名的，并提前收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搞砸了，虽然很没面子，但它向员工传递了问责制的积极信号，这是我们希望在企业文化中传递的关键元素。

	

	筹划未来增长

	俄罗斯电商市场的增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全国1.4亿人口中仅有2000万网购人群。

	尽管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我们依然坚持地理区域集中。俄罗斯电商市场的增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全国1.4亿人口中只有六七千万上网用户，其中网购人群只有2000万。我们在拉脱维亚和哈萨克斯坦都开展了业务，但俄罗斯依然是我们的大本营。

	我们还会寻找能够充分利用Ozon平台的收购机会。Sapato就是很好的案例，收购一个独立品牌看似奇怪，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直接在Ozon.ru网站上卖鞋子呢（我们网站的确也卖鞋子）？收购的主要原因是网购人群对品牌存在一定的预期，Sapato的顾客永远不会到Ozon上购买同样的时尚鞋子。Sapato为Ozon带来了采购和配送的协同效应。

	进军相邻行业将是Ozon未来增长的主要途径。我们已经成立了Ozon旅游网站，类似美国的Expedia，这里的商机更大。作为一家电商，我们已经在处理消费者的现金，自然也会涉及消费者信用。消费者信用能让我们了解更多消费者信息，电商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是理解消费者信息。我们的股东之一是日本电商公司乐天（Rakuten），它旗下有一家银行，可以帮助我们制定进军该领域的战略。当然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打算。

	刚加入Ozon时，我看到公司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零售和物流领域。但我在这里工作时间越久，就越发明显地感觉到团队和技术的重要性。有了先进的技术，我们才能建立追踪系统，使货物及时抵达消费者手中。我们正在打造一种能力，能够连接工作中的一切，这种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很喜欢IT业，它让我想起在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工作：我们的客户已经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想要的是能够运行解决方案的某种架构。这就是Ozon的故事：创建一个能够适应机遇，与机遇共成长的商业模式和团队。

	

	Ozon的成长足迹

	Ozon在几年时间里建立起接送点网络。从2010年1月到2014年4月，它开设了近2000个接送点，其中一半以上是在2013年开设的。大部分接送点集中在人口密集地区，比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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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依妮·加文特是Ozon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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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日本福岛县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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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日本海啸发生后，福岛第二核电站站长增田尚宏历经“迅速反应，关注变化”、“暂停行动，评估现状”、“随机应变，摸索前进”三个阶段，在极端多变的环境下成功带领下属实现4个核反应堆的冷停堆，避免核泄漏的发生。

	

	[image: ]

	

	[image: ]

	

	说起“福岛核事故”，大多数人会想到福岛第一核电站。在2011年3月的日本东北地区地震和海啸中，福岛第一核电站厂房发生爆炸，3座反应堆核心熔毁，导致严重核泄漏。由于电力中断，冷却系统失灵，核电站工作人员无力回天。通过模糊的电视画面，全世界都看到了爆炸后白色蒸汽和灰色烟尘直冲天际的情景。事发后，福岛第一核电站长期受困于放射性污水和海啸残骸的存放与清理工作。

	相比之下，福岛第二核电站经受的考验并未引发太多关注。福岛第二核电站位于第一核电站以南10公里，同样在地震海啸中严重受损，但成功避免了核泄漏灾难。本文将尝试还原福岛第二核电站危机处理的完整过程，揭示领导力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我们的信息来源包括：对相关人员的第一手采访、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的详细报告、美国核能研究所，以及其他公共信息。在震后的混乱中，日常决策机制和组织行为规范必然全部失效，但经过站长增田尚宏和其他400名工作人员的全力抢修，福岛第二核电站避免了爆炸和核心熔毁，得以安全停运。

	本次地震为里氏9.0级，是日本有记录以来的最强烈地震，引发的海啸浪高是福岛第二核电站设计承受能力的3倍。地震发生后，第二核电站仅有一台应急发电机和一条输电线路完好无损，能保证主控室正常监测反应堆和安全壳内水位、温度、压力等关键指标。但4台机组中的3台电力不足，冷却系统失灵。

	为冷却反应堆，避免第一核电站的灾难重演，增田和手下人员必须尽快恢复机组供电。然而，史无前例的灾难使站内人员陷入震惊。而且最大的危险在于，余震和海啸会接连不断来袭，没人知道最坏的时候是否已经过去。究竟之后发生了什么？当所有常规都被打破，工作人员是如何振作起来、采取行动的？

	此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评估受损情况，并恢复机组供电。但增田站长并没有直接下命令。他深知生存是压倒一切的本能，因此必须赢得工作人员的信任。平日，增田凭借专业技能、勤勉和经验深得工作人员信赖；更重要的是，在危难关头，增田与员工共同面对环境的极端不确定性和种种疑问。他的危机处理策略类似于组织理论学者卡尔·维克（Karl 
	Weick）等人定义的“意义获取”（Sensemaking，又译为“释义”——编者注）方法：汇总团队成员掌握的所有“已知”，对当下状况形成共识，共同找出对策。

	福岛第二核电站的工作人员没有涣散，更没有绝望。在抢修过程中，有些事态逐渐明朗（“核电站哪里出了故障，我们要如何维修？”）；有些情况仍无法确定（“我是否处于核辐射的危险之中？”）；外部环境依然无法预测（“余震是否还会引发海啸？”）。在最后一台机组实现冷停堆前，增田和团队时刻准备应对新问题的出现。他们不断更新认识、调整对策，努力恢复系统秩序。下文将详细叙述震后第二核电站内的事态演进，以及增田团队的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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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迅速反应，关注变化

	本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3月11日14时46分。在恐怖的两分半钟内，太平洋板块移动达50米，这是迄今观测到的最大地震断层错动。增田经历过无数地震，但工作29年来，这是他第一次不得不躲到桌子下。最初的剧烈晃动减轻后，增田从掩体下面爬出来，抓起安全帽戴上，命令全体人员撤离办公楼，到紧急状态应对中心集合。大批工作人员随即疏散到了这栋建筑中的一个大房间，在这里，核电站运营负责人向增田报告了设备运转情况：4座反应堆全部自动停运，尚未发现任何设备损坏。增田和同事们乐观地认为，接下来可以顺利实施冷却作业。

	但地震发生后20分钟多一点，日本气象厅发出福岛县沿岸3米海啸警报。第二核电站的设计海啸承受能力为5.2米，因此增田虽然感到担心，但并未把事态估计得太严重。他派几名工作人员观望海面变化。

	15时14分，第二次海啸警报发出：福岛县沿岸浪高将达6米。几分钟后，增田派出的警戒人员看到了海啸。15时22分，海浪汹涌来袭。8分钟后，日本气象厅最终发布了10米以上的海啸警报。

	截至此时，增田和手下顺利度过了危机的最初阶段。但下一步要进行的冷却作业可能遇到困难：由于浪高超过设计承受能力，海啸可能直接冲击核电站冷却水泵甚至反应堆厂房。

	但增田仍认为海啸不会冲击到紧急状态应对中心，因此亮起的警示灯让他十分震惊。增田估计，浪高要达到17米才会触发警报。他十分担心沿岸排开的4座反应堆厂房：冷却装置最低处仅高于海平面4米，反应堆仅高于海平面12米。如果冷却系统失灵或电力中断，反应堆冷却将几乎无法完成。

	几小时后海水开始退去，增田得到报告：4台机组中的3台冷却系统失灵。虽然海啸到来前反应堆已经停运，但堆芯的燃料棒仍在发热。正常情况下这些热量会被冷却系统转移，最终被海水吸收，而现在只能人工向堆芯注入冷水。增田担心，即便堆芯不发生融毁，不断聚积的蒸汽压力也会使安全壳发生问题。如果安全壳破损，一旦堆芯融毁，将很难防止核泄漏。眼下，余震不断来袭，海啸警报也没有解除，增田必须正视危急局面。

	由于厂房内已没有人，增田无从了解设备受损情况。主控室工作人员在岗位上扛过了主震和海啸的冲击，但剩余几百名员工全部随增田撤到了紧急状态应对中心。增田清楚，要想了解受损状况，进而采取修复措施，他必须说服手下进入现场。

	

	第二阶段：暂停行动，评估现状

	第二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大多住在附近，此时他们狂乱地等待着家人的消息。眼下事态早已超出他们以往训练和经验的范畴：海水涌入的程度超乎所有人预想，可达7级以上的余震频繁摇撼着核电站。

	“我不知道我的人会不会同意进入现场，我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增田说。但已经没时间瞻前顾后了。如果不及时恢复冷却功能，最多几天，反应堆安全壳就可能破损。增田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但增田仍然按兵不动。房间里人满为患，增田从角落里找出一张白板，写下余震的频率和级数。他希望用简单的表格证明，余震的威胁在减弱。“其实这一点也不可信，”增田后来承认，“但我必须让他们相信。”他没有发表情绪激昂的讲话，也没有给出命令，只是写写画画，继续等待。

	很少人能有增田这种耐心。领导者大多乐于扮演某种先知式角色，将杂乱无章的外部现实消化整理之后，为组织提供清晰可靠的决策。但此刻，这种领导方式显然难以服众。屋内，地震冲击波在每个人脚下蔓延；屋外，海浪把汽车连同鲨鱼一起抛到人行道上。每个人都会估计外面的危险程度。因此增田只是提供数据，让工作人员自主分析现状，评估行动的风险。

	晚上10点，增田终于召集各机组负责人，要求他们挑选4组工作人员，每组10人，分别前去检查4座反应堆受损情况。让增田深感安慰的是，没人拒绝。

	

	第三阶段：随机应变，摸索前进

	增田在第二核电站前后服务达20多年，对这里了如指掌。他明确了每个小组的行动路线和具体任务。考虑到手下可能因恐惧和紧张而头脑不够清醒，增田特地让他们将指令复述一遍。

	凌晨2点，4组人员全部返回紧急状态应对中心，向增田报告设备运转和损坏情况。到天亮时，增田将需要优先修复的设备和所需物资列出清单。待东京电力公司在自卫队的协助下运来电缆和设备零件，即可更换损坏的水泵电机，并恢复冷却系统供电。3月13日早上，应急物资运达。电缆每段长200米，重达一吨。第二核电站工作人员必须徒手铺设超过9公里长的电缆，才能将3台冷却系统失灵的机组连接起来。正常情况下，这项工程需要20名工作人员用重型机械操作一个多月才能完成；而现在，留给增田的时间只有24小时左右。

	增田回到白板那里，让一位下属画出全站平面图，开始制定抢修方案。增田决定随时与全体工作人员分享最新信息，随事态的逐渐明朗不断修正行动方案。但公开讨论的一个副作用是，工作人员可能将暂定方案当成最终方案，一旦事态发生变化，他们可能会暂时陷入混乱。

	增田的第一个方案是利用核废料储存库的电力恢复机组供电。废料储存库内部结构简单，有利于电缆铺设，而且增田不愿轻易动用惟一可用的那台应急发电机。但他很快发现，储存库距离机组太远。搬运一段电缆需要100名工作人员，如果都绕到储存库，时间肯定来不及。为节省时间，增田不得不决定就近使用应急发电机供电。

	这不是增田第一次被迫更改行动方案。抢修过程中，意外状况不断出现，第二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必须及时应对。增田回忆道：“水泵电机很快运到，但海啸残骸把路堵住了，我们无法把电机运到厂房；清理残骸需要推土机，但我们根本没有推土机，即使有也不会操作；终于把电机运了过去，又不知道怎么把它从卡车上卸下来；好不容易搬下来了，又没法搬进厂房，然后安装又不成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抢修过程举步维艰，增田和手下不得不摸索着前进。

	与此同时，新的危险正在逼近。附近的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辐射水平迅速上升。如果放射性物质向南扩散，将威胁到第二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安全，并中断抢修进程。3月13日傍晚，有迹象表明，第一核电站反应堆将再度发生核心熔毁，辐射水平进一步上升。

	在紧张气氛中，增田对抢修方案做了最后一次、也是最艰难的修正。此前，在地震当天夜里，技术人员经过计算，确定了机组恢复供电的优先顺序。2号机组首先出现压力上升迹象，因此需要最先恢复供电。但随着时间过去，技术人员发现1号机组压力上升更快、安全壳可能最先受损，随即向增田汇报了情况。

	此时，在海啸留下的一片狼藉中，第二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已经连续搬运电缆数十个小时。包括增田在内，大部分人没有合过眼。少数人已经和家人取得联系，但外面的情况仍不容乐观（最终，有8名工作人员失去亲人，23名工作人员房屋被毁）。核辐射的阴影从北边迫近，而第二核电站随时可能步第一核电站后尘。增田果断下令，先抢修1号机组。

	受厂房建筑结构限制，电缆铺设路线无法立即更改，现场工作人员一度陷入混乱。但此后他们以惊人的效率完成了任务。仅仅两天前，增田还不得不用统计余震频率的方法，试图让惊慌失措的手下平静下来；现在，他们已经自主行动起来。这要归功于团队强大的纪律性，但更是正确认知策略的胜利：增田异常平静地坦陈事态的不确定性，使工作人员对困难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并在实际操作中适应了极度多变的环境。

	3月13日午夜前，蜿蜒曲折、总长超过9公里的电缆铺设完毕，第二核电站内掌声雷动。14日凌晨1时24分，就在压力水平到达警戒线的两小时前，1号反应堆的冷却系统恢复运转；7时13分，2号机组恢复正常；15时42分，4号机组恢复正常。15日早上，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因第3次爆炸陷入混乱之际，福岛第二核电站全部4台机组成功实现冷停堆。

	这要归功于团队强大的纪律性，但更是正确认知策略的胜利。

	地震、海啸、断电、安全壳受威胁、变更抢修顺序……面对接踵而至的困难和挑战，增田和同事们不断修正对现实的认知和应对方案，力图更完整把握事态走向。

	在2011年3月的这些不眠之夜，增田没有心思考虑“意义获取”这类抽象问题；但在第二核电站的混乱和恐惧中，他用实际行动为所有人指明了出路。为使工作人员重获身体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增田承受了巨大压力。但在震后决定命运的几小时中，增田没有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而是毫无保留地向工作人员通报现场情况，并公开讨论应急处置方案，使整个团队能对行动目标和面临的风险形成共识。

	无疑，增田的团队比第一核电站的人员更为幸运。第一核电站设施受损更严重，引发一系列可怕的连锁反应。第二核电站至少还有电可用，而第一核电站外部供电中断后，应急发电机也很快损坏，导致监测人员对不断恶化的站内环境一无所知，设备受损和电力中断最终引发爆炸。安全壳破损后，工作人员随时可能暴露在高强度辐射下。时任站长的吉田昌郎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事故发生后，第一核电站大批工作人员出于安全考虑拒绝参与抢修，他一度只能调动69人。而在第二核电站，增田有400人。

	在危机的漩涡中，增田的团队面临着既往认知的失效。但他们重新拼凑起现实的秩序，摸索出前进方向，最终成功挽救了第二核电站。2014年4月，增田被任命为福岛第一核电站清理和退役工程负责人，继续为福岛核危机寻找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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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意义获取

		在认识新事物的过程中，主体既需利用已有认知框架，又要部分修正以往经验，这种适应性认知过程称为“意义获取”。人类习惯根据经验对现状和将来进行判断，但当危机打破常态，经验就会失效。为理解全新的事态，我们必须修正惯常的判断和应对方式，并通过试探性的行动和分析逐步认清现实。维克将这个过程称为“认知生效”。

		“认知生效”并非是一个线性过程。在危机事态中，认知主体通常要先走一些弯路，才能获得正确认知。但在一个组织中，领导者越公开表示愿意试错，组织修正错误认知的难度就越大。如何在试错过程中避免陷入错误认知，是很多研究的主题。增田团队对第二核电站4座反应堆的紧急处置，堪称意义获取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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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杰·古拉蒂是哈佛商学院Jaime 
	and Josefina Chua Tiampo教席教授，著有《重塑韧性》（Reorganize for Resilience，《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0年出版）。查尔斯·卡斯托是美国核管制委员会（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负责处理福岛核事故的高级官员，代表美国政府在日本工作近一年。夏洛特·克隆蒂里斯是常驻波士顿的学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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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 HBR Dialogue

	

	




专访蒙牛乳业集团总裁

	孙伊萍：科学治“牛”

	李源 | 文　李武 | 编辑

	

	

	

	

	
		面对蒙牛的品牌危机，本着科学管理的精神，空降兵孙伊萍带领原蒙牛团队，从组织、系统到人事，进行了一系列变革转型。她总结了一个“IPO”管理工具，提出变革决策需要掌握好的“四个平衡”。她认为，大部分中国企业距离科学管理仍然太远。

	

	

	两年前，一再经历信任危机的蒙牛乳业集团（下称蒙牛）品牌风波不断。两年来，新任总裁孙伊萍带领团队推进一系列旨在重塑品牌的转型变革，蒙牛开始展现新的面貌，回归正常增长。

	蒙牛是中国乳业最近10年里异军突起的百亿级明星企业，其迅速崛起和深陷困境，均曾引起普遍关注和多方争议。2012年4月12日，原中粮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粮集团（西南）大区总经理孙伊萍空降蒙牛，接任两届任满的杨文俊，成为蒙牛新总裁。这被外界解读为“中粮系”正式介入蒙牛管理，但此时已是中粮集团收购蒙牛3年之后。

	2008年，令消费者闻之色变的三聚氰胺事件，无疑是中国乳业发展及蒙牛的重要分界线。2009年7月，中粮集团及厚朴投资共同入股蒙牛，斥资61亿港元收购了蒙牛20%的股份，自此中粮集团成为蒙牛第一大股东。这笔交易在当时的舆论场里喜忧参半：对致力于打造全产业链的中粮来说，61亿港元是一个相当划算的交易；而当时的蒙牛处境艰难，中粮集团入主像是捧起一块烫手山芋。

	随后的事实表明，外界显然低估了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的通盘考虑和管理智慧。入主蒙牛后，中粮集团并没有急于拿起手术刀，除了提出蒙牛必须在战略和质量安全把控上要达到中粮集团的整体要求，在最初3年里，中粮集团对蒙牛基本“不介入经营管理”，杨文俊和原团队仍然实际操盘。

	但这并未让蒙牛走上正轨，中粮集团的管理手术因此无可避免。当外界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蒙牛能否顺利走出品牌危机，未来究竟何去何从，大股东中粮集团备受舆论压力，对于宁高宁而言，这自然是更为恰当的重新布局并实质管理蒙牛的时机。此时正值杨文俊两届任满，孙伊萍被宁高宁“钦点”执掌蒙牛。

	我们基本可以相信孙伊萍的说法，当时她的确还没来得及完全做好准备，只带了一位秘书，蒙着就去了蒙牛：“老板（宁高宁）告诉我，这是家特好的公司，你就去吧。”宁高宁看重的，是孙伊萍身上那种典型的职业经理人的素养，以及她对管理的热情，而不仅仅是因为她出身于中粮系。

	孙伊萍是食品专业科班出生，不仅拥有国企背景，还在外企历练多年，熟悉食品饮料行业的一线操盘，对西方科学管理的有效性深信不疑。在同事眼里，孙伊萍喜欢在桌面上解决问题，既有女性领导人的聪敏和灵活，又兼具男性领导者的大胆和决断。事实证明，孙伊萍这些特性随后都在蒙牛的管理变革中派上了用场，宁高宁识人用人的智慧也得到初步验证。

	不过，从一开始摆在孙伊萍面前的就是多重的管理挑战。她不但要尽快解决蒙牛的信任危机，还要找到蒙牛的深层病因，从而重塑蒙牛。在很多场合，孙伊萍都表达过她对蒙牛从不喜欢到接受并喜欢它的过程。而最初让孙伊萍感到困惑的是蒙牛自身的矛盾性：外界都说它非常坏，可内部觉得自己特别好。“曾经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惊人的业绩，让这个团队非常骄傲”，孙伊萍回忆说，“这不仅让他们对外界的质疑愤慨，也对我的到来产生了怀疑。他们不了解我，不相信一个国企来的空降兵，能管好一家从草原中奔腾出来的民企。”

	初到蒙牛时，孙伊萍也曾认为问题出在质量管理和外部公关上，但1个月后她就发现，真正让蒙牛迟滞不前的是管理体系的不合理。

	首先是质量管理与硬件设备不匹配，孙伊萍走进蒙牛生产线时发现，它的质量管理设备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但就是这样硬件过关的企业，恰恰出了质量管理的麻烦；其次是外部公关失当，面对舆论的狂轰乱炸，满腹委屈的蒙牛急于辩解，结果越辩解越无力。上任30天后，发现问题的孙伊萍给蒙牛员工和合作伙伴发出第一封信：“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不是去辩解，而是认真地反省我们的不足和过失。从品质到管理逐步接轨国际，成为中国质量最好、最专注、最专业的乳品企业，应该成为所有蒙牛人一致的目标！”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孙伊萍推动蒙牛展开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行动：2012年6月，与爱氏晨曦－Arla Foods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引入前端奶源管理与生产质量控制体系；2013年4月，与新西兰安硕（Asure 
	Quality）合作成立食品质量安全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2013年5月，中粮与达能成立合资公司，未来达能中国的酸奶业务将与蒙牛酸奶业务合并成立合资公司；同月，蒙牛增持了中国最大的奶源供应商现代牧业；同年6月，蒙牛斥资124亿港元收购了雅士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这笔中国乳业史上最大的收购交易标志着蒙牛将在奶粉领域发力。

	在这一系列合作与并购背后，是孙伊萍推动蒙牛内部变革的全面启动。孙伊萍看到，这家以销售带动成长的草莽英雄，虽然建立了强大的执行力文化和经销商架构，但整个组织结构的中央集权模式，会影响长远战略的实施，这也无疑削弱了各层级岗位的管理职能。

	鉴于此，孙伊萍在两年内通过改造整体架构，重新整合质量管理流程，优化IT系统，重塑人才培训体系，力图将销售架构扁平化，并重新梳理蒙牛品牌。孙伊萍推崇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的管理理论，与克里斯坦森观察组织提出的“资源、系统、价值观”的视角相近，孙伊萍提出蒙牛组织变革的核心就是“人、系统、文化”。

	经过一系列转型变革，蒙牛业绩初见成效。2013年蒙牛营收突破400亿元，净利润同比增长25%，这并不是乳业产业里最好的成绩单，但在中粮体系里蒙牛的增长速度最快，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也排名第一。在最新的胡润2014最具价值中国品牌榜单里，蒙牛排名38位，虽然仍落后于竞争对手，但1年内上升了20个名次。

	2014年5月28日，在蒙牛北京办公室，孙伊萍接受HBR中文版专访，梳理两年来的变革尝试和管理思考。她表达直率，思维敏捷，熟悉管理理论，善言实战案例。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她完整地阐述了如何应用科学管理重塑蒙牛品牌，她强调：“蒙牛有着典型的民企优势和劣势，但我从不认为科学管理有适用性的问题，没能发挥效应的，都是企业没用好的问题。”

	

	
		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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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牛乳业集团总裁

		

		

		出生时间：1967年

		毕业院校：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工程学士, 农产品加工工程硕士学位

		简介：孙伊萍1993年加入中粮集团，从事可口可乐相关业务长达12年，就任蒙牛集团总裁前，孙伊萍担任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她在从业近20年间积累了丰富的品牌食品营销、粮油食品加工及地产的管理经验，同时亦在快速消费品行业具有逾10年的丰富管理经验。

		加入蒙牛之后的第1年，孙伊萍即以敏锐的眼光为蒙牛把脉，主导了横跨文化、系统、人的系统化变革，重整蒙牛组织架构，梳理端到端的全产业链质量管理体系，用“真诚沟通”树立蒙牛品牌新形象。她带领蒙牛对标国际，为蒙牛引入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搭建乳业全产业链平台。

		她还热衷公益事业，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公益活动中，向社会传递阳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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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牛2009－2013年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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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断蒙牛管理病根

	HBR中文版：你刚到蒙牛的时候，感受到的最大的压力和挑战是什么？

	孙伊萍：那时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首先，蒙牛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第二，我该怎么带领这个团队，如何和这个团队融合。刚来时，就带着一个小秘书，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我就来了。第1个月我是在极度焦虑中度过的——有太多事情要处理，要见好多人，开好多会。将近1个月时，网上又出现关于蒙牛的争论，我跟高管层开了12个小时的会讨论怎么回应，但结果却是，什么都别说。12个小时啊！那时候真是绝望了，感觉按照我多年的管理方法做事，根本行不通了。

	

	HBR中文版：在来到蒙牛之前，你没有关于蒙牛问题的判断吗？

	孙伊萍：当然有。跟很多人一样，进入蒙牛之前，我也以为蒙牛的问题出在质量管理和外部公关上。所以第1个月我就召开了质量管理大会，但在考察过蒙牛的终端质量管理体系之后，我非常吃惊，我在快消品行业工作过那么多年，蒙牛的质量管理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前段时间宁高宁董事长也在会议上说，蒙牛的质量管理体系在中粮排第一。

	而外部公关的问题其实是表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是做事方法和思路。经过1个月的观察，我发现蒙牛的整个体系有问题：第一，人才结构不够健全；第二，长远的系统建设不够全面，更关注短期行为。

	

	HBR中文版：具体是怎样表现的？

	孙伊萍：从组织架构来讲不合理，比如质量管控，它的管理是从上到下，是非常集权式的管理。但蒙牛已经覆盖了将近30个省市，有几十个工厂，用集团管控的方式，反应速度肯定有问题；其次，责任划分不明晰，责任都在集团，这样是非常不合理的，这让真正在一线工作的人不承担任何质量责任。

	在这样的体系之下，如果生产线真的出现问题，第一、反应速度非常慢；第二、责任全在集团，没有人会为此负责。这就很可能让一个很小的质量问题，演变成一个大的产品事故。

	所以很快我们就开始了涉及全产业链的质量体系整合，从奶源到生产到销售。首先，2012年我们开了10次质量大会，提出质量管理的“四套马车”，核心是围绕集团质量安全管理系统、奶源质量中心、营运质量中心和销售质量中心，重新梳理了质量管理的流程，让它更加简洁畅通。其次，就是设立了一个从集团到事业部的质量管理数据化架构。

	

	HBR中文版：涉及到组织架构的全面调整，是非常大的动作，你没有遇到阻力吗？

	孙伊萍：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对这家公司从不喜欢变成了喜欢：蒙牛有着非常高效的执行力，这是我最喜欢它的一点。第二，蒙牛人非常纯朴，只要有人带领和指导，他们就会满腔热情地去做。

	在上任30天的时候，我写给全体员工和合作伙伴一封信，表达了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就这么做了，这就是蒙牛最可爱的地方。

	

	HBR中文版：之前你提到的一个挑战是与团队的融合，这是很多空降兵都面临的问题，到什么时候你觉得跟团队融洽了？

	孙伊萍：其实这并没有一个转折点。在我看到蒙牛强有力的执行之后，我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做事上。我不能等着团队来接纳我，我相信沟通的力量，在蒙牛的两年里，我给全体员工写了8封信，这在以前是从未发生的。信都是我自己写的，是我的肺腑之言，让我欣慰的是，每次我都能得到很多员工的回复。

	与团队的融合，不仅是你认识团队，还要让他们认识你。在最初的时间里，我能感受到来自团队的不信任，因此在第1年里的10次质量大会我都参加了，跟进每个新体系的落地、每个事业部的数据分析。这让团队认识了我。

	另外，我很喜欢微信，我是公司里较早用起来的，有事儿就在群里说，高效又便捷。

	

	推动组织变革先行

	对于变革，一点反对的声音都没有是不可能的。但是，我选择不去听。

	HBR中文版：进入到具体的组织变革，你最先做的是什么呢？

	孙伊萍：首先就是销售扁平化，其次是丰满职能。

	过去蒙牛的销售手段相对简单，第一，就是一层一层地压指标，通过经销商拿订单，从上到下有11层。所谓的销售实际上就是所有人在传达命令。经过销售扁平化的改革，这个层级已经缩减到了6层；第二，销售职能有欠缺，比如我们重点客户和市场营销的专业化管理需要进一步改善；第三，就是区域化，从10个大区扩展到20个大区。然后就开始选人。

	高管也有职位的调换，从2012年10月份开始，该调岗的调岗，该提职的提职。这的确是一场非常大的组织变革。

	

	HBR中文版：如果说战略部署没有受到阻力，在具体执行中涉及到调岗、提职，你就没有被质疑吗？

	孙伊萍：一般情况下我都会听大家的意见，但是意见不一致需要作决策时，我会相当果断。当然在不同的声音中，我会尽量辨识那些对我的决策有帮助的，我会调整到我认为最对的方向，然后立即决策，立刻执行。

	尤其是在变革期间，我们没有退路，只能向前。这可能跟我的个性也有关系，只要是我看到的问题，我认为有好的解决方法，我一定会非常努力地去实现，先把事做出来再说……这可能也是我的缺陷。

	

	HBR中文版：这样的变化在其他公司可能引发轩然大波，在蒙牛就这么平静地完成了？

	孙伊萍：所以当时我根本就没有发什么红头文件。那天我把大家请到成都御岭湾的会所里开会。开完以后就吃饭，吃饭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个组织变革的执行方案。

	我跟大家讲，我跟你们都不熟，没人跟我有特殊关系，如果时间再长点，我跟谁亲，这个方案就不好定了。目前这么做完全是基于对工作的评估……就这么把方案宣布了，然后大家就喝酒，喝完酒就没事了。其实对于各大区销售来说，实际的变化并不大，只不过你的分工发生了改变。

	当然，一点反对的声音都没有是不可能的。但是，我选择不去听。

	

	HBR中文版：在蒙牛推行的变革中，有什么是绝对不会变的吗？

	孙伊萍：第一，我们的核心员工、大区销售总经理、事业部总经理，一定不会请外援。因为他们是我们区域里面的发动机，这点我肯定不会变。所有岗位，首先看内部有没有，没有才在外部找；第二，我们的经销商体系不会变，这是蒙牛最强大的核心竞争力；第三，蒙牛的分享机制不会变，也就是蒙牛崇尚的财散人聚的方法是不变的，企业一定要让员工有收益；第四，蒙牛执行快速的文化不能变。我常常讲蒙牛现在经历的是破茧成蝶的“蝶变”过程，但这四点是不会改变的。

	

	重塑品牌以情动人

	HBR中文版：你来到蒙牛，品牌重建也是当务之急吧？

	孙伊萍：没错，其实我来到蒙牛做的第一件事是抓质量，第二件事就是重新梳理品牌。那个时候蒙牛股东和管理层对品牌重塑的期待是非常大的，恨不得第二天大家就都开始说蒙牛好了。

	但那时蒙牛的品牌比较杂乱，没有整体的规划，对于蒙牛这么大的一个品牌来说，没有统一的品牌形象是不合理的。品牌杂乱的一个表现就是广告语、口号很多，这其实不仅对外界，对于内部员工来说，也让人很难确认蒙牛品牌代表的价值。

	

	HBR中文版：所以品牌的重新梳理，是围绕着蒙牛价值观的？

	孙伊萍：对。我们当时讨论新蒙牛的愿景是：第一，与客户、员工、股东及所有利益相关方共成长；第二，要做质量最好、最专业、最专注的乳品公司。这两点提出时，真有点卧薪尝胆的味道。这个愿景里应该有阳光、开放，有责任感，做到高尚、创新。而品牌的梳理就是按照这个价值观来进行的。

	

	HBR中文版：蒙牛在2012年进行了一次包装的更换，这是新形象创建的开始吗？

	孙伊萍：可以说是品牌切割的一个动作。原先我们的包装用了很多年，无论从新的品牌理念营销，还是从外观设计上来说，都应该更换了。原先蒙牛叫“好品质、绿生活”。我觉得跟新的愿景和价值观并不那么贴切，于是我们提出了“只为点滴幸福”的定位。

	蒙牛之前给人的印象就是草莽英雄，我希望新的品牌能传递更温暖的信息，不要总是显得那么强势彪悍。

	我做快消品很多年，根据我对品牌营销的经验，那些好的品牌总是能跟消费者建立情感联系。点滴幸福，代表我们愿意从小事做起，把产品做好，愿意从最细微处融入消费者的生活。

	

	转型变革关键在人

	HBR中文版：到现在为止你已经做了一系列变革，你认为蒙牛的转型已经完成了多少？你认为要保证变革的成功，最重要的是什么？

	孙伊萍：蒙牛的转型已经完成了30%。变革成功最重要因素是人。

	其实当初在制定蒙牛的变革路径时，我就提出了“人、系统、文化”的架构。人是变革中最重要的因素。在推进组织变革的时候，我就发现蒙牛原有的培训体系比较乱，没有人才梯队的搭建。于是我就做了“蒙牛100”这个人才培训的项目，最后慢慢延伸出蒙牛100Junior、100MT、100GT等人才选拔与培养计划。“100”代表着要培养100名面向未来的蒙牛管理精英，要具备100分的管理能力，在这个目标下，目前“蒙牛100”的培训理念已经渗入到各个阶段管理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如蒙牛100培训是针对蒙牛管理团队中的核心高层管理者，依次往下，100Junior是针对核心的管理者后备，100MT是初级的管理人员，100GT则主要针对新毕业生，刚加入蒙牛的优秀员工。

	

	HBR中文版：你选人的标准是什么？

	孙伊萍：我用人的标准：第一，逻辑思维要强；第二，执行力强；第三，我特别看重他的意愿。后来我们也有一些来自宝洁、可口可乐的新同事，我就跟他们讲，到蒙牛来，千万不要抱着职业经理人的心态！如果你不让自己对这个品牌产生强烈的情感、不能把蒙牛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你一定融不进来，混不下去！

	

	HBR中文版：文化可能是变革中最难的部分，你是如何推进文化变革的呢？

	孙伊萍：这两者相辅相成，不能割裂开来。文化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但它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今年我们推行了一个叫“IPO”的管理小工具，这个工具是我发明的，它基于我们开放、创新的价值观，是非常符合蒙牛战略价值观的工具，也可以说是蒙牛变革的小工具。

	具体来讲，“I”是指Innovation（颠覆性创新）——我们的愿景就是要成为以创新引领的营养健康食品公司；P是指Performance（绩效）——管理出效益；“O”是指Open & 
	Transparence（开放、透明）——这是我们的价值观。

	这个工具使用起来也很简单，就三张表：“I”做了什么，“P”怎么能完成，“O”里面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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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BR中文版：“I”和“P”比较好理解，“O”这张表怎么填写？如何衡量一个团队够不够开放透明？

	孙伊萍：这就要靠沟通。刚来蒙牛，我天天花很多时间听各层的汇报，还常常听到互相指责。后来我说，蒙牛的文化就是任何事都要拿到桌面上来说，也就是要把哪个脚趾头缝不舒服的地方，都写上去，这就是“O”表。比如销售预测是什么样的，又该怎么做才能达到。写出来后再一梳理，大家很快就发现，自己的问题可能比别人还多。

	在我看来，这套“IPO”不仅适用于蒙牛，对很多以创新驱动成长的企业来说，它同样适用。

	

	变革部署四个平衡

	HBR中文版：来到蒙牛两年，你推动了一系列变革，决策、执行都很快，你如何保证变革决策的准确性呢？

	孙伊萍：所以我在内部提了“四个平衡”：

	第一，速度与系统的平衡。速度是蒙牛快速发展的优秀基因，但对于很多蒙牛人来说，“系统”一直是一个比较“虚”的概念。在这样一个充满创业气息的团队里，“系统”如何发挥力量来帮助到每一个充满个性的同事？怎样真正促进我们的品牌和销售增长？这里面需要更多地运用系统化建设，夯实团队协作的组织、流程和协作基础，快速响应，成为一个个高效协作、系统化的团队。

	第二，服从和专业的平衡。在某些领域，有些同事明明知道是总裁错了，他也要服从。然后说这是总裁让做的。我们的员工首先要尊重专业知识，而不是只会服从命令。

	第三，权利与创新的平衡。在我们的架构里，跨部门同事为了创新可以随时组队，打破权利藩篱，形成网状结构。

	第四，加法与减法的平衡。我要求管理做减法，因为蒙牛的体系很复杂，完全靠人海执行力，用的是笨力气。比如，仅仅一个考核，蒙牛就有1000多项指标，梳理之后还有200多项。我觉得还是很多，应该不能超过40条。

	什么是加法？就是管理层拿到要转给我的材料，别看都不看就丢给我了。你得告诉我这个材料都说什么了？你的判断是什么？管理做加法，就是不做二传手，不做传真机。

	这四对平衡的重要性在于，它结合了老蒙牛的传统优势，随时提醒我们的方向和速度，这对我们未来的国际化转型、数字化转型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HBR中文版：蒙牛有数字化转型的相关部署了吗？

	孙伊萍：蒙牛一定会从传统制造环境去向数字化社交环境转变。包括从产品开发到营销模式，从广告到公共关系，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HBR中文版：几乎所有行业都在面临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你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孙伊萍：第一是人，找到合适的人。现在合适的人确实难找，而且很贵。我们也在做一个新的尝试，就是不把所有的人才都拥为己有，而是让外部的资源为我所用。这也是蒙牛下一步将致力于打造的生态圈——让更多外部公司与蒙牛形成利益共同体，一起做事。这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更大的发挥合作者的积极性。第二是意识，这是最重要的。第三是要创造成功案例，分享给所有的员工，让大家相信这条路是对的。

	

	HBR中文版：打造生态圈、数字化转型，这是你提到的蒙牛的颠覆式创新吗？

	孙伊萍：其实我理解的颠覆式创新，更多的是自我颠覆。比如我们目前整个愿景的改变，就是一次自我颠覆；再比如，蒙牛已经开始开发植物蛋白，将建立营养健康食品公司，这也是对一个乳业公司的业务颠覆，等于左右互博。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你不颠覆自己，别人就会来颠覆你。

	另外，我们正在内部推行的跨部门合作，也是打破组织界限的颠覆式创新。任何部门的同事，为任何创新项目都可以自由组合，只要能将“IPO”表格填出来。这也彻底改变了公司的管理，现在是越来越透明了。

	

	科学管理从未落伍

	很多民企会说西方管理到中国会水土不服，对此我不能同意，这是企业的问题，不是理念的问题。

	HBR中文版：从你的履历和管理风格来看，你应当是比较信奉科学管理的？

	孙伊萍：当然，我是被系统训练过的，对科学管理的有效性深信不疑，它从未落伍。而且，我认为让中国企业无法走远的，就是对科学理性的管理，包括分析、数据、系统的建立等方面的不重视。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和达能正在进行的中国酸奶业务合作。蒙牛一直觉得自己的酸奶业务做得不错，达能就在市场做了一个调查，把所有货架上产品全部做了一个梳理，突然发现蒙牛的酸奶保质期才21天，而调查的其他的乳品品牌的酸奶能做到28天甚至30天。这就直接影响到产能的计算，进而决定我们未来到底要减掉还是增加工厂。这样制定的战略才是投入和产出最合理的，而不是拍脑袋去想。

	很多民企会说西方管理到中国会水土不服，对此我不能同意，这是企业的问题，不是理念的问题。

	

	HBR中文版：你的职业生涯经历了国企、外企、民企，相比之下，民企的短板是什么？

	孙伊萍：是科学的管理系统。你看蒙牛，有很多管理模块，但它是分割的，互不相连，堆叠在一起。不是系统管理，是补丁管理。我刚到蒙牛时就发现，问有IT系统吗？有！有质量检验系统吗？有！最标准的答案就是什么都有，但仔细一看，缺乏足够的关联。这不是蒙牛的个案，中国很多民企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希望我能带给蒙牛的价值就是带来一些科学管理的理念，我一直强调蒙牛未来的成功不能靠空降兵，我希望我能在蒙牛扮演一个承上启下的传承者的角色。

	

	HBR中文版：蒙牛在国际上的对标企业是谁？

	孙伊萍：达能是其中一家。达能在全球是非常优秀的公司，无论是专业化管理，产品创新，还是品牌建设上，达能都非常优秀。

	

	HBR中文版：2012年和2013年的蒙牛经销商大会的主题是“破茧”，“蝶变”，2014年将是什么？

	孙伊萍：还是“蝶变”。2015年希望是“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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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源是HBR中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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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绕不开三大管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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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改革发展十字路口的中国制造企业面对三个挑战：企业家心智模式需要怎么变？企业治理结构需要怎么变？企业文化需要怎么变？

	

	

	
		核心观点

		问题　中国制造业正在进行转型，绕不开的话题是管理变革，但管理变革并非易事，相关方如何各担其责？关键变革是什么？变革的瓶颈又是什么？

		

		


		分析　目前主要存在两个瓶颈，其一，政府需要“转型升级”，政府对环境的影响与塑造非常重要，环境是战略的基本要素，决定了企业能否顺利转型。其二，企业家需要开“心界”，真正开放自己，只有这样对知识员工、资本、创新的认识，才能够上一个新台阶。

		

		


		方法　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能做大，是经过上百年的摸索才建立起来的，是把握住了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中国企业还是要虚心地学习西方的基础管理体系和治理结构，企业家也需要科学启蒙。

	

	

	如今，环境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渐行渐远，管理红利、创新红利渐行渐近。中国制造业正在转型，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制造业转型。无论是管理红利还是打造创新型企业，中国制造业企业都绕不开管理变革，但管理变革并非易事，围绕管理变革，相关各方如何各就各位并各担其责？变革的关键是什么？变革的瓶颈又是什么？

	

	旧支柱的坍塌

	敢于直面挑战，具有科学理性和务实精神，并且全面利用全球资源认真务实创新的企业，已经开始享受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成就在制造业的崛起及其对国民福祉的拉动，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如今，决定中国下一轮可持续发展的命门亦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所谓中国制造业困境是多重动因所导致的。从外部来看，全球要素流动更快、更畅，全球化竞争在加速深化，制造业在全球范围进行着剧烈的结构性重组；从内部来看，市场环境和要素结构在发生质的变化，尤其是劳动力价格迅速上升、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导致更多往日的企业外部经济性不断加速内部化。

	一个基本的大背景是，中国加入WTO后，企业迅速卷入到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在参与全球制造产业链的过程中获得庞大市场机会和收益，但随着卷入程度越来越深，竞争环境的变化也越来越大。在企业高速发展、劳动者分享发展成果的同时，以低廉劳动力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优势支柱“无可奈何花落去”，而创新尚难成为新的竞争优势支柱，发展的瓶颈便一下子卡住了众多制造企业的脖子，从战略意义上看，也卡住了中国经济，乃至社会持续发展的脖子。

	从经济上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就是创新瓶颈。向创新驱动转变意味着全新的管理挑战。包括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治理结构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企业都面临着新课题。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加剧了企业的白热化竞争和结构转变，对过度依赖传统优势的中国企业而言，本是一个“洗牌”升级的好时机。然而，随着政府的过度救市，许多企业不是依照市场规律去通过改进管理实现创新升级，而是找到了通过取巧来渡过难关的机会。比如钻政府背离市场经济规则过度行政干预、繁设优惠政策的空子，利用国家产业政策层层扭曲的机会等等。结果，在越来越回归理性的当今全球竞争新环境下，这些企业失去了创新能力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真正地陷入了困境。而那些敢于直面挑战，具有科学理性和务实精神，并且全面利用全球资源认真务实创新的企业，则已经开始享受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比如华为、浙大网新、海康威视等等创新型公司。

	有不少人说，中国发展的人口红利没有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中国面临着新一轮的人口红利，但不是来自封闭系统中的无技能、低技能的体力劳动人口，而是来自全球的“物美价廉”的知识工作者。而且，在下一轮发展中，尤其对制造业来讲，新人口红利的意义将是支柱性和战略性的。

	

	新人口红利催生管理变革

	新的人口红利来自全球范围的那些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和知识工作者。比如华为，17万员工，其中4万多海外员工，超过40%的公司员工是科研人员，华为去年的科研投入超过300亿元人民币，它所产生的科技创新推动力让全球瞩目。

	尽管人们对中国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有种种严厉的批评，但是，每年700万大学毕业生，千万级的相对高素质劳动力，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全球仅有的巨大新人口红利。发达国家企业雇10个人的科研成本，中国企业可以请100个人。许多中国年轻创新型企业就是这么用好了中国的新人口红利，通过密集的研发劳动力投入而迅速发展起来。比如，海康威视用了10年工夫，从无到有，销售超百亿，资产价值增值了上万倍。还有聚光科技、研祥智能等知识密集型企业也是这样。众多新型制造企业抓住新一轮的人口红利迅速做大做强。

	在更大的视野下，新人口红利其实还包括另一种全球化的人口红利。比如，金融危机后，欧美日的制造业普遍不景气，产生了一大批提前退休、公司倒闭而失业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国许多有智慧的制造企业，就抓住这个重大战略机遇，用较低廉的成本雇佣了这批经验丰富的人才。这些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产生了超额的绩效，这就是通过利用全球高素质人口所带来的新型人口红利。

	在全球化的大视野下，科研发展已经没有了国界和产业边界，中国企业更有条件在全球布局研发体系，更可利用区位优势实现全日24小时的连续研发创新体系，使得研发创新的效率大大提高。许多中国优秀的企业都这么做。相反，那些自信而保守的国外同行，原有的竞争优势迅速瓦解。

	但是，新人口红利并非唾手可得，它带来了新的管理挑战。如何管理知识员工？这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首要问题。以前是“拉长”（取自line的音译，就是负责生产线运作的管理人员）式管理，员工做最简单而机械的活儿。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管理的是创新。为此，企业必须面对三个重要的转变：企业家自身的心智模式需要怎么变？企业治理结构需要怎么变？企业文化需要怎么变？必须面对革命性的转变！

	

	企业面对三个重要的改变

	面对全新的挑战，企业家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我认为，企业家首先需要开“心界”。曾有一位企业家问我：“我们经常去国外考察学习，按理说已经算开眼界了，但面对新的全球化竞争为什么仍然感到困难重重？”我告诉他，开眼界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应该是开“心界”，真正开放自己的格局，提升自己的灵魂。观察不同企业家与国际企业的对接交流，你会发现，那些真正打开心界的企业家，对知识员工的认识，对“知本”作用的认识，对创新的认识，对科学管理和技术创新的尊重和认知上了一个新台阶。事实上，只有企业家的心界打开了，企业文化才能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文化才能形成，这是人口红利得以孵化的企业内部软环境之魂。

	如何改变企业治理结构？很多企业家总希望走捷径，从某某高人那里找到救命的或一劳永逸的特效药。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完全依赖外部咨询公司或完全靠企业家自己的领导艺术，获得持续成功的案例极少。那些功成名就的大型咨询公司拥有非常丰富的、以科学解析人的行为为基础的原理性认知和知识库，往往能够通过非常理性的分析进行变革设计，能够设计出一套很理性、很科学的管理体系。但实际上这些体系是基于很多对人和组织的假设而理性设计出来的，与企业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和动态环境往往不相吻合。

	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大国，那种不接地气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改革注定会失败。有效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系变革还是要由企业内部人，尤其是企业家及其核心团队打开心界，带着自身的理想、抱负和掌控能力来操刀设计并付诸实施。因为他们更了解企业内部中那些活动的、富有生命的信息，对不同层级员工的工作驱动力理解得更深，只有他们才能真正调动和激发全员的潜能。所以你看那“不让雷锋吃亏”、“力出一孔，得出一孔”的华为，其治理结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系，对知识员工的激励与维护，既科学又艺术，首先符合科学，然后进行艺术提升，非常符合国情。这种充满鲜活艺术性的、接地气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系很难只靠咨询公司来解决。但是，专业咨询公司在华为的管理创新中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企业文化的改变决不能只在形式和口号层面，甚至也不能只在“理念”层面。企业文化体现在车间中弥漫的空气里，它以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为载体，以企业家及其核心团队所奉行的管理哲学及行为准则为灵魂。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片面强调“人治”的沉苛，目前众多企业家过于专注抽象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类的文化理念，在面对知识员工及80、90后的员工们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倒是基于近代管理科学和普世人文精神的管理体系，实施先固化、后提升的思路能够接通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也真正从本质上接通地气。

	可见，企业面对的三个改变的核心是企业家自身的改变。我遇到过那些做得好的企业家，做得越好的，就越尊重那些基本的、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现代科学管理体系。他们不会简单地鼓吹“儒、释、道”在企业管理中的神乎其神，也不会将中、西方文化截然对立。应该承认近代工业文明从西方发展起来，其科学意义并无国界。

	一位知名企业家对我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经过上百年的摸索才建立起来的东西，是把握住了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好东西，中国企业为什么就不能放下所有包袱拿来用呢？为什么总要为所谓‘中国国情’而耿耿于怀呢？”对企业而言，真正的创新并无国界，无所谓“自主创新”。

	

	瓶颈在哪儿

	制造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出在保底的基础性科学管理和制度建设，以及提升创新管理体系建设两个重要方面。

	既然企业变革势在必行，那么变革的关键瓶颈是什么？如何破呢？政府不要总是向企业喊话“转型升级”，而一定要先想想，政府自己有没有转型升级？尚未完成转型的政府是不是已经成为企业变革的瓶颈了呢？政府是否自己就是“让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大瓶颈呢？以走在市场经济前列的制造业大省浙江为例，走过经济高速增长拐点的浙江经济面临要素集聚、企业整合重组的重大需求，迫切需要拆除壁垒，加速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可是制度壁垒、管制壁垒、法律法规壁垒层层叠叠，优秀企业、龙头企业徒有雄心壮志；中小企业、微小企业苦苦挣扎，逃离制造业倒是容易，转型升级谈何容易？

	从企业自身看，制造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保底的基础性科学管理和制度建设，以及提升创新管理体系建设两个重要方面。那些在精益管理方面提前下足了功夫的，日子就还好过；在创新方面做得好的，日子就更好过些。为什么目前很多企业仍然忽视基础管理和制度建设？因为企业家们还是受到了太多的非理性赚快钱的机会诱惑，许多人习惯了过去那种粗放式赚快钱方式，更有一些长袖善舞、精于寻租者早已废了先前创业时的精气神，堕落为擅长权钱交易的投机钻营者。

	当前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转型升级，就是要从中国传统的、游走于官府商贾之间、在信息不对称中实现“货殖”的“商人”角色中走出来，成为靠效率、靠品质、靠创新开拓创造真正客户价值而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企业家。

	越是转型期，企业就越需要理性的环境和基于中长期的战略意志。而环境是塑造战略的基本要素，企业转型是战略性决策，政府对环境的影响与塑造，决定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成功率，政府只有塑造了相对比较稳定的理性的平等竞争环境，维护了正常的竞争秩序，企业才会走向健康方向。比如，知识产权问题，在新一轮创新驱动的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政府在维护竞争秩序方面应该具有铁血坚定的强势。否则，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就是一句空话。

	

	把是非生死交给市场

	中国制造业发展到目前阶段，到了生长出庞大的、以知识型服务为主体的第三方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第三产业”！政府应当塑造环境，为第三方力量的成长和增长塑造好的环境条件。眼下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阶段性特点是，什么事情都只是甲方乙方，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第三方：服务与保障方。很多企业抱怨，创新很难，太容易被人抄袭。这恰恰是第三方力量：知识产权服务与保障机构影响薄弱的体现。创新驱动的市场需要大量的知识产权服务与保障机构，这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市场环境短板。

	现在，塑造完善市场环境所需的服务与保障体系缺位，造成的系统性缺陷问题已经暴露无遗，它们的催生，决定了未来管理红利能否释放。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积极的改变，比如非盈利组织的注册变得便捷，政府开始更多地购买服务来替代自己管事，基于互联网的第三方服务体系和金融服务创新更是风生水起。十八大以后，政府各级各地各部门自上而下推动的“去管制化”、“公共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等等不断推进。未来一两年，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就可以看到系统性建设的成效，现在各方都处于动态适应的过程之中，企业一定要基于对未来的认识做积极的准备。

	再有，最近有一种舆论认为，未来3年50%的制造业企业将破产，这是一种随意的说法，实际意义不大。但它倒是提醒了人们一个重要问题：企业死掉就那么可怕吗？其实，企业有生有死，企业死掉很正常，死掉一批，生出另一批。政府不能只想着企业活，也应该多想想怎么让企业死得有尊严、有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一些企业的及时死掉是好事。因为如果没有一些企业的死，整个行业就好不了。以产业发展的S型生长曲线来看，在拐点之前的加速增长过程中，企业数目的增长是非常快的，但过了拐点之后，产能出现过剩，很多企业就要退出，就要淘汰一批企业，让要素更快地流入优势企业，产生具有更高效率的龙头企业。

	这时，政府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证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让要素顺畅地流到那些优秀的企业手里，支持新的更加有战略前瞻性和创新力的企业发展起来，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健康品质。人们还只会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企业的生死，其实行业是动态发展的，行业要想发展，就要有充分的要素流动性，行业的进出也要自由，所以政府要打开限制行业出入的闸门。现在企业破产注销非常麻烦，企业转让也比注册麻烦得多，舆论导向比较幼稚地认为企业卖掉了、关掉了就很失败。事实上，让一些企业及时体面地死掉才是对产业发展的真正贡献。

	

	企业家的心灵瓶颈

	在西方的企业家精神中，科学精神早已渗透到骨髓里，他们经历了人性启蒙阶段，中国企业家需要重新开启科学精神。

	企业家在推动企业变革时，心理得足够强大。企业家需要心灵导师，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突破自身的心理障碍。欧美日的成功企业家大多如此，他们自己心灵和企业的蜕变都需要“心灵导师”的帮助。有一位企业家跟我谈他的苦恼：“我打下的天下如此辉煌，但是我能活多久？未来企业落到谁手里好？谁来维护企业的价值？我只有一个女儿，这些财富以后该留给谁？”我说：“你手下不是有很多优秀的高管吗？”他说不放心，他认为，如果真把权力交给高管，这些高管完全可以另起炉灶，把公司掏空。

	作为一个创始人企业家，难免面临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往往会局限住很多应有的战略性思考，影响企业的创新发展。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心灵导师们来打开他们的心智模式。此外，心灵导师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让企业家跳出现有业务来思考。很多企业家深陷业务之中，忘了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而心灵导师则是从外部进行引导，使企业家看到另外一个创新的境界。

	优秀的大学教育或者说EMBA教育应该更多地承担起企业家心灵导师的使命。当然，在提出企业家心灵导师这个概念时，我也有种担心，担心又会有企业家误入歧途。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个年轻的知名企业家，他告诉我说要闭关一个月。当然乔布斯也这样去印度做过修灵，但我们的企业家与乔布斯那样的西方企业家不一样。在西方的企业家精神中，科学精神早已渗透到骨髓里，他们经历了人性启蒙阶段，企业家对世界、对人、对现代企业组织的认知理性已经是很高了，而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中走来，普遍缺乏科学精神作为基础支撑。这种情况下，如果去相信一些中国传统中很玄的东西，就会走入另外一个极端。现在这样的企业家似乎还挺多，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这对中国企业的转型创新是很不利。现代大学承担起企业家心灵导师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我们需要用科学与理性来敲打众多企业家的灵魂！

	

	企业家需要科学启蒙

	中国企业家需要重新开启科学精神。中国社会和文化几千年文明，人治的观念和现实体系已经渗透到了基因里，需要彻底的改造。这是重要的基本世界观问题，中国传统儒家讲究的是仁义礼智信，用高大上的完美主义和三纲五常的层级管制屏蔽了中国人对于人性的底层启蒙，导致中国人普遍对人性认识缺乏科学性。存在高大上的“说”事与桌子底下“做”事的严重分离，最后的结果就是“天理”与“人欲”相对立，“做人”原则与“做事”规则相背离，导致普遍的双重人格。

	这种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作为一种文化性格，成为中国企业家推动创新变革的主要障碍。基于承认人欲正当权利的科学精神得不到真正的承认和运用。因此，深受科学精神熏陶的大学教授们应该更多地站出来向大众、向企业家们传播和践行现代科学精神。现实是，受众多因素的诱惑，中国知识分子们亦普遍缺乏科学精神。

	培养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使命。10多年前，作为浙大第一任EMBA主任，我记得在与企业家学员进行的第一次交流会上，我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敲打企业家的灵魂，无论你们企业家多么有钱有成就，你们的灵魂还是需要现代科学精神的敲打。”我说完后，一个企业家马上反问：“那你们的灵魂又怎么样？”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这要求我们教授自己的灵魂足够强大。我们的科学精神强大吗？应该由谁来敲打呢？我觉得教授们都应该好好读一读1883年8月15日，美国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1848－1901）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的演讲“为纯科学呼吁”。大家都得好好补上科学启蒙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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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波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王丰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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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持续增长及商业成功，跨国企业亟需提高中国分公司的管理效率，由市场动态和商业模式来决定分公司理想的自治权，保证它在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和创造力。

	

	

	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GDP增长率显著下滑27%，而人工成本大幅攀升（今年中国的平均工资增长预计为8.9%），以及来自中国本土公司的严酷竞争，让跨国公司中国区的增长面临极大的挑战。但是，73%全球收入超过5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调高了他们对中国分公司业务表现的预期，其中50%的跨国公司依然相信可以通过现存业务实现增长，而不追加任何额外的大笔投资。

	我们曾把跨国公司中国区的这种处境形容为“穿着拖鞋和T恤爬珠穆朗玛峰”，跨国公司的中国高管们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前景依然十分自信和乐观，“如果你能用强大的跨国公司品牌，持续挖掘这个巨大市场的机遇，依然会有足够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本土公司的竞争也让我们随时保持警惕。”

	相比之下，驻华高管更加关注的是总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赋予他们自治权及授权。总部往往只关注中国区的业务及利润的增长，并且只在它完成了指标后，才会考虑加大投资，赋予中国区更多的自主权。然而没有足够的投资和资源投入，中国区的增长往往是纸上谈兵。跨国公司中国区缺少相应的自主权，往往会导致决策效率低、错失关键机遇及市场反应度减弱。

	我们与荷比卢商会（Benelux Chamber of Commerce）共同研究了跨国企业中国分公司可支配的最佳自治水平。在访问了来自17个不同行业的34名大型跨国公司中国区CEO，并比较各公司的现存与理想的自治水平，我们研究出了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需要的自治水平。

	

	分公司自治水平现状

	跨国公司中国区现存的自治水平主要受两个因素制约：第一，监管模式，即业务和产品支持部门对中国CEO汇报关系的强度；第二，赋予中国区CEO们处理关键业务的自主决策权限。

	我们发现跨国公司驻华机构里存在四种常见的监管模式。

	第一种是事业部制，不设立中国区CEO职位，事业部/支持团队向全球总部汇报，战略和目标由区域及全球总部制定；第二种是存在中国区负责人，中国区CEO的主要任务是与政府及利益相关者建立关系，事业部和支持团队实线汇报全球总部，虚线汇报中国区CEO，全球总部制定战略和目标；第三种是存在中国区负责人，中国区CEO负责企业的利润与亏损，中国区的领导团队建设与全球总部协商，由中国分公司制定战略与目标，事业部实线汇报中国区负责人，虚线汇报全球总部；第四种是中国区CEO有完全自主权，中国区拥有完整的运营领导团队，全球总部给予指导和建议，由中国分公司负责中国区战略与目标的设定，事业部/支持团队仅向中国区CEO汇报。

	我们发现跨国公司中国分公司正处于从第二种模式向第三种模式演变的关键时期。大多数公司属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模式，其中23%的公司介于两者之间，这意味着仅事业部或仅支持团队直接汇报给中国区CEO，并非同时汇报。随着中国分公司管理权限的增长，公司的组织结构将会是事业部直接向中国区CEO汇报，即形成一个强势的中国高管团队，在全球总部的指导下，由中国团队制定战略发展计划。

	此外，我们发现公司类型与监管模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知识驱动型行业，诸如高科技公司和制药公司，更多的是由总部直接管理；如果是客户导向型产业，如快消品和零售业公司，更多由本地公司管理。

	另一个决定自治水平的因素是中国高管们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决定并影响关键业务的决策。研究显示，跨国公司中国分公司在组织结构上高度自治，在战略与市场方面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但是在财务制定方面自治度最低。63%的受访者指出他们拥有自主权或战略决策的影响力，但却并没有权限使用可以达到这些目标的工具，如服务优化价格、预算及产品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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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授权中国区CEO的组织结构和自治程度

	

	
		资料来源：合益集团

	

	

	分公司理想的自治水平

	分公司理想的自治权是由市场动态和商业模式来决定的。通过分析市场动态及商业模型，我们可以为跨国公司中国分公司找到理想的自治水平。例如，当一家公司面对的市场动态要求其更加靠拢市场（比如需要满足中国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同时其商业模式更侧重于中国市场（如产品创新是以中国市场的需求为主，而非泛泛地针对全球出口而制造），这就要求总部给中国分公司更多的关注和权限。

	如果跨国公司中国分公司对市场增长拥有强烈的信心，但是面临很不稳定及复杂的商业前景，需要在中国的所有事业部中建立起坚实的协同合作，需要为它的中国客户特别设计市场进入策略和产品，需要为它的跨国公司客户制定与在其他国家不同的方法时，这就要求中国分公司深刻了解中国市场并拥有高度自治空间。

	目前，跨国公司中国分公司主要存在四种常规商业模型。第一，中国作为全球工厂，为供给全球市场而在中国利用低运营成本进行制造，56%的中国分公司目前属于此类型；第二，中国作为销售市场，利用全球制造（或经轻微设计改变）的产品在中国销售和占领市场份额，38%的中国分公司属于此类型；第三，中国作为独特的人才供应市场，中国研发人员作为全球研发队伍的一员，38%的中国分公司属于此类型；第四，为中国市场创造，在中国为中国市场开发新产品，仅有9%的中国分公司目前属于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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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中国分公司的常规四种商业模型

	

	
		资料来源：合益集团

	

	

	中国分公司的商业模式处于演变之中，从基础的制造加工厂逐渐转型为全球的创新中心。为保证持续增长及商业成功，跨国企业亟需提高中国公司模式的效率，保证它在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和创造力。

	

	获得自主权的关键

	但是在现实中，很多中国分公司并没有获得与市场动态和商业模型相应水平的自治权。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垂直事业部结构历来很强势，或者中国目前年收入份额太小，未引起总部的关注，全球总部没有意识到在中国需要一个不同的商业模式，或者担心中国会偏离全球实践，最终导致失控，或者总部对于中国团队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缺乏信心。

	我们的研究发现，总部决定给中国分公司多大自主权取决于全球总部对中国管理团队的信任程度。这种信任需要通过持续的突出业绩以及全球总部和中国分公司两方管理者良好关系建立起来的。如果过去几年中国业务持续增长，全球CEO或高层团队认可中国分公司的价值，或者中国区CEO与全球总部关系密切（因为他们曾在总部工作），都可能为中国区争取到更大的自治权。

	我们的调研显示，在建立中国分公司之初，跨国公司通常并没有根据市场动态或商业模型来制定一个专门的商业策略。通过良好的业绩和个人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信任，是中国公司得到高度自治的关键因素。对那些正努力在中国建设更有效的组织结构的跨国公司，我们有以下建议：

	第一，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商业环境的模式。分析中国分公司现存与理想的自治水平，并与全球高管团队讨论这些问题。

	第二，在中国建设得力的领导团队。如果中国有潜力成为或已经成为全球业务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请把握机会，把最有经验的领导们派驻到中国长期任职，借用他们的力量带动业务发展。

	第三，建立关系与信任。中国区CEO需要与总部的全球管理团队建立良好的信任。中国区CEO候选人最好派驻中国之前曾在总部任职。

	第四，提高中国公司的可靠度。通过执行“领导与组织健康”的定期检查，提高中国领导团队的管理能力及其他关键能力。

	第五，承担义务并展示成果。在与全球CEO及高管团队设定中国区业务计划和目标时，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一致性；在寻求更多自主权之前，提供无条件业务承诺，并且兑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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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蒂文·威尔肯斯是原合益集团大中华区跨国业务总监，现任史宾沙中国区领导力测评与培养咨询业务负责人。哈鲁玛·拉贾是合益集团全球快速发展区域总裁。塔尔哈·坎是合益集团伦敦办公室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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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亚洲新挑战：要投资，也要运营

	深沢政彦（Masahiko Fukasawa）

	迈克·墨菲（Mike Murphy）

	史蒂夫·莫瑞尔（Steve Maurer）|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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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洲市场充满挑战和营收增长有限的背景下，私募股权业正步入了一个新阶段。私募股权公司若想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必须关注旗下所投企业的运营效果提升，并积极干预以便更好地创造价值。

	

	

	随着亚洲各国经济的日渐成熟，私募股权（PE）正在改变与旗下所投企业的合作方式。过去10年，亚洲区一直是经济增长的焦点。但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各经济体增长持续放缓，逐步影响到在原本强劲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支撑下发展壮大的各个行业。同时，部分亚洲地区的公开市场遭遇挑战，这不仅限制了私募股权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发行（IPO）退出获利，也往往降低其所持资产的市值，从而导致旗下基金业绩表现不佳。

	

	新阶段新模式

	相比以往通过上市估值倍数套利的简单盈利模式，私募股权公司现在需要关注旗下企业自身盈利能力的提升，以便让被投资企业进入增长轨道。各行业内的企业不得不开始着手重视业务优化战略以便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商业竞争日渐激烈，产能扩张和不断进军新市场，让企业结构日趋复杂，若想要保持增长势头，企业需要更专业的管理和系统化的运营战略。

	在新的环境下，私募股权公司若想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必须关注旗下所投企业的运营效果提升，并积极干预以便更好地创造价值。为了理解这一重要转变，艾睿铂（AlixPartner）首次在亚太地区开展问卷调查，调研私募股权的价值创造以及对投资组合企业的运营增值。这份调研访问了96家来自本地和全球的普通合伙人（GP），他们均在亚洲进行少数股权、控股股权投资。受访者的资产管理规模从7.5亿美元到逾50亿美元不等。

	价值创造可定义为通过有意义和可衡量的运营改善来提高企业价值的工作，比如，增加企业的息税折摊前利润（EBITDA）。虽然各行各业都有其独特的运营模式，但私募股权公司在对不同企业的运营中也体现出一些一致性。私募股权公司普遍认可，提高营收和削减成本是两项最重要的价值创造战略。这反映出亚洲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很多企业身处成长性行业，但为了超越竞争对手，它们需要提高效率，甚至进行整合。

	总之，市场充满挑战和营收增长有限的背景下，私募股权业正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通过卓越的运营管理创造价值成为提升私募股权公司竞争力的有效举措。更重要的是，业内普遍认为，私募基金的有限合伙人（LP）正逐渐将私募股权公司对被投资企业的运营能力，与旗下基金实现持续回报的能力等同起来。向LP展示过往运营工作的结果，对募集新资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与LP的交谈中，私募股权公司越来越多地谈及价值创造这个话题。

	各个行业中，最需要关注运营的是制造业和零售业。因为这两类企业需要复杂的产品供应链，所以比其他行业变动更多，自然需要优化的领域也更多。互联网、媒体和科技这些在中国极具投资吸引力行业，对运营的需求适中，原因是此类企业通常为轻资产运营。再次，较少需要关注运营的是自然资源和能源投资行业，因为对于此类企业而言，与业务运营战略相比更重要的是技术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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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洲，PE对所投企业进行运营干预的驱动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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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GDP的高速增长让私募股权公司无需费心旗下投资企业的运营，价值创造的作用在过往未被广泛接受，私募股权所投企业的运营管理普遍欠佳。

	然而，亚洲私募股权公司在价值创造方面落后于其他地区的同类公司。亚洲特定的文化、语言、基础设施和规章制度给私募股权公司开展运营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此外，传统上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GDP的高速增长让私募股权公司无需费心旗下投资企业的运营工作仍能获得不俗的业绩表现。价值创造的作用在过往未被广泛接受，私募股权所投企业的运营管理普遍欠佳。从某种意义上，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私募股权在亚洲仍是新兴产业。

	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环境，对运营工作构成各种障碍。中国被认为是运营工作最具挑战的地区，其次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中国，大多数企业隶属国有或由创始人运营。国有企业的高管团队一般由政府机构主导。私营企业方面，白手起家的创始人对于放弃股权，听从外部顾问的战略指导和意见持抵制态度。此外，在中国，由于并购投资的机会少之又少，私募股权基金很少拥有企业的控股权，这导致执行运营战略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中国，过往对于少数股权投资企业的运营增值，大部分往往局限于会计、税务标准化，资源共享，业务开发和人才招募等。

	需要提及的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可能正在逐渐形成对运营工作的需求。25年或30年前开始创业的创始人现已接近退休年龄，而他们的下一代往往不愿接管公司。为创始人提供退出机会，管理层或许会对借助专业管理促使公司专业化、帮助公司成长的方式持更开放的态度。

	与中国明显不同的是，印度是一个内部结构较为松散的国家。印度各地区的文化、语言和规章制度存在重大差异，这可能对运营变革的实施造成巨大的障碍，更不用说实现企业的规模化扩张。东南亚各国的商业则由当地有影响力的家族运营的企业主导。在印度尼西亚，改善运营需通过自上而下进行沟通，并由印尼当地人执行。其他东南亚国家则由于历史原因，缺乏技能熟练的劳动力，从而限制了运营工作的展开。

	如前所述，在亚洲，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少数股权投资。这就要求私募股权公司与企业创始人以及高级管理层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理想的情况是，私募股权公司能通过激励、说服和引导企业，向前推动运营战略的发展。如果私募股权基金与被投资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融洽，即使不能拥有控股股权，持股比例较高的少数股权投资（例如持股35%）有时也足以发挥适当的影响力。为了有效开展运营工作，私募股权公司也可以通过协商条款产生重大影响，或者试图寻找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比如，投资于有多个创始人的企业。只要没有控股超过50%的单一所有者，私募股权基金可以在企业运营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亚洲私募股权行业在着手运营管理时，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寻找合适的运营专家。该地区私营企业的历史相对较短，因此缺乏具备长期行业管理经验的专业人士。虽然有时引入外籍专才被视作一种解决方案，但这存在文化适应的问题。外籍专家即使是来自周边国家，也可能不占优势。此外，专业运营人士较为稀缺加上需求不断上升，已经导致薪酬的大幅上涨。因此，小型私募股权公司可能缺乏招募新运营合伙人的预算。

	运营合伙人通常从上市公司、私营企业（经常是前私募股权旗下的投资企业）或咨询公司招聘而来。关注特殊行业的私募股权基金，筛选候选人时可能比综合性基金面临更大的困难，原因是它们需要寻找特定的人才。但是，部分私募股权公司表示，在小型家族企业需要协助时，任何拥有企业综合管理经验的人才都应该是有价值的。运营合伙人往往从尽职调查阶段就参与到目标企业的评定当中，识别企业需要改进的地方，并且了解运营调整所需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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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亚洲面临诸多挑战，但价值创造已让私募股权公司获得回报。价值创造的作用已经被验证，并且是可复制的。大部分的私募股权基金认同，通过运营管理可以有效提升旗下投资企业的价值。这些运营上的成效大多来自财务管理和管理成本上的改善，销售团队的效率、产品或服务的提升，以及供应链的改进。这足以证明，未来亚洲在提升运营效率和创造价值上有很大的空间。

	在亚洲，私募股权公司不断从事规模更大的交易，并拥有比几年前更多的收购机会。随着这些更加复杂项目的展开，这要求私募股权有更卓越的运营能力以面对挑战。需要指出的是，私募股权行业并没有唯一正确的经营模式。各不相同的投资战略以及亚洲市场的多样性，使得每家公司都需要量身定制的运营模式。但总体而言，旨在建立运营模式的私募股权公司，需要参考一下3点：

	• 有计划地研究和识别最适合的运营模式。除投资策略外，在制定特定的运营模式时，私募股权公司还需要考虑旗下资产管理规模，以及内部和外部所拥有的专长，包括现时所有单独签订的企业协议。

	• 致力于建立权威标准来衡量进展与成功。拥有一套衡量标准不仅可以使私募股权公司，在管理旗下投资企业时，让运营战略得以贯彻执行，更可以让有限合伙人（LP）、监管部门以及公众，在对“价值创造”持怀疑态度时，汇报可以衡量的成果。

	• 谨记，在亚洲运用价值创造计划，引领并鼓励企业是通向成功最平稳的方式。在可预见的未来，私募股权行业主要的交易类型，仍可能是与那些白手起家、自信满满的企业家之间的少数股权投资交易。因此，即便是最好的价值创造计划，实施的第一步仍是与企业家以及管理层建立良好的关系。

	

	
		来自欧洲PE的运营经验

		欧洲中型私募股权公司Montagu采用不干预的商业模式，包括收购拥有高质量管理团队的高潜力企业，并让企业原有的团队独立运营这些公司。

		但是，临近退出投资时，Montagu的不干预方式显然并不成功。管理层意识到，需要迅速实现其投资企业的运营和财务业绩转型，方能以高回报退出投资。让人遗憾的是，Montagu的高级管理团队缺乏适当的技能和相关的运营经验。

		Montagu的管理层于是组建了一个专家团队，以便开展5家投资企业的运营工作。每家业绩不佳的企业都有各自的原因，而这个团队致力于发现这些问题并着手改善。比如包装和材料制造企业LINPAC，削减成本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这家公司的树脂采购成本占材料费用的绝大部分。通过该团队的全球运营，这部分成本被削减了1000万美元。运营资本、生产和物流相关的成本也成功降低。

		安全设备及救生科技公司Survitec需要优化生产，该团队将部分工厂从高成本的欧洲地区搬迁至较低成本的新兴经济体，每年节省约350万到2190万英镑资金，出于安全考虑，Survitec的产品过于细分，该团队与管理层一起合理优。化产品线，更因此节约了采购成本。

		针对刹车片生产商TMD Friction所面临的高额负债和财务违约，该团队帮助公司进入重组轨道，制定目标在三年内将息税折摊前利润（EBITDA）提高70%（约1.3亿美元），并发行3亿美元的债转股，以及注入新资本。

		运营重组总共为Montagu的投资组合带来约1.5亿美元的EBITDA提升，从而令公司市值增长了7.5亿美元。

		该团队同时协助Montagu从被动投资转变成积极干预其投资公司的运营，从而带动业绩表现并支持更迅速地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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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沢政彦是艾睿铂（AlixPartners）董事总经理，亚洲业务联席主席兼日本联席代表。迈克·墨菲是艾睿铂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地区重组和财务咨询服务主管。史蒂夫·莫瑞尔是艾睿铂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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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IG IDEA

	The Crisis in Retirement Planning

	Robert C. Merton

	

	Corporate America began to really take notice of the looming retirement crisis 
	in the wake of the dot-com crash, when companies in major industries went bankrupt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their inability to meet their pension obligations. 
	The result was an acceleration of America’s shift away from employer-sponsored 
	pension plans toward defined-contribution plans—epitomized by the ubiquitous 
	401(k)— which transfer the investment risk from the company to the employee.

	With that transfer has come a dangerous shift in investment focus, argues 
	Nobel Laureate Robert C. Merton. Traditional pension plans were conceived and 
	managed to provide members with a guaranteed income. And because that objective 
	filtered right through the scheme, members thought of their benefits in those 
	terms. Ask a member what her pension is worth and she’ll reply with an income 
	figure: “two-thirds of my final salary,” for example. Most DC schemes, however, 
	are designed and managed as investment accounts with the goal of accumulating 
	the largest possible pot of savings. Communication with savers is framed entirely 
	in terms of assets and returns. Ask a saver what his 401(k) is worth and you’ll 
	hear a cash amount and perhaps a lament to the value lost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trouble is that investment value and asset volatility are simply the 
	wrong measures if your goal is to secure a particular future income. In this 
	article, Merton explains a liability-driven investment strategy whose aim is 
	to improve the probability of achieving a desired retirement income rather than 
	to maximize the capital value of the savings.

	HBR Reprint R14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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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VERNANCE

	Sustainability in the Boardroom

	Lynn S. Paine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to their long-term success—and yet the matter gets short shrift in most boardrooms, 
	consistently ranking at the bottom of some two dozen possible priorities. Many 
	years ago labor conditions in Asian contract factories prompted Nike board member 
	Jill Ker Conway to lobby for a board-level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committee, 
	which the company created in 2001. In the years since, the committee has steadily 
	broadened its purview, now advising on a broad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innovation 
	and acquisitions in addition to labor practices and resource sustainability.

	A close examination of Nike’s experience has led HBS professor Lynn S. Paine 
	to conclude that a dedicated board-level committee of this sort could be a valuable 
	addition to many if not most companies in at least five ways: as a source of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as a sounding board and constructive critic, as a driver 
	of accountability, as a stimulus for innovation, and as a resource for the full 
	board. In an accompanying interview with Paine, Conway discusses the committee’s 
	creation and provides an insider’s perspective on what has made it so effective.

	HBR Reprint R1407G

	




 Feature

	STRATEGY & COMPETITION

	Four Paths to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Karan Girotra and Serguei Netes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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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wing on the idea that any business model is essentially a set of key decisions 
	that collectively determine how a business earns its revenue, incurs its costs, 
	and manages its risks, the authors view innovations to the model as changes 
	to those decisions: What mix of products or services should you offer? When 
	should you make your key decisions? Who are your best decision makers? and Why 
	do key decision makers choose as they do? In this article they present a framework 
	to help managers tak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o the level of a reliable and 
	improvable discipline. Companies can use the framework to make their innovation 
	processes more systematic and open so that business model reinvention becomes 
	a continual, inclusive process rather than a series of isolated, internally 
	focused events.

	HBR Reprint R1407H







	跨界人生 Life's Work

	

	




不能容忍不用心

	阿兰·杜卡斯 Alain Ducasse

	帕特里斯·皮卡尔（Patrice Piquard）| 访

	时青靖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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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兰·杜卡斯对食物的热爱始于他在父母农场生活的那段经历。杜卡斯年仅33岁时，就作为摩纳哥路易十五餐厅主厨，获得米其林三星厨师殊荣。如今，他所经营的阿兰·杜卡斯集团旗下的餐厅多达20多家，遍及东京、拉斯维加斯等城市，共摘得19颗米其林星。杜卡斯也成为全球最著名的厨师之一。

	

	

	HBR：你将自己在公司的角色定义为“艺术总监”。你工作的内容是？

	杜卡斯：我是公司的创意官，主要思考公司全部的产品和服务，包括餐厅经营、书籍出版、开办烹饪学校，以及相关活动等方面。我关注的是公司当前状况和未来发展，与公司总裁洛朗·普朗捷（Laurent 
	Plantier）分工合作。他主要负责公司财务和日常管理，这方面我完全没兴趣。他自MIT毕业后就加入我的公司，我们一起共事有15年之久，但从不干涉彼此的业务。

	

	HBR：你餐厅的经营范围从简餐到精致美食无所不包。为什么不专注于一类美食？

	杜卡斯：打个比方，就像在时尚界，我们既设计高级时装、成衣，也做破旧复古风的服装；或是在汽车界，我们就像梅赛德斯－奔驰公司，既生产Smart，也销售迈巴赫。我们同样也力图在所提供的每项产品和服务上追求完美。

	

	HBR：为餐厅勾勒出“蓝图”后，你会亲自任命所有厨师，并加以监督。你的领导风格被形容为要求严格，甚至吹毛求疵。

	杜卡斯：涉及招聘或人事变动等事情，我会坚持原则。偶尔，我比下属更早洞察到有事要发生。一天晚上，一个可爱的日本女人“钓上”了马西莫·帕斯夸雷利（Massimo 
	Pasquarelli），我们大阪餐厅的主厨。这一幕被我看见了，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几个月后他宣布那个女人怀孕了，并决定从此以后留在亚洲工作。最近，我让现任大阪餐厅主厨、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日本人，来我们巴黎的酒店餐厅Le 
	Meurice工作。假如他没遇上个法国妞，一起私奔到布列塔尼某个偏远地方，按照计划，我们打算丰富他的厨艺，以全新体验来激发他，让他做些以前不太拿手的菜品，比如糕点，然后再派他到其他地方担任新职位。

	说到监督，我不总是盯着某个人不放。在全世界我有一个由美食家和食客组成的人际关系网，有人会源源不断地为我提供我们餐馆的宝贵信息，甚至跟我详细描述某天晚上某道菜里的鸡肉做得如何。当我自己做食客时，确实很挑剔，并不总是客气的。如果某位同事本来能做得非常好，却出工不出力，我会非常不高兴。

	

	HBR：发生这种情况时，你会让他走人？

	杜卡斯：不，因为他可能只是一时犯错。但我会对那些故意不动脑子的人很恼火，因为他们没有用心。要拿出一份菜单，你必须绞尽脑汁，要考虑到季节性、菜肴价位、酒水搭配，以及整体平衡。有一次，一位老同事把修改过的菜单传真给我。我叫他进来，问他写这份菜单花了多长时间。他说三周。我告诉他，他不诚实，这份菜单毫无价值。我让他第二天再过来。他明白我不好糊弄，花整晚时间把菜单重做一遍，这回就很好了。我只是跟他说，希望此事永远不要再发生。

	

	HBR：你如何培养员工？

	杜卡斯：餐饮业有绝佳的升职路径。在杜卡斯集团中，85％的经理受雇用时都毫无经验。以克里斯托夫为例，他只有36岁，在过去几年，一直是我的副手。我们一起去旗下遍布世界各地的餐馆考察，这帮他打开了味蕾，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利蒂希娅·鲁阿巴（Laëtitia 
	Rouabah）刚刚受命主管我们在巴黎的餐馆Allard。她现年29岁，为人犀利、无畏，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希望获得长足进步。你必须允许人们进步，帮助他们成长，让他们得到满足感。在我看来，要实现这一点，三分之一取决于他们的职业发展，以及在工作中能不断进取，三分之一取决于他们的薪酬待遇，还有三分之一取决于团队整体的和谐度，在我们这个行业，团队中的每个人都相当于我们的家人。你必须三者兼顾。晋升的可能性催生出忠诚度：我核心团队中的几乎所有成员——20名勇士，都跟我做了20年。他们每个人都代表着公司的外在形象和卓越品质。

	

	HBR：27岁时，你经历过一场坠机事件，是惟一生还者。你受了重伤，在医院住了一年。这是否就是美国人所说的“决定性时刻”？

	杜卡斯：肯定是。你要卧床休息，但其实并不累，所以，每天几乎24个小时都可以思考，没什么事来打扰你。即使可能再也无法走路，我也必须继续工作。我在医院病床上管理我的餐厅，比方说写菜单。这段经历确实提高了我的授权能力，而且我明白了，即使我本人不在现场，照样能够领导团队。如果没有发生坠机，我的职业生涯一定会跟现在大不一样。

	

	HBR：你说，你的厨师比你的厨艺更高。是真的吗？

	杜卡斯：他们每天都在使用并完善厨艺，而我没有。我就像足球教练，就算上了场，恐怕也无法再进球。凭着一时冲动，我当然可以替代我们任意一家三星餐厅里的主厨，但我的厨艺不会跟他一样精湛。甚至在我们那些不太出名的餐厅里，不少年轻厨师都相当有水平：前几天我在Allard餐厅吃过一道美妙的炖腌兔肉。即使我亲自掌勺，也做不出更好的味道。不过，有的厨师从不离开厨房，但他们的厨艺赶不上我！

	

	HBR：Chanel、Christian Dior和YSL公司都在创始人离开后，得以存活并继续发展壮大。你认为，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杜卡斯集团还会继续发展下去吗？

	杜卡斯：当然。我经常会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是跟我的董事长和合作伙伴在一起时。一旦我走了，杜卡斯集团依旧能够继续追求“一手抓创意、一手抓管理”的经营原则。我们在餐饮业的审计、培训、咨询、研讨会和组织架构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只有两件事情我们永远不会做：我们不会为了招揽更多顾客而提供流水线上生产的食物，也不会售卖跟食品相关的饰品，比如用胡萝卜装饰的领带，或形似南瓜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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